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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IUCN 是一个由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组成的会员制联

盟。它为公共、私人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相关知识和工具，

以推动人类进步、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的同步进行。

IUCN 创建于 1948 年，是当今世界上最大、最多样

化的环境网络，拥有1  400多个会员组织、约15  000名专家、

丰富的知识和资源以及强大的影响力。它是数据保护、评

估和分析领域的领先供应商。因其成员众多，IUCN 可充

当最佳实践、工具和国际标准的孵化器和可信赖的知识库。

IUCN 为政府、非政府组织、科学家、企业、地方社区、

原住居民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一个中立空间。通

过该空间，各方可共同制定和实施应对环境挑战的解决方

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IUCN 已在全球范围内与合作伙伴和支持者联合实施

了多项大型自然保护项目。通过将最新科学与当地社区的

传统知识结合，这些项目旨在逆转栖息地的丧失趋势、恢

复生态系统和提升人们的福祉水平。

https://www.iucn.org 

https://twitter.com/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保护区委员会（WCPA）

IUCN-WCPA 是全球最重要的保护区专业知识网络。

它根据 IUCN 保护区方案进行管理，拥有来自 140 个国家

的 2  500 多个成员。

WCPA 是 IUCN 的 6 个自愿委员会之一，其职责是促

进全球陆地和海洋保护区代表网络的建立和有效管理，以

协助完成 IUCN 的使命。

WCPA 的工作内容包括协助政府和其他机构规划保护

区并将其纳入所有部门规划；向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战略

建议，以帮助他们进行保护区的能力建设和吸引更多投资；

召集保护区利益相关方来共同解决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自

成立以来，IUCN-WCPA 一直在保护区行动方面处于全球

的最前沿。

https://www.iucn.org/wcpa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项国际条约，于 1992 年在

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签署，并于 1993 年 12 月生

效，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可持续

利用，以及遗传资源惠益的公平分享。迄今为止，该公约

已有 196 个缔约方。

https://www.cbd.int



WCPA连通性保护专家组（CCSG）

IUCN-WCPA 下的 CCSG 于 2016 年成立，旨在支持

信息共享、鼓励积极参与、提高全球意识和促进行动，维

护、增强和恢复全球生态连通性保护。其目标是在国际、

国家和地方层面推进科学、政策实践，满足对解决方案日

益增长的需求，从而促进一致的连通性保护措施的识别、

认定和实施。

https://www.iucn.org/wcpa-connectivity 

https://www.conservationcorridor.org/ccsg

大型景观保护中心（CLLC）

CLLC 的工作内容包括开发解决方案、实施项目以及

推动连接和保护陆地、海洋、淡水生态系统中重要栖息地

的全球努力。它主要提供 4 个重点领域的专业知识，即科

学与研究、指导与网络、社区恢复力、政策。在将知识和

经验应用于解决全球范围内连通性保护问题的同时，该中

心与社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展开合作，将保护区和

养护区纳入更大的生态保护网络，从而遏止此类区域的碎

片化趋势并维护其中的遗产。

https://www.largelandscapes.org

黄石—育空 (Y2Y) 保护行动

Y2Y 保护行动旨在连接和保护北美的栖息地（从黄

石至育空生态系统），促进人与自然的发展。它重点解决

对整个区域皆有影响的地方问题，并努力为黄石至育空区

域的健康发展提供愿景，从而为区域保护工作奠定基础。

在所覆盖的 3  200 多平方千米范围内，Y2Y 保护行动动员

各个司法管辖区的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一个荒野与水域之间

的连通系统，以协调人与自然的需求。

https://www.y2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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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健康且在生态上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会促进

地球生命的蓬勃发展。但随着世界上大部分地区

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自然生态系统不

断缩小，且越来越分散。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和

碎片化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主要原因。

维护和恢复生态连通性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至关重要，而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不可替代

的功能和服务，如提供淡水和食物、气候调节和

授粉等。

确保作为生态网络一部分的陆地景观和海洋

景观中保护地和其他养护区的良好连通性，既可

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又可以帮助物种适应因当地

条件变化导致的气候变化。因为健康的生态系统

对我们自身的健康和福祉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需

要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和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

失和碎片化趋势。

生态连通性对于野生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

在国际层面，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缔结了《保护野

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MS）。这是一项多边

环境协定，为各国采取必要的联合行动解决迁徙

动物及栖息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一个全

球平台。 在国家层面，多国已经通过立法来促进

生态连通性，且这些国家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CMS 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2020 年 2 月）提出，

维护和恢复生态连通性是 CMS 的首要任务之

一，并提请各缔约方充分利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发布的相关指南。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呼吁各方采取相

关行动并指出，创建具有健康且功能良好生态系

统的陆地景观，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环

境目标的关键，也对实现多个社会和经济目标的

关键，这些目标的实现部分或全部取决于生态系

统给人们带来的惠益。

IUCN 的一个关键任务是制定一份全球指南，

以实现“创建一个重视和保护自然的公正世界”

的愿景。为此，IUCN 世界保护区委员会的连通

性保护专家组编写了本书。通过汇集关于陆地、

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研究的一系列连通性科学案

例，专家小组为维护和恢复连通性工作所存在的

问题提供了实用性解决方案。此外，他们强调需

要及时将保护区和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

与大规模的生态网络相连，这为我们开启了一个

新的 10 年。在这 10 年中，我们必须更好地保护

地球的生物多样性。

Dr. Grethel Aguilar
代理总干事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Dr. Kathy MacKinnon
主席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 世界保护区委员会

Ms. Amy Fraenkel
行政秘书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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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生态连通性可使物种畅通无阻也移动以及维

持地球上生命自然过程的流动。该理解已得到《保

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MS，2020 年）

的认可，还强调了保护连通性及其各要素（扩散、

季节性迁徙、河流作用以及大片荒野区域内固有

的连通性）的紧迫性。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碎片化

会继续破坏栖息地、威胁生物多样性并阻碍物种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为了在保护区内解决此类问

题，已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和理论研究。

本书的目的是对这些知识和最佳实践进行整

合，支持为抑制碎片化所做的努力。本书为①在

保护区和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之间建立

生态连通性，②建立服务于自然保护的生态网络

（简称生态网络），提供了工具和具体示例。同

时，本书还提出了保护生态网络的最佳实践方案，

以维护和恢复完整无缺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主导

的生态系统中的连通性。随着对国际、国家和地

方级创新解决方案需求的增长，本书建议正式认

定生态廊道，以发展保护网络，确保对生物多样

性进行有效保护。

关键信息：

• 大量科学研究表明，在人类主导的生态系

统中，相互连通的保护地和其他生物多样

性保护区要比不连通的区域更有保护效果

得多，尤其是在面对气候变化时。

• 众所周知，生态连通性对保护生物多样性

至关重要，但识别、保留和增强生态连通

性的方法却非常分散和不一致。同时，为

增强连通性，各大洲的国家及地区和各国

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各种关于生态廊道的法

律和政策。

• 各方必须朝着制定统一的全球生态连通性保

护方法的方向努力，并对连通性保护努力的

有效性进行衡量和监测，以建立功能性生态

网络。为实现这些目标，本书将生态廊道定

义为识别、维护、增强和恢复连通性的方式，

汇总了大量的相关科学知识，并提出正式认

定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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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头鲸（Megaptera novaeangliae）等迁徙物种表明了保持连通性的必要性。 ©Adobe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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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连通性的必要性

每年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之间发生的角马（Connochaetes spp.）迁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野生动物迁徙活动之一。 ©Gary T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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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连通性的必要性

2 通过生态网络和生态廊道保护连通性的指南

世界上只有 1/3 的河流保持着畅通无阻，而大坝是淡水连通性的主要障碍。欧洲喀尔巴阡生态区“心脏地带”具有象征意义的河流上正在修建水坝。 
©Leeway Collective（巴尔干河流）/Calin Dejeu

21 世纪，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危机，随着

气候不断恶化，目前已有 100 多万种物种濒临灭

绝（IPBES，2019）。

我们的星球并非处于一种统一的状态。例

如：约 17% 的土地已被城市和农业发展彻底改

造； 约 56% 的土地未被彻底改造，表现为农村、

城市和郊区混合开发型土地中有一半或一小半已

被改造；约 26% 的土地是大片完好的荒野区域

（Locke et al.，2019）。这 3 种状态的土地需要

不同的保护策略，需要在其内部和彼此之间建立

生态连通性。

生态连通性可使物种畅通无阻地移动，维持

地球上生命自然过程的流动（CMS，2020）。没

有连通性，生态系统将无法正常运行；没有良好

运转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生命基本要

素将处于危险之中。生态连通性的破坏或缺失是

人为“碎片化”（将栖息地、生态系统或土地利

用类型分解成越来越小的成分）行为造成的。

根本的问题是人类活动已造成世界上大部分

土地发生退化和碎片化（Venter et al.，2016）。

人类活动直接改变了世界上（南极洲除外）75%

以上的陆地生态系统（Ellis et al.，2010），而在

世界剩余的荒野面积中，有 70% 仅存在于 5 个

国家中（Watson et al.，2018）。人类足迹也延

伸至海洋 ：有 87% 的海洋生物群落受到过度捕

捞、养分流失和气候变化的影响（Jones et al.，

2018）。

我们的保护措施必须以保留完整的生态系统

为目标，因为它们可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更有效

地保护生物多样性（Scheffers et al.，2016）。因此，

即使在碎片化的陆地、海洋或淡水区域，保护地

也是进行自然保护的基础。尽管保护地和 OECM

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许多地方，仅有这些是不够

的（IUCN WCPA，2019），还必须采取其他积极

措施来维护、增强或恢复保护地之间及 OECM 的

生态连通性（Tabor，2019）。

科学研究表明，为了长期取得生物多样性成

果，在气候变化的时代，保持生态连通性至关重要

（Foden et al.，2016；Gross et al.，2016）。这一

新认识正在推动保护实践发生根本转变，包括行动

和目标必须根据陆地、淡水和海洋景观的实际状况

而有所改变。人类对地球的改变不断增加，由于气

候的快速变化，有必要在许多物种和过程实际发生

的更大空间尺度上思考和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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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连通性的必要性

通过生态网络和生态廊道保护连通性的指南

加拿大艾伯塔省卡纳纳斯基斯国家野生动物通道标志。©Aerin Jacob/ 黄石—育空保护行动

本书旨在帮助阐明和统一保护实践的转变，

即从仅侧重于单个保护地转变为将保护地视为大

型景观保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通过专门

设计、运行和管理“生态保护网络”来实现，确

保存在生态连通性的区域维持和增强生态连通

性，或在失去生态连通性的区域恢复生态连通性

（Bennett et al.，2006；Bennett，2003）。

仅有保护地和 OECM 是不够的，除非它们

保留了所有必要的生态系统过程，陆地、淡水和

海洋区域以及场地彼此之间的生态连通性是关键

要素。

第 2 章对生态连通性保护的科学基础进行了

简明扼要的释义。因为生态模型在连通性保护中

的作用日益增强，该章还简单介绍了一些重要的

连通性识别和建模方法。

进行范围更广的保护需要对所涉概念达成共

识，因此第 3 章对相关术语（包括在 IUCN 以及

其他相关文献中出现的术语）进行了分类，以描

述实践中正发生的变化。本章重点阐述了两个关

键术语，即生态保护网络和生态廊道。清楚地了

解这些术语及与既定概念的关系有助于创建一种

通用语言，以促进合作和经验共享，并最终实现

更有效的生态保护。

在此基础上，第 4 章重点阐述了生态保护网

络的概念，解释了什么是生态保护网络，以及相

较于未建立连通性的单个保护地，存在生态保护

网络的保护地可实现更有效保护的原因。

为满足连通性保护地通用指南的需求，第 5

章提出将生态廊道作为正式的保护措施，并将其

视为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章提供了建立、规划、管理、监测和评估生态

廊道的详细指南。

第 6 章回顾了生态廊道在陆地、淡水、海洋

和混合环境中的应用和惠益，并对在地球空域中

建立连通性进行新思考。上述环境都受气候变化

的影响，因此，本章也简要讨论了生态廊道管理

中气候变化方面的注意事项。

第 7 章讨论了如何在全球保护法律和政策中

逐步体现连通性保护的科学理解。

第 8 章进行了简要总结。

附件则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创建作为生态保

护网络一部分的生态廊道的多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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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一半以上的野生虎（Panthera tigris）生活在印度，它们依赖生态廊道生存。一只幼虎横穿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国家公园。 © Grégoire Dubois

框 1：关键术语的定义

连通性

• 生态连通性：描述物种畅通无阻地移动以及维持地球上生命自然过程的流动（CMS，2020）。在本书

中，生态连通性有多个有用的子项：

 ◎物种的生态连通性（详细的科学定义）：描述种群、个体、基因、配子和（或）繁殖体在群落（或

种群）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移动，以及非生物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移动的性质。

 ◎物种的功能连通性：对基因、配子、繁殖体或个体在陆地、淡水和海洋景观中的移动情况的描述

（Weeks，2017；Rudnick et al.，2012）。具体内容请参阅第 2 章。

 ◎物种的结构连通性：可做栖息地斑块、干扰和其他被认为对生物在环境中移动至关重要的陆地、淡

水或海洋景观元素的物理特征和排列来衡量栖息地渗透性的工具。通常在缺乏功能连通性衡量值的

情况下可采用结构连通性来恢复或估计功能连通性（Hilty et al.，2019）。具体内容请参阅第 2 章。

• 生态廊道：一个明确界定的地理空间，对其进行长期管理和治理，可以维护或恢复有效的生态连通性。

通常还使用以下类似术语，如“链接”“安全通道”“生态连通区域”“生态连通区”“渗透区”。

• （服务于保护的）生态网络：由生态廊道连接的核心栖息地（保护地、其他完整的自然区域）系统。

可以根据需要建立、恢复或维护该系统，以保护分散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有关术语请参见第 3 章的

表 2。

• OECM：OECM 中的“区域”是指保护地以外的地理区域，其治理和管理方式可以获得积极和持

续的成果，可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相关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同时还能保护文化、精神、社

会经济和其他与本地相关的价值 （如适用）（IUCN WCPA，2019）。

• 保护地：被明确划定的具有专项用途的地理空间，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进行认定和管理，实现对

自然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长期保护（Stolton et al.，2013；Dudley，2008）。



连通性的
科学依据

移动生态对许多物种至关重要。无脊椎动物在其生命周期中的移动范围非常广泛。 
小红蛱蝶（Vanessa cardui）每年要迁徙数千千米。 ©Adobe Sto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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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的丧失和碎片化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

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气候变化使这一问题更加

严重。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功

能和服务产生负面影响，造成物种损失、种群数

量减少和分布区缩小。这些变化发生的速度要快

于此前物种灭绝的发生速度（Ceballos et al.，

2017）。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立单独的保护地（如

国家公园等）是进行就地保护的主要措施之一。

保护地所包括的陆地和海洋面积正在稳步增加（图

1）。目前除建立保护地外，还有一系列补充性

OECM。虽然有些区域的主要管理目标可能并不

是保护，但也可以在一系列治理和管理制度下提

供有效保护（IUCN WCPA，2019）。在全球范围

内，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仍在加剧。

连通性保护的科学基础

因位置不佳或存在管理问题，保护地并不

总能充分保护生物多样性（Jones et al.，2018；

Venter et al.，2017）。在人类主导的生态系统内，

越来越多的陆地保护地被隔离开来（Wittemyer et 

al.，2008）。

隔 离 增 加 了 这 些 区 域 内 物 种 灭 绝 的 风 险

（Newmark，2008，1995，1987；Prugh et al.，

2008；Parks et al.，2002；Brashares et al.，2001）。

隔离与物种灭绝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岛屿生物地

理学和集合种群理论基础上的（Hanski，1999；

McCullough，1996；MacArthur et al.，1963，

1967）。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指出，在一个岛屿上，

新物种的到来和灭绝速度取决于该岛屿的面积和

形状以及其与大陆的距离。现在已将该概念的应用

范围从岛屿扩展到了大陆生态系统中。该系统中孤

立的保护区就像位于“人类主导的生态系统”这

片“海洋”中的岛屿。实际上，人类主导的生态

系统相当于一个“过滤器”，一些物种个体可以自

由通过，另一些物种则不能。集合种群理论指出，

许多处于不同空间的亚种群可以通过个体移动重

新连接，从而产生基因交换和提高先前绝迹的亚种

群重建的可能性。上述两种理论都支持以下结论：

从长期来看，更大、联系更紧密的区域支持更高的

生物多样性。所以有必要在大规模陆地、淡水和海

洋景观中建立生态保护网络。

显然，面积足够大、布局合理且管理良好的

保护地和 OECM 可为在边界范围内的不同栖息地

斑块或资源流通提供连通性服务。

在世界上大片原本完整的景观和生物多样性高的区域中，线性基础设施建设仍在持续。喀麦隆的森林砍伐和景观碎片化。©Grégoire Dubois



2  连通性的科学依据

7通过生态网络和生态廊道保护连通性的指南

地球上大部分的陆地表面已破碎化，因此改

善或维护保护地与 OECM 中的连通性对有效保

护和管理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或不适

宜建立额外的保护地或实施 OECM，则可以将已

有保护地连接起来，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对

牧场或林业系统中的连通性进行管理时，可以通

过增加景观中有效连接的总面积来增加保护地面

积，从而降低物种灭绝风险（Newmark et al.，

2017）。面对气候变化，连通性变得更加重要，

因为连通性可使某些物种改变分布范围，同时使

另一些物种迁移到能提供新的适宜栖息地的保护

区中。

保护实践者和科学家证明，只有在保护地实

现功能性连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物种、生态

系统和栖息地的保护（Trombulak et al.，2010；

Resasco，2019）。在完整的生态系统中，保护

地实际上是相互连通的；在破碎的陆地、淡水和

海洋景观中，则必须强调建立连通性。尽管尚未

证明将保护地和 OECM 联系起来能在任何情况下

加强保护，但已证明连通性是多个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Hilty et al.，2019）。

图 1  1990—2018 年增长的陆地和海洋保护区面积以及根据国家和地区承诺所预计的 2018—2020 年的增长面积
注：ABNJ——距离海岸 200 海里以上的区域；EEZ——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区域，距离海岸不到 200 海里。OECM 实践地是新划定的区域，因此

未包含在该图中。［摘自 UNEP-WCMC，IUCN 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GS），2018 年］

文献中对生态廊道的负面影响有一些争论

（Hilty et al.，2019；Anderson et al.，2006）。

大多数负面影响看起来与捕食者活动的增加、入

侵物种的移动以及疾病或微栖息地的变化有关

（Weldon，2006）。在个别情况下，这些负面影

响可能会非常明显。然而，所报告的生态廊道的

惠益远大于负面影响（Hilty et al.，2019）。在生

态廊道设计中应考虑潜在的弊端，如尽量减少潜

在的边缘影响、外来入侵物种和传染病的传播，

还要权衡生态廊道和核心栖息地这两个区域的

建 造 成 本（Hilty et al.，2019；Anderson et al.，

2006；Weldon，2006）。

确保在割裂的生态系统中，保护地和 OECM

在功能上与陆地、淡水和海洋领域以及相关空域

关联，这对许多物种来说至关重要（Hilty et al.，

2019；Marine Protected Areas 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2017）。在这些界域之间移动的生

物包括从海洋洄游到河流产卵的溯河鱼类、在不

同生命阶段栖息于多个生态系统中的两栖动物，

以及在大陆级跨代迁徙中使用多个生态系统的蝴

蝶［如帝王蝶（Danaus plexip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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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只有在整个海洋景观区域具有连通性的情况下才能蓬勃生长。关岛皮提湾的鹿角珊瑚（Acropora sp.）栖息着蓝指海星和许多鱼类，包括光鳃

鱼（Chromis sp.）。©Alisha Gill

维护或恢复生态连通性可能也会涉及时间的

问题，因为物种迁徙周期可能为一季、一年或多

年，如帝王蝶（Runge et al.，2015）。通常，此

类连通性移动会发生在各个方向上，但也存在单

向移动的情况，如在发生长期气候变化时，物种

的分布区可能会向极地或向上坡转移。

连通性的管理范围可从小规模（如溪流、珊

瑚礁和海草床）扩至区域规模，再至大陆规模（如

岛屿、山脉、主要河流生态系统和深海热液喷口

生态系统）。需要在本地、区域和全球级别以及

各级别的人类改造空间之间保持连通性。许多大

型保护愿景都寻求将陆地、淡水和海洋中的保

护区连接起来的方法（图 2）（Worboys et al.，

2015），而且在多个人类主导的生态系统中制定

了实现这些愿景的方法（Keeley et al.，2019）。

著名示例包括加利福尼亚至白令（墨西哥、美国

和加拿大）倡议、大东部山脉倡议（澳大利亚）、

亚马孙淡水连通性（南美洲亚马孙）倡议、黄石—

育空区域保护倡议（美国、加拿大）和瓦图伊拉

（Vatu-i-Ra）海洋景观倡议（斐济）。

如果需要获得更多信息和示例，请参阅附件

“保护生态网络中生态廊道的方法”。

生态廊道建模

陆地、淡水和海洋景观连通性测量、建模和制

图的科学研究在过去得到稳步发展。本节对关键的

概念性问题、可用于连通性建模的工具，以及支持

生态廊道定义和划定的有用资源进行了简要概述。

人们对许多概念性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Hilty 

et al.，2019；Olds et al.，2016；Rudnick et al.，

2012；Crooks et al.，2006），并制定了许多实用

的实施和管理指南（Olds et al.，2016；Beier et 

al.，2008，2011；Hermoso et al.，2011）。

连通性存在多种分类方法。在最高层面上，

连通性与生态廊道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连通性既

具有结构性成分又具有功能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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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生态保护网络的概念表示
注：深绿色为陆地保护地，被人类活动区域环绕；深蓝色为海洋保护地；橙色为 OECM；虚线为连续的生态廊道和作为跳板的生态廊道。生态保护

网络包括保护地、OECM 和生态廊道。©Kendra Hoff/ 大型景观保护中心（CLLC）

实验廊道为研究生态连通性提供了一个受控环境。萨凡纳河基地廊道实验室（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是最大的廊道实验室。©Ellen Damschen

生态廊道

陆地保护地

海洋保护地

O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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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持连通性，需要消除影响物种移动的障碍。可通过安装野生动物可穿过的围栏来减少阻碍。白尾鹿（Odocoileus virginianus）跳跃围栏。©BG 
Smith/Shutterstock

可以根据栖息地的类型（如第 6 章“生态廊

道的应用和惠益”所述的海洋、淡水和陆地栖息

地）、人为干扰程度（如树篱、残留森林廊道）

（Theobald，2013）、规模（本地、区域、跨洋或大

陆）或目标（日常或季节性移动、扩散区域或栖息地，

长期持久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Hilty et al.，

2019；Olds et al.，2016；Rudnick et al.，2012；

Crooks et al.，2006）对连通性进行特征描述。

功能连通性可描述基因、配子、繁殖体或

个体在陆地和海洋景观中的移动情况（Weeks，

2017；Rudnick et al.，2012）。根据已知的个体

移动情况来识别现在或将来能够提供功能连通性

的区域，这是一个划定移动廊道的有效方法（Hilty 

et al.，2019；Seidler et al.，2015；Sawyer et 

al.，2009）。有关详细信息，可参阅附件案例研

究 15。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很难追踪到足够

数量的个体，所以开发出了一系列其他方法来确

定连通性（Rudnick et al.，2012）。在某些情况下，

指示种或伞护种可用来识别一组物种的连通性区

域（Weeks，2017）。难以监测的长寿物种研究

可采用能够随时间发生变化（如遗传组成变化）

的间接方法（Proctor et al.，2012）。基因方法的

运用通常只是确定连续种群破碎发生地的第一步，

下一步是确定潜在的重要连通性区域（Proctor et 

al.，2015）。

建模软件，如Linkage Mapper，是保护区规划人员用于决策的工具之一。

综合利用 4 个 Linkage Mapper 软件，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曼多

谷地美洲獾（Taxidea taxus）栖息地的连通性保护优先级进行了初步估

算。（示例用图无特殊意义） ©John Ga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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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具可以用来验证功能性并充当监测工

具（Proctor et al.，2018）。由于数据的局限性，

该工具可能较难用于海洋系统（Balbar et al.，

2019）。

结构连通性可以根据栖息地斑块、扰动以及

其他陆地、淡水或海洋景观元素的物理特征和

排列来衡量栖息地渗透性，其中，元素被认为

对生物在环境中的移动至关重要（Hilty et al.，

2019）。结构连通性建模旨在确定各种物种可

以移动通过的区域。模型通常会优先考虑人类

改造程度较低的生态廊道，这些区域被认为对人

类干扰敏感的物种具有渗透性（Dickson et al.，

2017）。此外，可优先确定并保护具有连通性的

线性区域，如河道、洋流或线性森林区段（Rouget 

et al.，2006）。

越来越多的系统性保护规划纳入连通性（Albert 

et al.，2017；Hodgson et al.，2016；Rayfield et 

al.，2016）。随着定量方法的增多，可采用多种

工具进行连通性绘图和建模（表 1）。通过连通

性建模，人们逐步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发展态势，

包括季节或年度态势以及由气候造成的长期变化

（Simpkins et al.，2017；McGuire et al.，2016；

Rouget et al.，2006）。

表 1  连通性建模的常用方法

方法 简要说明

最低成本

假如知道一个个体或过程的目标位置，并且在以“成本”表示的表面上移动，则可估

算该个体或过程从一个位置（源斑块）到另一位置（目标斑块）的最低成本移动路径

的表面积（https://www.corridordesign.org）（McRae et al.，2014）；可以使用从一个位

置到另一个位置的最短路径，也可以使用最低成本距离的总表面积；可把从单个、一对、

多对或随机选定的位置中得出的成本 - 距离表面积结合起来

线路理论

线路理论改编自电路原理，对从源点穿过“电阻表面”到达目的地（地面）的随机游

走者进行建模，确定连通性，从而提供多种途径选择（McRae，2006）（https://www.
circuitscape.org）

图论

图论是对图的研究，该图在形式上代表了互连对象的网络；图论几乎是所有连接方法（包

括最低成本和线路理论）的基础；此外，为确定生态廊道的优先级，可以将图论指标

应用于“陆地或海洋景观图”中，在此类图中，斑块是节点，连通性区域是边缘（Theobald，
2006；Urban et al.，2001）

阻力核

一个陆地或海洋景观中从所有位置开始的成本最低的移动，可使用阻力核（移动窗口）

方法（Compton et al.，2007），采用该方法，可计算分散在源位置周围的个体的相对密

度

保护地设计
一种用于指导系统性多目标规划的方法，支持陆地、淡水和海洋保护区和管理区设计

的空间决策（White et al.，2013；Moilanen et al.，2008）

基于个体的建模
遵循假定的规则，模拟个体的移动路径；根据估算，绘制相对使用频数图（Allen et 
al.，2016；Ament et al.，2014；Horne et al.，2007）

此表来源于文献及网站：Rudnick et al.，2012；McRae，2006；Theobald，2006；Urban et al.，2001；https://www.conservationcorridor.org/corridor-too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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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马拉雅山脉提莱弧状地景区（Terai Arc）廊道中的尼泊尔和印度边界追踪到老虎的行迹。©Gary Tabor

连通性保护还通过健康的景观为人类社区提供支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里佐平原国家纪念碑（Carrizo Plain National Monument）公园的野花。 
©Emily Pomeroy/Emily Rose 自然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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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连通性保护的
通用语言

连通性对所有领域都很重要，包括陆地、淡水、海洋、沿海和空域。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埃尔克霍恩沼泽地国家海洋保护区，一只大白鹭（Ardea alba）在耐心地寻找猎物。 © Emily Pomeroy//Emily Rose 自然摄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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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是相互联系的生态斑块的组合体，这些斑块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发挥作用。希格内克托地峡（Chignecto Isthmus）是连接新斯科舍半岛和加拿大

大陆的重要景观带。 ©Mike Dembeck

在连通性保护政策方面，首先要建立一套定

义明确的通用术语。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对生态保

护网络和生态廊道进行定义和解释，这两个术语

对连通性保护至关重要。提供生态保护网络的清

晰定义，并指导如何识别、建立、衡量生态廊

道，有助于多国实现 CBD 中关于识别、建立、

管理和恢复“连通系统”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

标”11，以及其他承诺（示例请参见第 7 章）。

这对在 2020 年之后建立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推动 CBD 在 2050 年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愿

景至关重要。

生态保护网络的定义

描述生态保护网络的术语详见表 2。生态保

护网络的定义如果能达成一致，不仅可减少混

乱，为全球监测和数据库管理提供统一标准，还

可在总体上改善沟通和可比性。为此，可使用以

下定义：

生态保护网络是一个由生态廊道连接的核心

栖息地（保护地、OECM 实践地和其他完整的自

然区域）系统，可以根据需要维护、恢复和建立，

以保护分散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

生态保护网络由与生态廊道相连的核心保护

单元（保护地和 OECM 等）组成。这些单元的定

义如下：

• 保护地是指被明确划定的具有专项用途的地

理空间，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进行认定

和管理，实现对自然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和

文化价值的长期保护（Stolton et al.，2013；

Dudley，2008）。

• OECM 中的“区域”指除保护地外的地理区

域，其治理和管理方式可以获得积极和持续

的成果，可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相关的

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同时还能保护文化、

精神、社会经济和其他与本地相关的价值（如

适用）（IUCN WCPA，2019）。

• 生态廊道是一个明确界定的地理空间，对其

进行长期管理和治理，可以维护或恢复有效

的生态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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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践中使用的其他用来描述本书所称的“生态保护网络”的术语

术语 示例

连通性保护区

（ACC）
被澳大利亚大东部山脉倡议采用，该倡议旨在在广阔的景观（除保护地外，还包括农业区、

林业区和人类居住区等一系列区域）中建立连通性

生态廊道

被中美洲生态廊道采用，该廊道形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用于保护中美洲和墨西哥南部

景观和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碎片化并改善连通性（Ankersen，1994；Ramírez，
2003）

保护地网络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中使用，是区域连通土地优先事项的一部分，对保护生

物多样性至关重要（Bay Area Open Space Council，2011）

保护管理网络
通常在澳大利亚基于陆地的网络中使用，用于保护濒危生物群落和残余植被，此类网络

得到了土地所有者或土地管理者和社区的支持（Context，2008）

保护区组合体

通常用于南美洲，指由保护地和互补性景观或海洋景观构成的网络，包括正式保护区

（核心保护区）和周围区域（如生产景观、私有区域和社区区域等），各个部分由参与

实体共同规划和管理（Caballero et al.，2015），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与生

物圈计划下的生物圈保护区类似。保护区组合体旨在改善生态连通性，实现对环境商品

和服务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示例请参阅巴西南部亚马孙组合体（https://www.wwf.org.
br/?29690/Southern-Amazon-Mosaic-facilitates-Protected-Area-management）

生态框架

在俄罗斯通常被称为“不受陆地景观破碎影响的在生态上连续的自然群落系统”；由于

规模大且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强度大，此类自然群落受到了法律保护（Sobolev，1999，
2003）

生态网络
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使用，一种用来描述将自然区域以及周围农田更有效地连接起来

的（国家或区域的）方法（Miklos et al.，2019；Jongman et al.，2008）

迁飞路线网络
用于描述东亚至澳大利西亚的迁飞路线；此类网络为目标鸟类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连通性

和保护（Millington，2018）

淡水系统网络

在南美洲使用，包括水文、生物和化学方面相互作用的淡水水生生态系统，连通性是发挥

相互作用的关键因素，为此需要进行跨生态系统（如溪流、河流、湖泊和湿地生态系统）

的综合管理（Leibowitz et al.，2018；Abell et al.，2017），如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

巴拉圭和乌拉圭的拉普拉塔河流域可持续管理项目

绿色基础设施

在 28 个 EU 成员国和美国的一些区域内使用。EU 的定义：绿色基础设施网络是战略规

划的自然和半自然区域网络，具有所设计和管理的其他环境功能，可以提供广泛的生态

系统服务，如在水净化、空气质量保障、休闲空间营造以及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方面

的服务；“绿色”（陆地）和“蓝色”（水）空间网络可以改善环境条件，从而改善公民

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它还支持绿色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并增强生物多样性。“Natura 
2000”网络是 EU 绿色基础设施的支柱

海洋保护区（MPA）

网络

在澳大利亚和美国使用，指正式的海洋保护区网络，这些网络是更大的生态保护网络（如

加利福尼亚海洋保护区网络）的组成部分（Carr et al.，2017；Almany et al.，2009）

生态稳定的地域系统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使用，用来描述维持平衡的、相互连通的自然和近自然生态系统的复

合体（Jongepierová et al.，2012）

跨界保护区（TBCA）
用于界定跨越国际边界并包含保护区的区域，这些区域在生态上相互关联，TBCA 的研

究已经超过 25 年，且这一概念得到了 IUCN 和 CBD 的认可

注：该表提供的这些术语旨在说明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的核心理念是相似的，并且有多种表达方式。

生态保护网络在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方

面比建立单个零散的保护地和实施 OECM 更有

效，因为生态保护网络可建立种群之间的连通性，

保障生态系统的功能，且对气候变化具有更强的

抵御力。在生态连通性这个词语中“连通”是创

造个体、基因、配子和（或）繁殖体移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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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廊道的定义

本书建议采用生态廊道这个连通性名称来表

示生态网络中明确致力于生态连通性，同时也直接

有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区域。该术语的定义：

生态廊道是一个明确界定的地理空间，对其

进行长期管理和治理，可以维护或恢复有效的生

态连通性。

有必要对此定义中的一些关键短语和概念进行

详细说明，以明确其在本书中的预期应用范围：

• “明确界定的地理空间”包括土地、内陆水

域、海洋和沿海地区，或其中两项或多项的

组合。“空间”可包括地下、陆地表面或海

底，以及水柱等，包括三维空间中的垂直物

理生态系统结构［改编自 Lausche 等（2013）

的相关研究］。“明确界定的”是指商定和

划定边界的。

保护地、OECM和生态廊道之间的差异

在回顾生态保护网络的定义时，请注意，该

网络被定义为由保护地和 OECM 这两种类型的核

心保护单元组成的系统，而生态廊道是第三要素，

它们是保护网络的“黏合剂”。

表 3 阐明了生态保护网络各要素之间的关键

区别。保护地和 OECM 是保护网络和生态网络的

基本核心要素。根据定义，它们必须就地保护生

物多样性，也可以保护生态连通性。而生态廊道

必须保护生态连通性，根据条件和管理情况，生

态廊道也可以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但这不是必

须的。

焦点物种在确定连通性保护优先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如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美洲虎（Panthera onca）。 ©Grégoire Dub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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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鸟在确定海洋、岛屿间和沿海区域的连通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Dan Laffoley

表 3  保护地、OECM和生态廊道在作用上的差异

项目 保护地 OECM 生态廊道

必须就地保护

生物多样性
• •

可以就地保护

生物多样性
•

必须保护生态连通性 •

可以保护生态连通性 • •

注：3 个术语均指具有保护效果的单元。保护区和 OECM 的首要考

虑因素是保护自然；在建立生态保护网络时，生态廊道对保护地和

OECM 起着辅助作用。表中黑圆点表示要素的包含项。

在某些情况下，生态廊道可被称为具有“跳板”

特征的、分散的栖息地斑块，尤其是支持野生动

物（如海洋哺乳动物、海龟和鸟类）远距离迁徙

的生态廊道。例如：对于候鸟而言，除非两个地

点之间相距很远或目标物种具有代谢约束，否则

无需缩短两地的距离（Klaasen，1996）。这些地

点，特别是廊道内的中转地和中途停留地，必

须满足特定物种在不同迁移阶段的自然要求（如

食物供应、少量干扰、安全的栖宿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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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森林保护区只有在具备连通性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生态保护网络。阳光穿透了笼罩在巴拿马云雾森林上方的湿气层。 ©Marie Rea

生态廊道是零散景观中的大规模保护设施。土地所有者恢复乡村景观中的栖息地，并将其与乌玛佳玛（Woomargama）国家公园连接起来。乌玛佳玛

国家公园，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大东部山脉生态廊道东西段斜坡至山顶（Slopes to Summit）的一部分。 ©Ian Puls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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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网络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湾国家海洋保护区内的太平洋短吻海豚（Lagenorhynchus obliquidens）。©Emily Pomeroy/Emily Rose 自然摄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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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许多地区，如东非，野生动物种群大部分时间都在保护地以外的地方度过，但仍会季节性地使用保护地。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的非洲草

原象（Loxodonta africana）。©Gary Tabor

有效的生态保护网络包括两个主要要素：①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单元（保护地和 OECM）；②因

有助于连通性而被认定的生态廊道（图 2）。在

理想情况下，设计生态保护网络，应制定系统性

的保护规划来确定所需的最少地点数，最大限度

地保护既定区域中的生物多样性（Margules et 

al.，2000）。

确定保护目标，包括重点物种、关键生物多

样性区域、种群规模或栖息地面积，并据此优化

生态保护网络，同时考虑 空间配置。制定系统的

保护规划时，也可以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因

素。生态保护网络对于增强零散系统中保护地和

OECM 的完整性、稳健性和稳定性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生态保护网络可降低它们面对威胁的脆弱性，

尤其是在发生气候变化的情况下。

除隔离外，在满足生态保护网络中某些物种

的连通性需求的同时，还需要重点考虑核心栖息

地（保护地和 OECM 实践地）的规模。对于在大

范围内分布的物种，单个保护区的面积通常不足

以维持最小种群的生存。现实情况是，在许多土

地上建立新的大型保护地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些

土地只剩下很小的、碎片化的栖息地（Shafer，

1995）。在海洋中建立大型保护区变得越来越普

遍。因面积有限，小型保护地甚至无法长时间

支撑小型动物种群的生存（Green et al. 2014；

Henderson et al.，1985）。

然而，即使是高度分散区域中很小的保护地

（如面积小于 10 公顷的保护地），也可以在促进

当地保护目标实现和社区参与保护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Volenec et al.，2020）。此外，在海洋环

境中，小型保护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满可特定物

种及其生命周期需求。例如：在加拿大东海岸的

海绵礁中，海绵幼体仅在水中停留几天就会随着

水流扩散。因为它们不会扩散得很远，所以海洋

保护区很容易涵盖其扩散距离，这对不活动并通

过产卵繁殖的无脊椎动物也是如此。

此外，在规模方面，大多数保护地和实施

OECM 的规模不足以承受生物多样性的大规模生

态干扰。例如：自然火灾可能是保护地长期生态

系统运行的一部分，但如果保护地面积不够大，

则其内的物种将需要大片邻近的未烧毁栖息地进

行撤离和恢复。

在理想情况下，保护地和实施 OECM 的规模

和位置由生态因素决定，但设计决策通常受现有

所有权或资源使用权和人类活动的约束。为确保

物种个体可以在生态网络中特定的核心栖息地之

间移动，应根据物种的特征，如扩散范围和最小

存活种群所需的栖息地面积，计算栖息地之间的

适当距离。应该在这些参数范围内，尽量缩短所

需距离，并对核心栖息地之间的区域进行管理，

以保持生态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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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流动的河流及相关的河岸廊道连接着陆地和淡水系统。在从特立尼达飞往玻利维亚贝拉维斯塔途中拍摄的景观鸟瞰图。©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Jaime Rojo/ 摄

保持生态连通性（如通过廊道）非常重要，

可促进个体在零散的资源之间及种群或亚种群之

间移动，以及季节性或周期性迁移。生态廊道对

促进扩散很重要，可确保基因多样性并允许种群

在灭绝之地重新定殖；生态廊道可以帮助提高种

群抵抗大规模自然干扰的能力；在满足促进物种

迁移的主要目的的同时，生态廊道还可以帮助人

类扩展所需的特定生态系统服务范围；生态廊道

有助于维持在整个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中的生态

过程，如养分循环、授粉和种子传播等；即使在

人类改造的生态系统内，由于存在从其他自然区域

中扩散出来的种子和动物，生态廊道也可以加快

周边受干扰区域内的生态系统恢复速度（M’Gonigle 

et al.，2015；Boitani et al.，2007）。

生态保护网络与气候变化

生态保护网络已被认可为帮助许多物种应对气

候变化的一种手段。设计得当的生态保护网络（包

括生态廊道）可以使物种转换分布区并在新的适宜

的栖息地定居，以适应气候条件。以下保护战略可

使生态保护网络更有效地促进物种适应气候变化：

增加保护地和 OECM 的数量，扩大规模；管

理栖息地以增强其恢复力；建立或扩大连通性区

域；在高异质性地区建立保护地；提升高度以及

其他关键梯度（Elsen et al.，2018；Anderson et 

al.，2014；Heller et al.，2009）。在不同的气候适

应策略中，增加保护栖息地的数量是最有效的方

法之一（Synes et al.，2015）（表 4），但首先要

做的是对适当的栖息地网络进行保护，而不是扩

大一些孤立的保护地和 OECM 的规模（Hodgson 

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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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许多地方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栖息地破碎化问题。高质量的栖息地廊道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安全网。巴拿马 Punta Burica 附近的牧场。

©Félix Zumbado Morales/ 哥斯达黎加大学可持续城市发展研究计划

表 4  基于气候的连通性促进物种分布区转变的战略的利弊［改编自Keeley 等（2018）的研究］

战略 优点 缺点

在整个陆地和海洋景观中增

加保护区和养护区的数量

如果设计合理，可加快零散系统中分布区

转变的速度；可使大多数物种受益；提高

某些物种的持久性

—

建立少量的大型保护地或养

护区 —

减慢分布区转变的速度；可能会导致

该国家或地区完整的生态系统多样性

下降

在现有的保护地或养护区之

间增加连通区域（生态廊道或

其他保护地或养护区）数量

加快零散系统中分布区转变的速度；可使

大多数物种受益

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恢复连通性可能

会引入入侵物种和有害等位基因（给

定基因的变异形式），尤其是在淡水

和海洋系统中

在不适宜的栖息地中建立

“小跳板”

加快零散系统中分布区转变的速度 仅有益于能够使用“跳板”的物种

扩大现有保护地的规模 提高物种的持久性；改善某些物种在时间

上的连通性现状；管理和治理已经存在的

保护地

可能无法提高野生生物所需的其他资

源的连通性；可能无法为物种提供足

够的移动空间来应对气候变化

共同包含温度梯度的生态保护网络也可以有

效地促进物种分布区的扩大。这可能意味着要将

以下区域联系起来：低海拔区域与高海拔区域；

内陆区域与沿海区域；不同纬度或海洋深度的区

域；具有不同盐度梯度的区域。美国东部的阿巴

拉契亚山脉是一条有利于极地物种移动的重要山

脉（Lawler et al.，2013）。

同样，非洲艾伯丁裂谷地区的廊道规划旨在

确保该区域在海拔和纬度上的连通性（Plumptre 

et al.，2016；Ayebare et al.，2013）。应注意，

除生态廊道外，还可以通过扩大现有保护地和

OECM 规模或将更多的保护地添加至生态网络中

来实现生态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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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实施
生态廊道

阿联酋迪拜的阿拉伯大羚羊（Oryx leucoryx）。©Peter J Huds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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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山区谷底的生物多样性高，并提供了必要的冬季栖息地，这里通常也是人类的居住地，在这些区域，连通性保护依赖于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

战略，以及连贯的跨辖区土地和淡水管理方法。波兰和斯洛伐克附近的皮耶尼内国家公园。©Juraj Švajda

本章提供了规划和实施生态廊道的详细指南，

首先介绍了确定廊道生态目标的基本原则，然后

介绍了如何记录基本信息、选择目标、选定治理

模型、划定边界，以及实施针对廊道目标制订的

管理和监测计划。

基本原则

每个生态廊道都应建立在一系列目标的基础

上，这些目标应简要说明指定该廊道的原因以及预

期保护成果。牢记一些基本原则会对此有所帮助。

1. 生态廊道不能替代保护地或 OECM。生态

廊道是保护地和 OECM 的补充。生态廊道的目的

是保持连通性，特别是在那些无法建立更多保护

地和实施 OECM 但需要连通性来保持要素和过程

不变的地区。如前文所述，生态廊道所提供的特

定连通性价值是对保护地和OECM价值的补充（表

3）。按照本书的释义，生态保护网络可能包含

多个廊道，这些廊道被确定为某一特定保护网络

的一部分。生态廊道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保护地、

OECM 实践地和其他核心栖息地之间的一种或多

种确定类型的生态连通性。

2.应在需要连通的区域确定并建立生态廊道，

以建立生态保护网络。

3. 应为每个生态廊道确定特定的生态目标，并

对生态目标进行管理和治理，以取得连通性成果。

4.生态廊道可能部分或全部由自然区域组成，

这些区域以实现连通性为主要管理目标。生态廊

道也可以穿越高度管理的区域，如牧场或商品林，

但需要对廊道内的区域进行明确的连通性管理。

在某些情况下，廊道可以将自然区域和开采管理

区域结合起来。在与保护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

生态廊道还可以为人类活动实现可持续资源利用，

人类活动可能包括某些形式的人类居住地建设、

农业活动、林业活动、放牧、狩猎、捕鱼和生态

旅游。详细内容可参见附件中的案例研究 3 和案

例研究 12。

5. 应通过规定生态廊道允许或禁止的用途将

其与非指定区域分开。周围的土地可能看起来相

似，且用途也相似，但在指定生态廊道内，允许

的用途不得损害指定的连通性目标。

6. 为实现连通性目标，需要为生态廊道制订

具体的管理计划（陆地、淡水或海洋视情况而定）。

计划可能是简单的，也可能是复杂的，具体取决

于所允许的人类活动和权属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态廊道将连接保护地和

OECM 实践地，也可能连接其他完整的自然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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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2：生态廊道目标的实例

1. 个体移动：允许分散在印度都特瓦（Dudhwa）国家公园和吉姆·科比特（Jim Corbett）国家公园之

间的老虎进行移动（Seidensticker et al.，2010）；允许在坦桑尼亚赛伦盖蒂平原（Serengeti Plains）与

肯尼亚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之间的斑纹角马（Connochaetes taurinus）以顺时针方向移动（Serneels 

et al.，2001）；协助栖息地遭到破坏（如深海热液喷口生态系统开采破坏等）后的生物群落恢复（Van 

Dover，2014）。

2. 基因交换：允许中国的大熊猫在被公路和相关开发设施分开的群落之间移动（Zhang et al.，2007）；

允许欧洲鳗鲡（Anguilla anguilla）通过河流和北大西洋在淡水和海水之间迁移（Kettle et al.，2006）。

3. 迁移：促进木雕水龟（Glyptemys insculpta）每年六月从加拿大拉莫里斯（La Maurice）国家公园的栖

息地迁移至公园外的繁殖海滩（Kenneth et al.，2004）；保护鱼类，如黄体短平口鲇（Brachyplatystoma 

rousseauxii），它们在亚马孙河中繁殖，或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的中吻鲟（Acipenser medirostris）（Benson 

et al.，2007）；保护一个或多个支持勺嘴鹬（Eurynorhynchus pygmeus）和其他迁徙鹬类迁移的中转地，

这些鹬类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堪察加半岛繁殖并沿亚洲的太平洋海岸迁移，从印度东部飞到中国南部越

冬（Menxiu et al.，2012）。

4. 跨代移动：为沿着美国明尼苏达州、艾奥瓦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的

中央迁徙路线跨代迁徙的帝王蝶提供栖息地（“帝王大道”）。 

5. 维护 / 恢复过程：通过移除美国威斯康星州小溪中的水坝来恢复水文功能，如泥沙输送或养分循环等

功能（Doyle et al.，2000）。

6. 适应气候变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景观中恢复河岸廊道，促进物种分布区向邻近山脉转移

（Keeley et al.，2018）。

7. 增强恢复：利用针叶树种的来源，恢复欧洲、俄罗斯混交林区伐木区的本地树木（Degteva et al.，

2015）。

8. 阻止不良水流：通过降低俄罗斯南部地区、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崎岖草原景观地的地表水

下坡流速来降低侵蚀风险（Ladonina et al.，2001）。

地。但在某些地区，可能需要指定一条可使迁徙

物种通过瓶颈区的生态廊道，而该瓶颈区不一定

与保护地相连。例如：一条生态廊道可以从一个

受保护的海龟筑巢海滩直接通向一系列岛屿，直

达大海。

应注意，已经可以有效保护连通性的保护区

和 OECM，不需要额外指定生态廊道。

目标

应明确说明生态廊道的目标。此外，也需要

说 明 廊 道 的 关 联 价 值（如 对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的

贡献）。

编制生态廊道相关文件最关键的一步是确定

生态连通性目标。这样可以以下一个或多个目的

建立或保持连通性。目标确定具体取决于物种在

栖息地斑块之间的移动：①进行基因交换；②促

进个体为满足生命周期需求而进行的移动（包括

迁移）；③提供日常或跨代移动的栖息地；④维

护生态过程；⑤促进物种由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

变化而进行的移动和适应响应；⑥扰乱后的恢复

和定殖；⑦防止不良过程，如火势蔓延等。生态

廊道应具有清晰且可衡量的生态目标，且应至少

满足上述一个目的。框 2 给出了 8 个生态廊道目

标的实例。

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如适用）：通常

可在实现连通性保护时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目标，也

可以对生态系统服务目标进行记录。此类目标可以

包括维持或加强食物和水供应等供应服务；调节服

务，如调节洪水、干旱、风暴潮、土地退化、疾病

和碳固存等；土壤形成和养分循环等辅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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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水体内以及整个海洋范围内的所有空间维度上保持海洋连通性。路氏双髻鲨（Sphyrna lewini）。©Adobe Stock

进行特定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可能是一个重要

目标，但该管理应支持生态廊道的连通性目标。

可参考 IUCN 的《衡量、建模和评估生态系统服

务的工具：生物多样性关键区、世界自然遗产地

和自然保护地指南》（Neugarten et al.，2018）

中记录生态系统服务的详细指南。

相关的文化和精神目标（如适用）：生态廊

道可能会涉及重要文化和精神价值的保护，应把

这些价值记录在册，以持续为廊道实践提供支持。

为生态保护网络做出贡献

应记录生态廊道对所处的生态保护网络做出

的贡献。此类文件可以根据生态保护网络的保护

目标考虑多项指标（遗传、人口、群落和生态系

统）。存在多种测量生态连通性的经验和建模方法，

且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完善和扩展这些方法。

此类文件至少需要记录保护地之间是否存在

物种的成功移动，应提供连通程度的定量估计。

如果可能，应计算连通性对种群和群落指标（如

基因多样性、种群规模和物种多样性等）的贡献。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评估一组未连接的保护

区，其生态廊道和连通性对生态保护网络性能

的 贡 献（Grorud-Colvert et al.，2014，2011）。

Bennett 和 Mulongoy（2006）提供了将生态保护

网络的众多考虑因素纳入的详细指导。

社会与经济价值

本书侧重于讲述生态廊道的关键生态作用。

连通性保护可以带来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效益（Hilty 

et al.，2019）。对此进行充分认识有利于生态廊

道设计并提高社会接受度，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

生态廊道的作用。以下列举了生态廊道带来的一

些主要社会和经济利益。

• 在世界某些地区，可能需要建立大型生态廊

道，使依赖连通系统维持传统生计的流动人

口受益。这对猎人或采集者以及依赖季节性

移动的牧民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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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的纳维亚萨米人放牧、半驯养驯鹿，这与他们的文化特征和生存环境息息相关。设计生态廊道目标时可能需要考虑文化因素。芬兰某驯鹿放牧区。

©Juraj Švajda

• 生态廊道具有一系列有益的娱乐价值，如提

供建立人行道的路径等（见附件案例研究 10

和案例研究 20）。

• 曲折的廊道，如林业或农业缓冲带，可以保

护河岸群落和水质，并为河道提供防洪保护。

• 生态廊道可以帮助提高社区的位置感或独特

性，也可以帮助保留社区的审美偏好或历史

底蕴。

• 穿过农业区的生态廊道可以作为农作物授粉

的源头。

• 在森林管理区，生态廊道还可以提供其他益

处，如充当防风设施和森林更新所需的种子

储备库。

在建立和管理生态廊道时，需要考虑一系列

社会和经济价值，如果要将这些价值纳入管理计

划，则应充分了解此类价值与生态目标之间的相

互作用。任何支持生态廊道社会和经济价值的使

用都不应损害廊道的连通性（见附件案例研究 16

和案例研究 17）。

划定

应明确划定生态廊道。生态廊道应有治理或

管理实体划分的商定边界（在陆地、内陆水域、

沿海、海洋区域，或以上任意组合区域中）。有

时会根据随时间发生变化的物理特征（如河岸、

洋流或海冰等）确定边界。考虑到世界的瞬息万

变，可以在管理方法中明确规定生态廊道在时空

上的变动。尽管生态廊道的大小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至少要满足长期的特定生态连通性目标。

生态廊道可以是不连续的（在此情况下，通

常被称为“跳板”廊道），但其各个部分的目

标、治理和管理都应相同。为提供连通性，“跳

板”廊道必须是适当类型的栖息地，且与扩散机

制（如洋流和迁飞路线）保持一致，同时具有所

需的最小面积（参阅附件案例研究 24 和案例研究

25）。如果存在多个治理或管理实体，就应该对

管理行动进行协调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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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环礁看起来像是彼此相距很远的岛屿，但实际上却是彼此相连，共同构成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功能性海洋生态网络。 ©Dan Laffoley

在某些情况下，为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可能需要在第三个垂直维度上划分生态廊道。一

些保护地和 OECM 已经有垂直极限（如它们仅适

用于地下或水面以下一定深度）。在海洋保护区中，

垂直极限存在很大争议。具有商业目的的垂直分

区可能会破坏保护目标（如生态连通性），因为

很难监测或执行该极限。在陆地系统中，垂直维

度上需考虑在迁飞路线中，风力涡轮机可能会拦

截并杀死正在迁移的鸟类。在海洋系统中，需考

虑处于水体不深度的渔具（如流网）可能会拦截

并杀死迁移中的中上层物种。这些因素可能也适

用于地表淡水系统（包括具有不同动物区系带的

深水湖泊）以及地下淡水系统。制定管理策略时

要认识到，这些系统可能会受到距离较远的地表

活动的影响。对生态廊道的高度和深度进行有效

管理，可帮助实现连通性目标。

垂直维度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地下使用权，

因为获取地下资源会损害保护价值。例如：海底

地下权因政治管辖权和人类活动（采矿、铺设管

道或建造海上采油设施）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砾石层河流系统的河岸廊道，通过河床延伸至地下潜流带（Hauer et 
al.，2016）。格鲁吉亚的图赛迪。©Juraj Švajda

规划人员应考虑改造活动对保护物种的移动

产生的影响。



5  规划和实施生态廊道

29通过生态网络和生态廊道保护连通性的指南

针对某些物种的年度长距离迁移，如黑头鹮鹳（Mycteria americana）（摄于巴西的马托格罗索州），研究人员率先推出了一些保护迁徙物种的全球

和国家政策。 ©Grégoire Dubois

生态廊道的划分应基于连通性的生态需求，

而非陆地和海洋所有权（地籍）边界。如果地籍

边界大体能满足生态需求，利用这些边界就能提

高管理和治理效率。对于跨越政治或司法管辖边

界的区域，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共同治理机制，则

需要划定单独的生态廊道。否则，将需要建立一

个由多个实体组成的治理机制，并在决策过程中

对多个实体进行协调。在此情况下，统一与协调

可能是主要挑战。

必须根据各国场地（一个或多个）的具体情

况进行治理和管理。这可以通过国际框架来实现，

如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该组织的迁

飞路线网络负责对迁徙水鸟的保护工作进行协调。

治理

文件中应明确阐明相关治理安排。与保护地

治理和 OECM 完善一样，生态廊道的治理共有三

个组成部分：如何做出决定，由谁做出决定，由

谁负责落实决定。

“谁”是指生态廊道上具有权限的实体。权

属情况复杂的生态廊道（见下一节）可能会涉及

许多治理方（如原住居民），并需要制定一致的

协调和监督机制（参见附件案例研究 6 和案例研

究 17）。

适用于保护地治理和 OECM 完善方法同样也

适用于生态廊道（Stolton et al.，2013；Borrini-

Feyerabend et al.，2013；Dudley，2008）。治理

类型包括以下四种。

• 政府治理（各级）。

• 共同治理（有时称为共同管理），包括：

 ◎ 跨境治理［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或领地之

间的正式安排（见附件案例研究 20）］；

 ◎ 协同治理［个人和机构通过各种方式进行

合作（见附件案例研究 17）］；

 ◎ 共同治理（如通过多元委员会或其他多方

主管部门治理）。

• 由个人、私营组织或公司进行治理（见附件

案例研究 15）。

• 由原住居民和（或）当地社区进行治理（见

附件案例研究 3）。

“如何”要素是指如何在决策过程中确保透

明度、问责制、参与度和公正性。应在治理中努

力做到公平，并反映国际和区域文书、国家立法

中确认的人权规范（见附件案例研究 8）。对与拟

建生态廊道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有助于

确定相关人的利益。生态廊道的指定需要遵循所

有相关治理机构的自愿、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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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性保护是保护多用途景观中生物多样性的一种途径，应对保护区边界之外的区域进行有效保护。哥斯达黎加的家园和农田。©Félix Zumbado 
Morales/ 哥斯达黎加大学可持续城市发展研究计划

这些原则适用于生态廊道分配、设计、建立、

管理、重新设计、监测或评估的决策过程。

治理机构可能是生态廊道某一部分的土地所

有者或权利人。

有多个可以实现生态廊道目标的机制。非政

府组织（如保护组织）可以签订保护地役权协议，

或者与土地所有者 / 权利人达成书面自愿协议，

在此协议中，土地所有者 / 权利人同意为保护特

定的连通性价值管理私有土地（见附件案例研究

13，案例研究 14 和案例研究 15）。同样，多个

实体可以签订合作协议，当地原住居民或传统社

区根据成文法或习惯法的规定持有生态廊道内某

些土地或所界定的海洋空间的合法权利，以实现

对渔业的可持续利用，或对重要的水底文化、历史、

宗教或考古遗址进行保护和管理。

对生态廊道的有效治理需要各方建立信任，

朝着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努力，并就涉及的利益

展开协作（Pulsford et al.，2015）。

权属

权属是除治理外的另一个考虑因素（Lausche，

2011），且有多种表现形式。它涉及持有、占有

或使用土地、海洋、淡水、大气空间或相关自然

资源的条件和权利。虽然解决法定和习惯权属问

题（即谁拥有这些权利）对确定治理类型非常重要，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所有治理类型下

都可能存在由法律或习惯界定的混合权属，且此

类权属可以通过各种类型的文书来体现，如正式

授权书、租赁协议、合同或其他协议等（Worboys 

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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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一特定的生态廊道，应明确说明该区

域的权属。权属，尤其是大规模生态廊道的权属，

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因此需要建立更广范围的社

会联盟和合作（Worboys et al.，2015）。这要求

确定法定和习惯所有权和使用权，并与所有权利

人就各自的连通性管理角色进行协商。因缺少连

通性管理协作计划而导致的权属分割可能是土地、

淡水和海洋景观碎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法律没有对权属进行明确规定或对此存

在争议，就可能会引起与原住居民和地方社区的

矛盾。有时这些问题是原住居民或社区未被视为

集体法人实体而仅被视为个人团体造成的。在非

洲、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Worboys et al.，2015）。在此情况下，可能需

要制定宪法条款或法案，在法律上承认这些实体

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明确捍卫使用、控制和转让

土地或资源的权利并承担相关责任。

在海洋环境中，也可能会出现权属问题，但

这些问题通常与陆地上出现的问题不同，因为陆地

上的权利可能会相对明确（Day et al.，2012）。

例如：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规

定的 EEZ（参见图 1 的图下注）中，海床或水体

的所有权通常属于国家，而非个人。在许多国家，

沿海社区可能拥有对某些海洋区域或资源的所有

权或使用权。这些权利包括对传统渔场的习惯权

利，对具有文化或精神价值的“圣地”的访问和

管理权，或在总体上或就某一项目以可持续方式

使用其他可再生海洋资源的权利（Day et al.，

2012）。

法律或其他有效机制的文件记录

在生态廊道管理的法律或其他有效机制的文

件中，应说明管理机构以及确定该区域权属的法

律或习惯机制。鉴于生态廊道在全球范围内的应

用背景各不相同，实施机制也多种多样。这些机

制可能包括：

• 土地使用规划和景观分区；

• 海洋空间规划和海洋景观分区；

• 契约和地役权；

• 激励与劝阻；

• 公共卫生与安全监管控制；

• 开发控制与建筑标准；

• 与特定的土地所有者或权利人签订的书面自

愿保护协议。

在许多国家，自愿保护协议正成为一种越来

越受欢迎的、有效的长期保护工具（Lausche，

2011）。在法律方面，正在制定海洋生态廊道的

设计与管理指导原则和共同经验法则（Lausche 

et al.，2013）。

生态廊道的寿命

生态廊道在保留指定的自然属性和连通性价

值的前提下可以长期存在。那些在空间上有变化

的廊道，特别要考虑寿命问题，如大型海洋脊椎

动物（鲸类和鳍脚类动物，鲨鱼和金枪鱼等）的

迁徙路线，此类路线会根据海洋格局的不断变化

而变化。文件需说明治理安排的长久性和继承性。

如果存在书面自愿协议，应制定将执行活动转移

给后续所有者的程序或机制。但某些治理机制（如

土壤保护法规、捕鱼法规等）可能会受到时间限制，

并需要定期进行正式审查和更新。 在可能的情况

下，定期审查应包括基于生态、社会和经济后果

以及绩效指标监测结果的评估。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的未来取决于连贯的跨土地使用权属的保

护策略。©Grégoire Dub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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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群落可能是复杂多样的。功能连通性反映了群落的生态环境。巴西南马托格罗索州潘塔纳尔湿地的卡皮瓦里河。©WWF（Jaime Rojo/ 摄）

实现目标所需的管理

生态廊道计划应说明保持、恢复或增强生态

连通性所需的管理措施。生态廊道内所允许的活

动类型应与廊道的目标直接相关，因此应根据具

体的情况而定（见附件案例研究 23）。多功能生

态廊道旨在促进因气候变化而形成的所有物种的

迁徙，因此与促进单个物种在一年中特定时间迁

徙的廊道相比，此类廊道会禁止产生更多的用途。

生态廊道计划应阐明下述管理行动的相关内容：

（1）结构需求

是否需要保留或增强重要的结构生态要素，

以确保生态廊道达到目标？例如：可能需要维持

一定的树木覆盖率、恢复珊瑚礁、实施河岸逆流

措施或保护河流栖息地组成部分（如保护阴影区

域以及维持必要的水量和流速）（参阅第 2 章“生

态廊道建模”关于结构和功能连通性的讨论，以

及附件案例研究 21 的相关内容）。管理措施规划

应说明达到结构生态要素可持续水平所需的实践

方案。

海龟是海洋环境中迁徙范围最广的物种之一，但该物种对巢居地的忠

诚度要视场地的具体情况而定。 ©Gary T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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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类活动管理

管理计划应防止人类活动造成的压力和威胁，

这些压力和威胁会加剧碎片化或防碍为实现连通

性而进行的恢复工作（见附件案例研究 5）。一

般而言，应鼓励为生计进行的兼容活动、激励旨

在减少或禁止采掘及其他现代工业规模的活动。

决策者（如管理机构）应确定需要永久或在特定

时间内控制或禁止的人类活动，以确保生态廊道

达到连通性保护目标。这些目标应是构成廊道管

理计划或协议的基础。

以下列举了一些规划人员可能需要回答的问

题：如果一个生态廊道包含一条河流，人类是否

可以使用这条河流？是否包括建立水坝、疏浚河

道或在河道中进行其他会伤害或损害依赖于特定

栖息地的生物和自然流域生物多样性的活动？如

果廊道包括牲畜用地，是否需要规定放牧强度或

设立围栏？如果廊道允许资源开采，那么如何进

行管理才能实现连通性目标？ 

虽然野生动物穿越结构物不能代替完整的景观，但可减轻破碎化对许多物种的影响，如克罗地亚的这座高速公路立交桥，该国一共有 13 个这样的立

交桥。 ©Djuro Huber

是否发生了与生态目标不兼容的人类活动，

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或工业开发？该设计是否包

含特殊的野生动物连通性需求，如在运输或其他

基础设施有可能阻碍生态连通性的情况下，是否

需要创建野生动物立交桥或隧道来保持连通性？

是否正在实施或制订绿色基础设施计划、项目或

方法？

生态廊道管理文件应列出禁止或允许的活

动，并说明实现连通性所需的修复措施。某些活

动可能需要指出其与连通目标兼容的级别（如

“高”“中”“低”级）。为允许的活动创建

决策框架是其中的一种方法（Saarman et al.，

2013）。

如果生态廊道穿越的栖息地的质量较差，就

应鼓励制订修复计划和标准（见附件案例研究

11），需要确定修复区域能够纳入廊道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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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境内的森林走廊（Corredor Florestal）至帕拉纳曼岛（Pontal do 
Paranapanema）廊道证明，连通性保护策略可用于大规模的修复工作。 
©IPE/Laury Cullen Jr。

在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中，一些生态廊道还可以保护气候梯度，所以在

定期评估中，可对特定的气候变量进行监测。在澳大利亚大东部山脉生态

廊道蒙加国家公园大陡崖（Great Escarpment）高降雨量、湿润地区中的花

楸叶银香茶（Eucryphia moorei）。©Ian Pulsford

监测、评估和报告要求

生态廊道文件应包括一个监测和评估计划，

以及一个确保该计划实施的资源战略。负责生态

廊道的部门应制订监测计划并进行监测，以察看

追踪既定目标的实现情况，评估工作的有效性，

并根据监测结果调整管理策略。监测和评估应支

持适应性管理方法应用，并考虑气候变化的影

响。监测和评估计划应有助于有效分配资源、建

立问责制和增加公众支持度（Hockings et al.，

2006）。该计划应指出希望实现的部分和容易实

现的部分。

“监测”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收集关于

特定生态指标信息的过程，以了解生态廊道的生

态状况和管理的有效性的过程。基于监测数据可

评估生态廊道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连通性目标（参

见附件案例研究 6 和案例研究 14）。

监测和评估可用来确定管理的适当性和所需

的必要调整（Hockings et al.，2006）。应对生态

廊道治理进行长期监测和评估，并给予适当的资源

支持（参见附件案例研究 7 和案例研究 10）。

可以通过多项监测数据来确定生态廊道对特

定连通性目标的有效性，数据包括栖息地适宜性

的测量数据、经验物种的移动数据和保护基因指

标（Bennett，2003）。如果预期惠益包括减缓气

候变化，则监测变量应包括生态系统状况的变化，

以及（在可行的情况下）碳储量大小和相关储存

稳定性的变化。

在信息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遥感、航拍等地

理空间数据技术与传统知识和实时反馈相结合，

可帮助工作人员进行监测。监测工作可能包括按

时间顺序收集信息或使用对照组进行比较。监测

过程可以是定性和（或）定量监测过程。监测方法

必须可靠，具有成本效益和可行性特点，且应与

背景相适应。监测计划应确定具体的、可实现的、

相关的、有时限的和可衡量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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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火烈鸟（Phoenicopterus chilensis）依靠盐湖和碱湖生存，这些栖息地容易受到人为干扰。 © Marie Read

需要以适当级别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以满

足信息需求。应当定期进行数据分析，以便在适应

性管理过程中对管理策略进行调整（Conservation 

Measures Partnership，2013）。

因为透明度和问责制是生态廊道治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所以应记录监测结果及其含义并与公

众共享。文件应包括一个沟通方案，指明将结果

传达给主要受众群体的方式。必须注意的是，可

能存在多种受众群体，包括受影响的土地所有者、

权利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如当地社区、项目合

作伙伴、机构人员、政策制定者、科学和技术顾

问以及捐赠者（参见附件案例研究 7）。

报告的基本文件

可以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记录和跟踪生态廊

道的状况。需要建立适当的机制，将这些信息

上传到基于区域保护措施的全球数据库中，如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

WCMC）管理的“星球保护数据库”。除注册生

态廊道和网络外，国家或全球数据库还协助监测

和跟踪记录这些地区的状况以及实现保护承诺的

进展。

生态廊道报告的基本文件内容：

• 场地名称；

• 地理描述；

• 使用多边形矢量数据创建的位置图；

• 建立年份；

• 报告机构的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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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线性运输基础设施会造成野生动物的直接死亡和生态连通性的碎片化，对野生动物产生威胁。上图为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瓦伦丁国家

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的一只锦龟（Chrysemys picta）正在冒险穿过马路。©Marcel Huijser//下图为巴西南部美丽的马托格罗索州附近的一只大美洲鸵（Rhea 
americana）正在穿过马路。©Marcel Huij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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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廊道的
应用和惠益

澳大利亚约克角热带雨林动物栖息地里的白唇树蛙（Litoria infrafrenata）。©Ian Puls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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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蝶的迁徙是所有无脊椎动物迁徙中具有代表性的大陆级迁徙，帝王蝶的长距离和持续数代的迁徙使我们认识到迁徙路线的生态系统对物种生存

的重要性。 ©Adobe Stock

连通性在陆地、海洋、淡水和空域等各种环

境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章详细介绍了生态廊

道在不同环境中的应用和益处。

在陆地环境中，生态廊道可促进日常、迁徙

或扩散活动。扩散活动（如一只幼小的动物寻找

新家，或者风扩散种子）可以确保种群之间的基

因流动。生态廊道还可以为跨代扩散提供服务，

如随时间发生的、与气候有关的分布区的空间转

换。可促进迁徙活动的生态廊道大小有很大差异，

如驯鹿（Rangifer tarandus）需要沿廊道迁徙数百

或数千千米，而加拿大安大略省伯林顿附近的杰

斐逊钝口螈（Ambystoma jeffersonianum）种群仅

需要沿廊道从山地森林迁徙到附近的临时池塘进

行产卵。

陆地生态廊道可以是一个连续的空间，如卡

万戈赞比西跨境保护区（参见附件案例研究 2）

为狮子（Panthera leo）种群建立的连通公共牧区

的廊道。生态廊道也可以是一系列不连续的陆地

空间，这些空间是空中迁移动物［如帝王蝶或在

北半球和南半球之间迁移的红腹滨鹬（Calidris 

canutus）］的中转地。 

但这种不连续的生态廊道仅在与迁徙路径（如

迁飞路线）一致时，才可以确保连通性。

淡水系统中的生态廊道应保护水流和沿岸社

区，以及沉积物和其他天然物质的移动。它们还

应允许本土动物的移动。淡水生态廊道还可以促

进日常、迁徙或扩散活动。对于需要进入多个栖

息地才能完成生命周期的物种来说，这些生态廊

道为它们提供了在特定淡水系统内栖息地斑块之

间或多个淡水栖息地之间（如河流主干和洪泛区

之间，河流、湖泊和河口之间）的移动路径。

淡水廊道可以保护横向连通性，如河道与邻

近的漫滩之间，以及以物质和能量交换维持存活

的某些物种的砾石层生态系统连通性（Hauer et 

al.，2016）。特别是在河流中，沉积物和砾石的

自然移动在为许多物种创造赖以生存的栖息地方

面也至关重要。河岸区和漫滩的植被减缓了河水

的上涨，同时保留了沉积物，从而降低了水流的

能量和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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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湿地系统是淡水连通性保护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约克角潮湿 / 干燥热带地区中的湿地。©Ian Pulsford

河流是陆地生态系统的命脉，陆地系统和淡水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哥斯达黎加的砾石层溪流。©Félix Zumbado Morales /ProDUS，哥斯达黎加大学可持

续城市发展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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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等地球物理过程在连接和维持海洋和沿海的自然系统中发挥着支配性作用。萨摩亚乌波卢岛的热带珊瑚礁。©Adobe Stock

淡水生态廊道还可以保护含水层和依赖地下

水的生态系统，如温泉、喀斯特湿地以及某些类

型的漫滩（Tomlinson et al.，2010）。此类生态

廊道通常包括并需要保护影响淡水栖息地质量的

河岸植被。这些生态廊道可以为陆生物种提供栖

息地和迁移路线，并可以充当污染物和地表径流

的过滤器。带有河岸植被的淡水生态廊道还可以

保护水体，避免深度开发的景观中有有害污染物

的输入（Bastian et al.，2015）。

可以为持续或间歇流动的水体建立淡水生态

廊道。无论何种情况，通常都需要恢复河岸带和

预防损害。如上文所述，湿地和其他淡水区域可

能是不连续的陆地生态廊道的一部分。

海洋环境中的生态廊道可以连接海洋保护区

（MPA）或其他重要的海洋、沿海和河口栖息地

（Day et al.，2012）。海洋保护区不可能涵盖移

动性很强的海洋哺乳动物、鱼类或爬行动物的全

部移动区域，也不能为固着鱼类、无脊椎动物、

藻类等提供整个幼体阶段所需的空间。

生态廊道作为海洋生态保护网络的一个重要

要素，可以保护已知的迁徙路线和瓶颈区，如易

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岛屿之间的迁徙路线和瓶颈

区。保护海洋连通性，对于随洋流扩散几天或

几个月后在礁石或其他基质上定居的幼鱼和无脊

椎动物幼体（Cowen et al.，2009；Gillanders et 

al.，2003），以及长距离迁移的大型动物，如海

龟和鲸鱼等，也很重要。

对于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环境的物

种而言，海洋生态廊道尤其重要。例如，海龟在

海滩上筑巢，并可能在进入公海之前使用沿海水

域，而某些鱼类可能需要迁徙至某一聚集地进行

产卵。生态廊道还可促进海洋保护区更好地成为

其他类型区域的物种来源补充地。考虑到洋流、

涡流和潮汐对过程和生物增长的影响，海洋生态

廊道的规模可以相当大， 也可以相对较小，以保

护生物进行数千米的迁徙，如澳大利亚圣诞岛红

蟹（Gecarcoidea natalis）的迁徙。三维生态廊道

的选址可能会受水深、地质特征（如海山等）、

水体分层，或季节性洋流 / 风流的影响（Cowen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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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0 多万只圣诞岛红蟹大迁徙，奔向海洋产卵。©Adobe Stock

根据 CBD 缔约方大会 2008 年的决定（CBD

关于《海洋和沿海保护区域及网络的指南》COP 

2008 IX/20，附件 1 和附件 2），为海洋物种如座

头鲸等正式认定生态廊道时，可以将认定的保护

区范围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水域扩展至公海。

混合生态廊道涵盖两种或三种环境（陆地、

淡水、海洋）。例如，跨经海洋和河口区域至淡

水河段的生态廊道可以促进淡水和下海产卵（从

海洋到河流产卵，反之亦然）的鱼类在基本生命

周期中的移动。因为这种鱼在海洋和淡水环境中

的分布范围极广，所以生态廊道不是将特定的保

护地或养护区连接起来，而是保护关键的迁移途

径（参见附件案例研究 17 和案例研究 22）。

同样，混合生态廊道可以使海洋保护地与河

口相连，以促进种群生存和物种进化过程所需的

移动。这些廊道还可将海洋保护区与陆地保护地

连接起来，以维持迁徙等生态过程。通过跨域迁

移路径和栖息地需求的协同作用，还可最大限度

地保护淡水和陆生物种。

许多鸟类、昆虫和其他动物通过地球的空域

移动。由于鸟类和蝙蝠有可能与风力涡轮机、高

层建筑和其他人造结构发生碰撞，人们开始考虑

建立基于空气或气柱的生态廊道的可能性（Loss 

et al.，2013；Rydell et al.，2010）。此外，近期

发现高压电线会产生频闪紫外线，这可能会阻碍

某些鸟类的移动（Tyler et al.，2014）。当前，空

域生态廊道还仅是理论性的，需要进一步确定其

在实践中的可行性。

在生物圈的这四个领域中，快速的气候变化

对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以及物种适应变化的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生态廊道有助于提高恢复力和

适应性。相连的大型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对气

候变化具有更强的恢复力，因为对稳定起重要

作用的生态过程更有可能在这些系统中发挥效用

（Walkerr et al.，2006）。生态廊道将保护地、

OECM 实践地和其他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区域连接

起来，使物种将分布区转移至新的适宜的栖息地，

以适应气候变化。但是，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

会阻止分布区的转移。因此，保护和建立生态廊

道是促进物种存续的有效策略（Keeley et al.，

2018）（参见附件案例研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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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一只托哥巨嘴鸟（Ramphastos toco）飞越栖息地斑块寻找食物。 ©Grégoire Dubois

在设计和管理生态廊道时应考虑气候因素，

相关方法和原理（Gross et al.，2016）：

• 确保廊道包含各种地形，以便为物种存续提

供不同的微气候；

• 用廊道将保护地和养护区连接起来，作为气

候避难所；

• 优先考虑建立连接含有温度梯度的保护地和

养护区的廊道；

• 廊道管理应考虑气候变化的迅速性；

• 廊道管理应考虑动物种群在分布区前沿和后

沿的动态；

• 廊道设计应考虑多种物种的重新分配，以维

持关键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共生生物之

间的相互作用）；

• 廊道设计应代表性地促进基因多样性的重新

分配；

• 廊道设计应使廊道根据气候变化（如风、洋

流、深海化学和温度变化或河岸带的气候变

化）在空间上做出同步变化；

• 应保证廊道足够宽，为慢速移动的物种提供

居住环境；

• 在适当情况下，采用抗旱物种，促进植被恢

复，全年为野生动物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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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性保护法律
和政策的出现

印度阿萨姆邦卡齐兰加国家公园内的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Grégoire Dub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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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山脉陡坡上的骆马（Vicugna vicugna）。厄瓜多尔的钦博拉索山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Gabriel Oppler

如果无法长期有效地解决连通性保护问题，

就无法实现全球和区域法律文书中大部分生物多

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

所以，在国际级别，生态连通性在越来越多的法

律和政策中得到认可。保护生态连通性是 CBD 的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世界可持续发展工

商理事会关于景观连通性的行动呼吁》、《生物

多样性关键区全球识别标准》（IUCN，2016）、

《IUCN 自然保护地管理分类应用指南》（Dudley，

2008）的核心保护目标。

2010 年，CBD 缔 约 方 大 会 通 过 了《2011—

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该计划包括 20

个“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简称爱知目标）。

其中爱知目标 11 指出，到 2020 年，在“有效和

公平管理的、具有生态代表性和紧密连接的保护

区系统”中，受保护的地球面积将至少增加至陆

地和内陆水域面积的 17%，海洋和沿海地区面积

的 10%。近期在 746 个海洋保护区的审查中发现，

只有 11% 的海洋保护区将连通性视为一个管理考

虑因素（Balbar et al.，2019）。大多数国家在落

实爱知目标 11 的连通性要素方面严重落后。

本书提出的一个主要建议是在国际法律和政

策中认可“生态廊道”这个名称。生态廊道为各国

推进实施法律义务和政策承诺提供了一个重要机

制。此类义务和承诺主要包括 CBD，《关于特别

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称《拉

姆萨尔公约》），《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

（简称《波恩公约》）及其辅助文书，《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

与生物圈计划》。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区域或推动

区域协作的公约，包括修订的《非洲自然和自然资

源保护公约》（简称《马普托公约》），促进欧洲

绿宝石“Emerald”栖息地网络的《保护欧洲野生

动物与自然栖息地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

《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和联合国《保

护与使用越境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

在国际层面，还存在非条约性保护网络，如

欧盟建立的自然保护区网络“Natura 2000”，该

网络涵盖陆地、淡水和海洋环境，并适用于所有

欧盟成员国，还包括其他指令，如水、海洋战略

和海洋空间规划框架（Lausche et al.，2013）。

此外，IUCN WCPA 的跨界保护专家组已经制

定了详细的、与连通性高度相关的跨界保护指南

（Vasilijević 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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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的政策、法律、行政权限、法规

和计划也需要或可利用连通性保护实现其目标

（Lausche et al.，2013）。政府政策和计划，如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

动计划，对总体发展起着指导作用。几乎所有国

家级别的法律体系中都包含与生态廊道（用于自

然、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可持续利用）

有关的法律，如关于林业、渔业、牧场和水流的

法律，并采用直接管制或自愿性保护协议（通常

附有激励）的形式落实。

连通性目标在越来越多的国家 / 地方规划和政

策中体现。在不久以前，国家级甚至地方级关于连

通性的法律还很少（Lausche et al.，2013）。目前，

不丹、哥斯达黎加和坦桑尼亚等国家，以及加利

福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美国）等地方辖区已制

定了生态廊道法律。此外，一些国家还制定了针

对特定场地的法律。例如，2003 年《韩国白头大

干山脉保护法案》（第 7038 号法案），该法案于

2005 年生效，所指定的保护面积为 263  427 公顷，

其中，86% 由现有的 183 个保护区组成，14% 由

新的缓冲区和核心区组成，这些区域在朝鲜半岛

的主要山脉上形成了生物多样性廊道（Miller et 

al.，2011）。其他为保护特定连通区域而采取法

律行动的案例，可参见 Farrier 等（2013）和 KLRI

（2014）的研究。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和地方会通过利用和

调整现有的政策和法律来实现连通性保护目标。

制定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法律是实现该目标

的第一步。此类法律包括保护区法律、一般生物

多样性或自然保护的法律，以及与资源有关的法

律，如与森林、土壤或水可持续利用有关的法律。

这些法律通常涉及直接管制，并注重连通性保护，

以有效地实现既定目标。支持性法律可能会涉及

狩猎控制、综合资源管理和环境污染控制。除传

统的保护法律外，涉及主要实质性领域的法律也

很重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法律和政策：土地

利用规划；开发控制（如通过分区等手段）；海

洋空间规划；通过获得政府关于运输、基础设施

建设、采矿和能源开发的许可和执照从而获得权

利；保护地役权和自愿协议；针对战略和项目的

环境评估。

经济手段是另一套可用的工具，可用于加强

直接管制或作为支持连通性保护的另一种方法。

通过经济手段，可以鼓励某些行为，包括鼓励土

地所有者和权利人为实现特定的生态廊道目标采

取进一步行动。

印度阿萨姆邦卡齐兰加国家公园及其周围相连湿地内的阿萨姆棱背龟（Pangshura sylhetensis）。 ©Grégoire Dub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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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手段包括正向激励（如技术援助、补贴、

税收抵免或减少应纳税额）；负向激励（如增加

税收或拒绝提供技术援助）；赔偿保护行动或经

济生产的损失；支付环境服务或管理费用（如维

护森林覆盖率、恢复河岸区域或其他绿色基础设

施的费用）；市场驱动型工具，如可交易的许可

证和保护或生物银行，Lausche 等（2013）对陆

地和海洋环境中此类工具的应用进行了深入讨论。

正式修订或颁布新的法律文书需要花费很长

时间，但不应拖延对生态廊道的保护工作。虽然

采用的法律途径有所不同，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以及省、州等）的法律系统已经制定了多个工

具来启动生态廊道的基本认定和保护程序，包括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国家气候变

化行动计划等文书（参见附件案例研究 1 和案例

研究 2）。应在关键连通场地的保护在经济或政

治上变得不再可行之前，尽早确定和分析这些工

具，即使这需要启动长期的廊道连通性法律的修

改或重新制定程序。

生态廊道的发展促进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NbS）的广泛应用，IUCN 将 NbS 定义为保护、

持续性管理和恢复自然或经改造的生态系统的行

动，该行动可有效、适应性地应对社会挑战，同

时提供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惠益。关于 NbS 的

指南，可参见 Cohen-Shacham 等（2016）的研究。

向“星球保护数据库”报告生态廊道
和生态保护网络的信息

治理当局在本国的法律框架下可自愿向由

UNEP-WCMC 和 IUCN 管理的“星球保护数据库”

报告生态廊道和生态保护网络的信息，UNEP-

WCMC 和 IUCN 鼓励这种做法。在本书出版时，

治理当局正与合作伙伴一起制定报告结构。可在 

www.protectedplanet.net 上查看该数据库是否

在线。

通常，给定国家和地区的“星球保护数据库”

的联络人将通过门户网站报告生态廊道或生态保

护网络的信息。各个治理机构也可以直接向“星

球保护数据库”提交报告。在未获得土地所有者

或权利人自愿、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土地

所有者或权利人有权反对外部人士或机构将其土

地提名或认定为生态廊道。这适用于第 5 章“治理”

部分列出的四种治理类型。

如果在“星球保护数据库”中将某个区域登

记为生态廊道或生态保护网络，治理机构将负有

更大的责任，即必须对该廊道或网络进行长期管

理，以实现特定的连通性目标。该机构将负责报

告该区域的边界、治理或目标所发生的变化情况。

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但国家或地方法律应对现有

治理体系给予更多的支持和认可，而不是取代它

们或对地方安排做出不必要的改变。

私有土地激励措施对于改善私有和公共土地之间的连通性来说至关重

要。图为进行集约化管理的瑞士比弗林（Beverin）自然公园。©Juraj 
Švajda

来自肯尼亚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斑马广泛分布于周围的公共土地。

非洲兴起的私人保护区有望推动连通性保护目标的实现。 ©Gary T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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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国家历史公园内的红肩鹰（Buteo lineatus）。©Nicholas T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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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廊道是

为确保健康的生态系统所指定的重要保护地。它

们是生态保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将核

心栖息地和其他完整的自然区域连接在一起，对

保护地和 OECM 的目标进行补充。科学家、政策

制定者和实践者认识到连通性保护的需求日益增

长，本书正式对此需求做出回应。连通性保护需

要采用创新的方法对（保护矩阵内）具有不同资

源使用方式、管辖权、文化和地理条件的土地和

水进行保护。本书为在各种状况下以一致的且可

衡量的方式保护重要的生态连通性价值提供了指

导。连通性保护工具包括各类正式和非正式认定、

国家立法、地方和区域分区法规、保护地役权、

保护设计和运输规划。采取多种行动维持和恢复

世界上的生态连通性，是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和

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式。

生态连通性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基因流动、

个体移动、集合种群动态、迁徙、季节性扩散和

生态过程。在本书中，对生态保护网络和生态廊

道进行了定义，并通篇采用了这两个术语，根据

世界各地生态连通性的具体情况，建立一套通用、

连贯和统一的术语、原理和方法体系。采用通用

语言和设定，共同努力实现目标，有助于增强连

通性保护。

连通性保护所依据的科学研究表明，面积较

大、连通性更高的区域更有可能维持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完整性。鉴于当前的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危

机，迫切需要维护和恢复保护区、OECM 实践地

和其他完整自然区域之间的生态连通性。通过将

这些区域连接起来，可以阻止和逆转生态系统碎

片化的结局发生。

紧密相连的生态系统支持多种生态功能，包

括迁徙、水和养分循环、授粉、种子扩散、粮食

安全、气候适应力和抗病性。

生态连通性的丧失通常是开发业、运输业、

农业和采掘业做出的不当政策和管理决策造成的。

本书中的案例研究对最佳实践示例进行了探讨，

论证了针对不同生态系统和物种，且在不同时空

尺度上实现生态连通性的方法。为了推进连通性

保护措施主流化并加快其实施，需要重视人力和

技术能力，减少和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生态连通性通常会超越国界，并跨越一个国

家的不同生态系统。本书给出的战略和方法仔细

考虑了国家和地区跨境措施的制定方式以及此类

措施对国际综合成就的促进作用。在规划和建设

生态保护网络和生态廊道时，需要设定具体的目

标，且治理和管理机制必须与获得有效的保护成

果这一目标保持一致。

如果不解决生态连通性保护问题，就无法实

现大多数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适应和环境

可持续的全球、区域和国家目标。不能低估连通

性在实现 CBD 目标方面的重要性。同样，它对实

现其他多边环境协定的当前和未来目标也很重要。

如果生态连通性在世界各国的法律和政策中得到

进一步认可，则可以作为一种综合、跨领域的机

制推进国家之内和国家之间义务和承诺的履行。

总体而言，将保护区、OECM 实践地和生态廊道

连接在一起，连通性保护便可为应对环境、社会

和经济挑战提供了可扩展的解决方案。保护、维

护和恢复生态连通性是世界的需要，也符合我们

的集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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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生物多样性 ：各种来源的活体生物的变异性，

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

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

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来自 1992 年 CBD 第 2 条）。

生态连通性：描述物种畅通无阻的移动以

及维持地球上生命的自然过程的流动（CMS，

2020）。

在本书中，生态连通性有多个有用的子定义。

 ◎ 物种的生态连通性（科学上详细的定义）：

描述种群、个体、基因、配子和（或）繁

殖体在群落（或种群）和生态系统之间的

移动，以及非生物物质从一个位置到另一

个位置的移动。

 ◎ 物种的功能连通性：描述了基因、配子、

繁殖体或个体在陆地、淡水和海洋景观中

的 移 动 情 况（Weeks，2017；Rudnick et 

al.，2012）。

 ◎ 物种的结构连通性：可做栖息地斑块、干

扰和其他被认为对生物在环境中移动至关

重要的陆地、淡水或海洋景观元素的物理

特征和排列来衡量栖息地渗透性的工具。

通常在缺乏功能连通性衡量值的情况下采

用结构连通性来恢复或估计功能连通性

（Hilty et al.，2019）。

保护：对自然环境之内或之外的生态系统、

栖息地、野生生物物种和种群进行护理、管理，

以保护他们长期存在所需的自然条件。

扩散：个体或种子从一个地点移至繁殖或生

长地点的过程。

生态廊道：一个明确界定的地理空间，对其

进行长期管理和治理，可以维护或恢复有效的生

态连通性。通常还使用以下类似术语，如“链

接”“安全通道”“生态连通区域”“生态连通区”“渗

透区”。

生态指标：与特定生态信息需求相关的可衡

量参数，如种群状况、威胁的变化或生态目标的

实现情况（Hilty et al.，2000）。

（服务于保护的）生态网络：由生态廊道连

接的核心栖息地（保护地、其他完整的自然区

域）系统。可以根据需要建立、恢复或维护该系

统，以保护分散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Bennett et 

al.，2006）。

• 生态系统：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和它们

的无生命环境作为一个生态单位通过交互作

用形成的一个动态复合体。它是一个系统内

发生的所有非生物和生物过程的总和，这些

过程在生态系统内部和生态系统之间传递能

量和物质，如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初级生产

等（来自 1992 年 CBD 第 2 条）。

• 生态系统功能：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集体

生命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生长、扩散和排出

废物等）对环境的物理和化学条件的影响

（Naeem et al.，1999）。

• 生态系统服务：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惠

益，包括供给服务（如提供粮食和水）、调

节服务（如控制洪水和疾病）、文化服务（如

精神、娱乐和文化惠益）、支持服务（如维

持地球生命生存环境的养分循环）这四种服

务（来自 2005 年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 生态系统结构：一个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理结

构；或一块场地内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

的组成和排列（Russi et al.，2013）。

迁飞区：迁徙鸟类，或某种鸟类的特定种群

或相关群体从繁殖地至非繁殖地进行年度、季节

性或多年期迁徙时所经过的区域。它还包括鸟类

在迁徙过程中休息和觅食的区域（Boere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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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将栖息地、生态系统或土地的利用

类型分解为更小、更孤立的地块，减少了可以支

持的物种数量。

治理机构：对某个区域的决策享有公认的权

利并负有责任的机构、个人、原住居民、社区团

体或其他机构，其权力可能包括对某个区域的管

理 权（IUCN WCPA，2019；Borrini-Feyerabend 

et al.，2013）。应认识到，一个区域可能存在多

个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机构。

治理：指定的一个或多个实体对所管辖的区

域执行行动、策略和事务的过程。生态廊道的治

理类型可以与保护区相同。

栖息地（生境）：生物体或生物群体自然分

布的地方或地点（来自 1992 年 CBD 第 2 条）。

原住居民：指社会、文化和经济状况使他们

有别于所处国家社会的其他群体的部落民族，他

们的地位全部或部分地由他们本身的习俗或传统

或专门的法律和规章加以确定；也包括独立国家

的民族，他们仍部分或全部地保留了本民族的社

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Borrini-Feyerabend 

et al.，2004）（继 IUCN 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土

著和部落人民公约》之后的定义）。世界各地所

使用的术语不同，有时会使用“土著人”或“传

统民族”之类的术语来代替。

景观：一个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

地质特征和生态过程组成的异质空间，通常包括

人类影响（Wu，2008；Forman et al.，1986）。

虽然景观的范围通常很大，但可以根据一系列空

间尺度进行界定。景观空间要素的相互作用可能

会产生单独要素所不具有的突生效应（如种群的

生存力、小气候、径流调节和美学质素等）。

当地社区：共享一片领土，并参与不同但相

关的生计活动（如管理自然资源、创造知识和文

化以及开发生产技术和开展实践活动等）的人类

团体。因为该定义适用于不同规模的社区，所以

可以进一步指定“当地社区”的成员是那些有可

能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面接触和（或）直接相互影

响的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乡村、部落或

城市社区可以被认为是当地社区，而不是一个

行政区、市区或一个农村城镇的所有居民。当

地社区可以处于永久定居或流动状态（Borrini-

Feyerabend et al.，2004）。

管理：对于生态廊道而言，指的是采取积极

措施来保护或恢复自然（或其他）价值，确保其

功能性的过程。注意，管理可包括做出不干预某

个区域的决定。

迁徙 ：个体动物或动物种群在不同栖息地（每

个栖息地在一年中被占用的时间段不同）之间的

年度或季节性的定期移动（Lindenmayer et al.，

2005）。

迁徙物种：野生动物的任何物种或较低分类

单元的全部种群，或者种群由于地理分隔的任何

部分，而且这个种群或种群中的重要部分会周期

性地和可预见地穿越一国或几国的管辖范围（来

自 1979 年 CMS 第 1 条）。

监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收集关于指标

和（或）目标的信息，以评估保护目标的实现情况。

它通常与管理和（或）治理活动的有效性相关（Hilty 

et al.，2000）。

OECM：OECM 中的“区域”指除保护地外

的地理区域，其治理和管理方式可以取得积极和

持续的成果，以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相关的

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同时还能保护文化、精神、

社会经济和其他与当地相关的价值（如适用）

（IUCN WCPA，2019）。

种群：同时生活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且具有

杂交能力的属于同一物种的所有生物。

保护地：被明确划定的具有专项用途的地理

空间，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进行认定和管理，

实现对自然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长

期保护（Stolton et al.，2013；Dudley，2008）。

恢复力：当控制生态网络结构和功能的过程

发生变化时，部分或整个生态网络能够承受该变

化的能力（Holling et al.，2002）。

恢复：对于生态廊道而言，指恢复已被减少、

削弱或破坏的生态连通性（摘自国际生态恢复学

科学与政策工作组，2004 年）。恢复工作应以科

学建议为指导，以按优先顺序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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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持有人，利益相关者：就保护地和保护

而言，“权利持有人”一词是指拥有社会所赋予

的对土地、水和自然资源的法定或习惯权利的人

（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所有者）。相比之下，“利

益相关者”对这些资源拥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和关切，但不一定享有法律或社会认可的权利

（Borrini-Feyerabend et al.，2013）。

海洋景观：根据一系列尺度划定的一个空间

异构海洋区域，包括海洋的物理、地质和化学特征，

可以是相邻的海岸线和海洋的结合体，如红树林、

珊瑚礁、海草床、潮沼和深海等；还包括海床的

地质和形态特征以及底栖生物群落、水柱和水面，

且通常包括人类的影响（Pittman，2017；Fuller，

2013）。虽然海洋景观的范围通常很大，但可以

根据一系列空间尺度进行界定。

可持续利用：使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方

式和速度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长期衰落，从而保

持其满足今世后代的需要和期望的潜力（来自

1992 年 CBD 第 2 条）。

穿过农业、住宅和城市景观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俄罗斯河廊道保持了生态连通性。 ©Adina Meren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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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保护生态网络中生态廊道
的方法（案例研究）

简 介

本书案例研究汇编列举了世界各地用以保护

或恢复生态连通性的措施。案例研究部分探讨了

一系列生态廊道的保护方法，以促进陆地、淡水

和海洋的生态网络保护（附表 1）。每个案例研

究都介绍了研究区域内连通性的背景和挑战，阐

述了保护连通性的方法，给出了在网络中建立生

态廊道的示例，并分享了所取得的成果。

所选择的案例研究展示了各种形式的生态保

护网络和其中的生态廊道，以及各种保护方法。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了解当前所做的种种努力

以及将廊道正式作为生态保护网络要素的必要性。

附表 1  案例研究概述

案例研究标题
研究区域的

类型
对连通性的最大威胁 生态廊道的保护方法

1. 乞力马扎罗山景观：确保

野生动物种群的生存能力
陆地、乡村 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 • 私人土地所有者的保护性租赁计划

2. 卡万戈赞比西跨境保护区

中的连通性保护：赞比西

河—乔贝河漫滩野生动物

扩散区

陆地、乡村

森林砍伐、无控制的定居

点、过度放牧，鱼类的过

度捕捞、失控的大火

• 建立五国跨境保护区

• 制订综合发展计划

• 提高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意识并吸引他们

参与其中

• 建立社区保护区

• 促进保护性农业

• 建立野生生物保护区

3. 保护艾伯丁裂谷的 6 个景

观以确保连通性
陆地、乡村 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

• 促进合作

• 发展可持续利用的社区区域

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基隆

贝罗河谷拉姆萨尔湿地
陆地、乡村

持续的人类移民以及不断

增长的定居点和农业经济

• 被指定为拉姆萨尔湿地

• 从大型保护区的集中管理到较小的保护

区组合体管理的过渡性治理方法

5. 秦岭景观区大熊猫聚集地

生态廊道
陆地、乡村

公路修建和人类对土地的

利用

• 基线调查和制图

• 栖息地恢复

• 社区参与 
• 交通管理

• 能力提升

• 野生生物监测

6. 泰国在连接生态保护地方

面的经验
陆地、乡村

森林砍伐以及森林转变为

人工林

• 建立非狩猎区和缓冲区

• 土地连通性管理

7. 塔斯马尼亚岛东海岸保护

廊道
陆地、乡村 土地利用变化

• 恢复

• 土地利用规划

• 连通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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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标题
研究区域的

类型
对连通性的最大威胁 生态廊道的保护方法

8. 大东部山脉：澳大利亚首

个大陆级生态保护网络
陆地、乡村 土地退化

• 恢复

• 私人土地所有者的保护

• 社区教育

• 生物调查

• 研究计划

9. 从 COREHABS 到 Bear 
-Connect：确保覆盖整个欧

洲荒野

陆地、乡村 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

• 生态廊道的识别与评估

• 将保护区和生态廊道纳入地籍图和土地

登记册

10. 城市环境中的生态连通

性：荷兰乌特勒支
陆地、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扩张、

集约化农业和休闲产业带

来的压力

• 通过道路交叉口和开放空间的保护进行

景观碎片整理

11. 西班牙牧道国家网络

（Vías Pecuarias）
陆地、乡村

和城市

失去大规模的畜牧业和

牧场

• 法律保护

• 生态廊道划分

• 促进大规模畜牧业的发展，鼓励年轻人

从事季节性迁移放牧和养牛工作

• 恢复

• 教育

• 多功能性开发

12. ECONET：俄罗斯科斯

特罗马地区的生态网络
陆地、乡村 森林砍伐

• 建立由保护区和生态廊道组成的生态网络

• 建立具有不同功能活动制度的保护区

13. 维持阿巴拉契亚山脉北

部的森林景观连接：保持连

通倡议

陆地、乡村

和城市

道路修建和人类开发造成

的碎片化

• 将重点放在九个最优先的连接区域

• 战略土地保护

• 土地利用规划

• 社区外展与参与

• 栖息地恢复

• 交通缓解

14. 黄石—育空（Y2Y）：

连接和保护最完整的山区

生态系统之一

陆地、乡村
道路修建和人类开发造成

的碎片化

• 保护对生物多样性有重要影响的区域

• 恢复和保护生态连通区

• 引导开发远离具有生态重要性的区域

• 促进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

15. 保护长距离迁移：从红

色沙漠至美国怀俄明州霍

巴克（Hoback）的黑尾鹿

廊道

陆地、乡村 人类开发

• 制定详细的迁移路线图

• 评估沿线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威胁

• 土地保护

• 土地管理

• 道路交叉口

16. 生活廊道：改善巴西的

生计和森林连通性
陆地、乡村

农业和定居点造成的

景观破碎化

• 大规模造林愿景计划

• 通过重新造林扩大森林碎片并最终将它

们连接在一起

• 采用对生物多样性有利的土地利用方案

• 促进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

• 发展可持续农业和农用林业

• 改善农民生计

• 碳补偿

17. 哥斯达黎加土地使用规

划中的连通性、生态系统服

务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陆地、乡村 人类开发 • 市政土地管理计划

18. 美洲虎廊道倡议：一个

范围广泛的物种保护策略
陆地、乡村 人类土地利用的变化

• 生态廊道建模

• 优先建立种群和生态廊道

• 使用基于访谈的快速评估方法对廊道模

型进行验证

• 地方级的各种执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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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标题
研究区域的

类型
对连通性的最大威胁 生态廊道的保护方法

19. 基层保护区对萨尔温江①

流域的河流生态系统极有

益处

淡水、乡村 过度捕捞 • 小河流保护区的生态网络

20. 穆拉—德拉瓦—多瑙河

生态廊道和未来五国生物

圈保护区

淡水、乡村 人类土地利用的变化

• 跨界合作，以实现统一的保护，综合管

理和恢复

• 建立跨界生物圈保护区

21. 太平洋鲑鱼流域：恢复

失去的连通性
淡水、乡村 大坝阻碍了鱼类洄游

• 减少大坝数量，移除大坝，鲑鱼和其他

洄游鱼类受益

22. 美国俄勒冈州流域河岸

保护的碎片化
淡水、乡村

沿河土地的利用和碎片化

土地的保护

• 加深对保护性努力的了解，以找出其中

的不足

23. 保护自由流动的比塔

（Bita）河
淡水、乡村

采掘业、放牧、大型人工

用材林、城镇化

• 建立联盟

• 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合作

• 利用决策框架来选择最佳保护行动

• 列入《拉姆萨尔公约》国际重要湿地名

录进行保护

24. 大堡礁：在无连通数据

的情况下系统地保护连通性
海洋

反复发生的珊瑚礁白化、

旋风、入侵物种暴发、水

质变差、不可持续性捕鱼

作业、疏浚和沿海开发

• 战略性布置海洋保护区网络

• 以系统规划原则进行分区

25. 北海峡群岛：跨海洋保

护区网络的连通性对种群

和生态系统产生积极影响

海洋
捕鱼等人类影响、物种入

侵和气候变化
• 建立具有生态廊道的海洋保护区网络

①我国称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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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连通性：非洲

1. 乞力马扎罗山景观：确保野生动物种群的生存能力 

Kathleen H. Fitzgerald，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

背景与挑战

乞力马扎罗山景观从安博塞利（Amboseli）

国 家 公 园 开 始，一 路 延 伸 至 肯 尼 亚 的 赤 玉 露

（Chyulu）山国家公园和西察沃（Tsavo West）

国家公园，最终延至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国

家公园（附图 1）。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面积为 392

平方千米，是该区域生态系统的核心，周围有社

区土地（集体牧场）。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因大象

和乞力马扎罗山的壮丽景色而享誉世界，但公园

的规模太小，无法支持野生动物种群的存活。野

生动物依靠公园外未受保护的区域生存。如果想

让生态系统长期支持野生动物生存，则必须保护

公园周围的区域。

该景观最大的威胁是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

（附图 2）。公园周围的大部分集体牧场被分为 0.8

公顷、4 公顷和 24 公顷面积不等的地块，且被分

配给各个马赛族土地所有者。进行该划分的主要

原因是公有制和集体牧场制度无法提供公平的惠

益，也无法改善社区生计，同时牧民越来越倾向

于定居生活。一些马赛族土地所有者开始向土地

开发者和农业生产者出售他们的土地。

方法

2008 年，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AWF，http:// 

www.awf.org）发起了保护性租赁协议计划，旨在 ：

• 保护战略性生态廊道，促进安博塞利国家公

园的可持续；

• 防止栖息地改变；

• 直接为土地所有者提供激励，使其保持其土

地向野生动物开放并方便动物通行。

关键经验教训

保护性租赁协议有利于提高安博塞利国家公

园内野生动物种群的生存能力，且所租赁的土地有

可能逐渐成为世界公认的具有持久性的生态廊道。

AWF 帮助土地所有者认识到土地的集体价值

高于单独价值，为此，土地所有者成立了协会。

这使他们能够在保留土地所有权并从中受益的同

时做出集体决定。此类协会的土地所有者数量为

50 ～ 90 个。通过协会，AWF 与土地所有者讨论

了保护性租赁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AWF

提出以 PES 的方式租用土地，并付钱给土地所

有者，使其保持其土地向野生动物开放。现在由

多个组织［包括 AWF、Tawi Lodge（http://www.

tawilodge.com）、大型动物基金会（http://www.

biglife.org）和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http://www.

ifaw.org）］共同管理安博塞利生态廊道并支付租

赁费用。

附图 1  为保护关键生态廊道，AWF在乞力马扎罗山景观中建立了社区拥有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

注：文章和图谱涉及各类政策、边界等政治问题不代表中国立场和观点。全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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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乞力马扎罗山景观中的土地划分（Kimana集体牧场位于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东部）。© 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

生态廊道示例

在安博塞利以东的 Kimana 集体牧场的某片

区域，AWF 与土地所有者展开合作，并在一系列

社区会议上提出了保护性租赁协议。妇女、青年

等参加了这些会议。会议以当地语言举行，并根

据需要翻译成斯瓦希里语和英语。来自 Kimana

社区的 AWF 社区组织者在组织和促成这些会议方

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保护性租赁协议概述了租赁目的、条款、土

地使用限制、保留的权利、付款要求、违法行为

的处理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保护性租赁协议的目

的是“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扩散和活动区域”，

帮助连接保护区，“为安博塞利生态系统的野生

动物的存续以及生态旅游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通过保护野生动物物种的存续为后代造福，促进

减贫、经济发展和提高整体公共利益”。

保护性租赁协议禁止建造新房屋或围栏，禁

止伐木、采矿、疏浚或进行农业生产、资源开采

或从事与旅游业无关的商业活动以及非法捕猎野

生动物。允许根据管理计划进行放牧。

社区选定了一位与他们会面的马赛族律师（在

AWF 缺席的情况下），对协议进行签署前的最后

审查。在没有 AWF 出席的会议上，社区成员自由

发表意见，并对协议进行了相应修改。AWF 为社

区支付了律师费。社区的这一广泛参与过程耗时

约八个月。AWF 对该地区与旅游业和农业有关的

其他租赁进行市场评估，确定租赁价格。尽管

这些租赁不是永久的，但希望这会是迈向永久性

保护的一步。

成果

目前，此地区有五个社区保护区，涉及 350

多个个体土地所有者，受保护的连接保护区的生

态廊道的面积约为 8  000 公顷。以家庭平均人口

为七人计算，该租赁协议直接使 2  450 多人受益，

不包括侦察员等就业受益者。

PES 计划的挑战之一是资金筹措。虽然保护

区当局能认识到生态廊道的重要性，但无力支付

相关费用。因此，该计划的资金主要来自捐助

者。由于土地为私人所有，且该计划完全为自愿

性质，有些土地所有者选择不参加该计划。由此

导致的碎片化和围栏的设立使该计划的长期存续

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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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万戈赞比西跨境保护区中的连通性保护：赞比西河—乔贝河漫滩野生动物扩散区

Lésavan Rooyen，和平公园基金会

背景与挑战

卡万戈赞比西（KAZA）跨境保护区（TFCA）

位于奥卡万戈河和赞比西河流域，即安哥拉、博

茨瓦纳、纳米比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边界交

汇之地（附图 1）。该区域的面积约为 520  000 平

方千米，包括 36 个已公布的保护区。 KAZA TFCA

为 200  000 多头大象提供保护，其中大部分大象

位于赞比西河以南。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KAZA 

TFCA 面临着破碎化和连通性丧失风险。保护区可

能会变成孤立的生态岛，这会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

和大象移动受阻。该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

• 为开发农业和生产木炭用地，对该地区的森

林进行砍伐；

• 沿主要道路和水道出现无节制定居点，这会

导致景观破碎化；

关键经验教训

与当地社区合作，建立了野生动物扩散区，

这标志着向通过签订法律协议来维持野生动物

保护区的连通性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由于牲畜数量不受控制，该地区出现了过度

放牧；

• 不可持续的捕鱼方式造成过度捕捞；

• Simalaha 漫滩湿地生态系统中发生了失控

大火。

KAZA TFCA 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跨界生态

网络，以确保重要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间的连通性，

并在必要时重新连接孤立的野生动物栖息地。

附图 1  卡万戈赞比西跨境保护区。该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是对该图所示的中心位置Simalaha 漫滩敏感湿地资源的过
度利用；卡萨亚河是两个酋长国之间的边界，并流经Simalaha 社区保护地的中心区域。© 和平公园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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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KAZA TFCA 项目始于 2006 年，当时 5 个伙

伴国家就建立世界上最大的跨界保护地签署了一

份谅解备忘录。五国均同意制订一项综合开发计

划，以对各个国家的开发计划进行整合。在此过

程中，五国还努力提高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意识并

吸引他们参与。制订综合开发计划，确定了 6 个

跨界野生动物扩散区（WDA），这对重新建立连

通性和保护保护地以外的大规模生态系统至关重

要。

生态廊道示例

赞比西河—乔贝河漫滩 WDA 包含多个敏感区

域，这些区域主要是没有得到正式保护的沿河区

域及相关漫滩。赞比亚 Simalaha 漫滩位于 WDA

的中心，该区域被社区确定为应加以保护的区域，

因为它对保护博茨瓦纳的乔贝国家公园和赞比亚

的喀辅埃河国家公园之间的连通性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根据社区居民的回忆，该区域曾是动物

的避风港，也曾是大象和水牛等动物的途经之地。

过去十年中与两个酋长国合作，和平公园

基 金 会 与 当 地 传 统 领 导 人 和 社 区 共 同 建 立 了

Simalaha 社区保护地（180  000 公顷），以获得

用于保护的土地。两个酋长国成立了一个指导委

员会，该委员会由两个传统理事会（Kutas）的

成员组成。同时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其成员包括

Kutas 以及和平公园基金会的代表，以开展一系

列协调活动，如与社区联络和制订土地使用计划

等。和平公园基金会负责为项目筹集实施资金，

收到的第一笔资金被用于宣传教育工作，在此期

间，工作组的成员访问了各个村庄，向村民说明

社区保护的概念；与此同时，还根据社区的意见

划定了保护地的边界。两位酋长签署了一份带有

明确边界的地图副本，并将其提交给本国国土资

源部备案。

Simalaha社区保护地按照商业原则进行管理，

并被注册为法人实体；任命了一名当地律师，以

协助起草章程和建立适当的法律结构；创建了一

个社区信托机构，该信托机构是资产的所有者，

该信托机构成立了一家营利性公司，负责管理各

方面的业务，并负责野生动物管理和旅游业开发，

公司所赚取的利润都将按照预先规定的方式支付

给信托，然后分配给受益人；成立了代表社区的

7 个村庄行动小组。Simalaha 社区保护地于 2012

年正式启动。

成果

该项目从一开始就被普遍接受，且传统领

导人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由于开发野生

动物产品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资源，因此需要制造

替代性生计方案。保护性农业被成功引入并成为

首选的耕作方法，其产量要大于传统农业。

该项目围起来一个约 24  000 公顷的野生动物

保护区并放养了平原动物，如角马（Connochaetes 

spp.），斑马（Equus spp.），迪氏水羚（Kobus 

defassa），黑斑羚（Aepyceros melampus），驴羚

（Kobus leche），瓦氏赤羚（Kobus vardonii），长

颈鹿（Giraffa camelopardalis）和非洲水牛（Syncerus 

caffer）。最初，转移来约 780 只动物，至 2018 年

年底，这一数字增加到 1  400 多只。

该项目训练了 20 名乡村侦察员来照顾这些野

生动物。对保护区中的野生动物进行保护的 5 年

中，仅发生了一次偷猎事件——一名外地人员通

过设置陷阱来捕杀野生动物。当地社区报告了这

一事件，表明该社区已拥有了对野生动物的所有

权。尽管栅栏在最初控制转移的野生动物的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长期计划来看，栅栏应

被拆除，以允许野生动物自由走动。社会已经观

察到野生动物的季节性迁移：在洪水期，野生动

物会迁入林地和高地，而在干燥的冬季，它们会

沿着赞比西河返回漫滩。

Simalaha 社区保护地的故事在传统领导人之

间迅速传播，不久之后，其他酋长会访问该区域，

以了解关于该项目的更多信息。随后，其他保护

地会相继建立。与纳米比亚传统领导人之间的交

流访问，可扩大纳米比亚现有的保护区，以确保

把乔贝国家公园与 Simalaha 社区保护地连接起来。

赞比西河—乔贝河泛洪区目前还不是功能完

善的 WDA。在现有社区保护地得到扩展并增加新

的社区保护地的情况下，赞比西河—乔贝河泛洪

区将发挥 WDA 的作用。随着安哥拉和赞比亚宽

渡河沿岸执法能力的不断提升，该区域的安全性

不断提高，安哥拉卢恩盖河—卢亚纳国家公园的

大象数量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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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艾伯丁裂谷中的 6个景观。©A.J. Plumptre

3. 保护艾伯丁裂谷的 6 个景观以确保连通性

Andrew J. Plumptre，主要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秘书处（原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成员）

背景与挑战

艾伯丁裂谷（Albertine Rift）地区横跨 6 个

国家［布隆迪、刚果（金）、卢旺达、乌干达、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作为非洲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其所拥有的脊椎动物的特有种

和濒危种数量多于该大陆的其他地区（附图 1）

（Plumptre et al.，2007）。由于这里同时也是非

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约 30% 的自然栖息地因

农业和定居点而丧失（Ayebare et al.，2018）。

尽管该地区有很多保护区，但大部分保护区是彼

此分开的，并有可能成为农业海洋中被孤立的自

然栖息地。

方法

2000 年， 麦 克 阿 瑟 基 金 会（MacArthur 

Foundation）为艾伯丁裂谷提供了资助，在该资

助下，多个国家政府和保护组织共同制订了一项

保护框架计划。

关键经验教训

在认识到指定生态连通性区域将有利于保护

祖传土地免受新移民的侵害后，当地社区也参与

了连通性保护。联邦和（或）全球级社区对当地

连通性区域的认定将有助于保护当地连通性。

该框架确定了艾伯丁裂谷中可在景观级别进

行管理的 6 个关键景观，以确保保护区之间的连

通性（附图 4）。

针对这 6 个景观，该框架分别制订了详细的

保护计划。为两个跨境景观（维龙加景观和刚果—

尼罗河分水岭）制定了合作谅解备忘录（MOU）。

在维龙加景观中，项目基于 MOU 制定了一

个跨界景观保护条约，随后筹集了实施计划所需

的资金；在一些地区进行了生物多样性调查，并

使用该地区特有种的分布模型制定了系统性保护

规划；通过分析，确定了在 6 个景观中需要保护

的、除现有生态网络外的其他关键区域（Plumptre 

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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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景观中的主要保护区和自然栖息地。©A.J. Plumptre

生态廊道示例

在艾伯丁裂谷中使用连通性保护的方式差异

很大。在莫奇森—塞米利基景观中，因为人口稠

密、土地零散，且许多移民正在寻找土地，所以

项目的工作重点是保护剩余的生态廊道（附图 2）。

项目对溪流和河流沿岸的森林廊道，以及艾伯特

湖旁绝壁上的热带草原廊道进行了保护。在马伊

科—伊托姆伯维景观中，因为仍然存在大片连续

的热带森林，所以项目的工作重点是与当地人联

手将一些最重要的区域划定为可持续利用的社区

保护区，并将它们与生态廊道连接起来（附图 3）。

因为意识到这样做将有助于保护祖传土地不受移

民的侵害，所以当地社区很愿意参与这一过程。

在这两个跨境景观中，项目的工作重点是划

定保护地，因为保护地外的大多部分自然栖息地

已经丧失。但对于可以长距离移动的物种（如狮

子、大象、斑鬣狗、豹、黑猩猩、山地大猩猩和

秃鹰等），景观级的保护和管理仍很重要。确保保

护地之间的现有连通性不会因公园的发展和旅游

业基础设施建设而被切断对于这些物种至关重要。

成果

自 2000 年以来，已经分别为 6 个景观制订了

保护行动计划，这些计划得到了当地、国家和国

际（对于跨界景观）的认可。在维护或恢复现有

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性方面，上述景观比其他景观

更成功。

在对刚果（金）境内的部分地区进行生物多

样性调查后，创建了 4 个新保护区：马伊科—伊

托姆伯维景观中的伊托姆伯维（Itombwe）自然

保护区和塔尼亚（Tayna）保护区，以及马龙古

山—卡博博（Marungu—Kabobo）景观中的卡博

博（Kabobo）保护区和恩甘贾（Ngandja）保护区。

新保护区可确保两个景观间的连通性，并保护其

中的特有种和濒危种。为维持连通性，项目还在

马伊科—伊托姆伯维景观中指定了其他社区保护

区，这些保护区获得了当地认可，但尚未获得国

家法律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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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Maiko-Itombwe 景观中的主要保护区（黑色边框）、社区保护区（蓝色边框）和自然栖息地。©A.J. Plumptre

此外，当地社区还在马伊科—伊托姆伯维景

观中建立了第五个保护区奥库灵长类动物保护区，

以更好地连接和保护大猩猩和大象种群。

在马龙古山—犬博博地区，已为这两个种群

在坦噶尼喀湖沿岸最大的森林地带建立了两个相

连的保护地。

尽管在马哈勒山脉景观中仍然存在连通性，

但由于过度关注黑猩猩，阻碍了对其他几个特有

种的保护。不同特有种对栖息地和连通性有不同

的要求，需要在考虑该地区更广泛的生物多样性

的基础上制订保护计划。对大型景观的认定有助

于对生物多样性进行长期保护和管理，这需要更

多的资源来实施保护行动。目前正在有效利用有

限的资源来维持景观级的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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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基隆贝罗河谷拉姆萨尔湿地

Giuseppe Daconto，前比利时发展局 / 坦桑尼亚自然资源和旅游部成员

背景与挑战

基隆贝罗河谷是一个漫滩，位于坦桑尼亚南

部的鲁菲吉河流域，长约 220 千米，宽 70 千米，

夹在 π 德尊格瓦山和马亨盖山之间（附图 1）。

山谷中的多个支流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基隆贝罗

河。在雨季，支流从陡峭的山壁上快速冲刷进谷底，

形成大片湿地。宽阔的河谷曾是干旱季节野生动

物种群的避难所，有多条连接 π 德尊格瓦山脉和

塞卢斯禁猎区的路线，因此对坦桑尼亚南部区域

的连通性起了关键作用。河漫滩曾是大量野生动

物种群的家园，其中包括大象和濒临灭绝的瓦氏

赤羚。

关键经验教训

对生态廊道等进行保护，需要为拉姆萨尔

（Ramsar）湿地制定一个框架，以指导中央政

府和地方利益相关者的努力方向。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由于持续不断的人

类移民，不断增长的定居点、稻米种植地和大规

模扩张的畜牧业，以及森林砍伐和基础设施的发

展，该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水稻种植和畜牧大

大减少了自然湿地栖息地数量。土地用途的变化

和人类定居几乎完全破坏了河谷野生动物的连通

性。猎物种群数量大幅度减少（Leemhuis et al.，

2017）。

附图 1  基隆贝罗流域的保护区。鲁伊帕生态廊道将 π 德尊格瓦山国家公园和基隆贝罗自然保护区与塞卢斯禁猎区连接起来，并穿
过伊法卡拉南部的基隆贝罗河谷；黑色和黄色相间的线条勾勒出拉姆萨尔湿地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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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连接河谷与塞卢斯禁猎区的鲁伊帕生态廊道的详细土地利用分析。

方法

中央政府对基隆贝罗核心区域和流域的大片

土地拥有名义上的权利，该地区在 2000 年被指定

为拉姆萨尔湿地，进一步显示出其景观的重要

性。但这里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大多不受管制。土

地冲突不断，且高度政治化。对景观的管理（包

括保护剩余野生动物区域、维持连通性以及维护

山谷更广泛的生态价值和功能）需要与多个地方

和国家利益相关方进行协调。对河谷的管理涉及

多个部门机构、4 个地区当局和数百个村庄，它

们是坦桑尼亚国家的最终土地管理方。在治理方

法上，需要从对传统大型保护区的集中管理过渡

到对镶嵌在繁荣农业区中较小保护区的管理。在

这些保护区中，一些由中央政府控制，而另一些

由地方控制。自然资源和旅游部在 2016—2018

年制定的《基隆贝罗河谷拉姆萨尔湿地综合管理

计划》（简称计划文件）为实现这一过渡提供了

框架。比利时援助和欧洲联盟通过基隆贝罗和下

游鲁菲吉河生态系统管理项目，为该计划的编制

提供了支持。可从网站（https://kilomberovalley.

wordpress.com/）上获得背景分析和计划文档。

维持和恢复生态连通性需要地方、区域和国

家各级采取行动：

1. 对中央政府控制下的河谷核心区域（约

2  000 平方千米 ）进行整合。

2. 管理核心区域周围农业和居住带的发展压

力。按照目前的趋势预算，至 2040 年左右，这一

带的人口将超过 100 万。

3. 整合并有效保护整个景观中的小型区域。

其中一些区域归乡村所有，根据野生动植物管理

区或乡村森林保护区的法规进行管理；另一些则

是狩猎特许区、租赁的私人林业和农业用地或受

地方政府保护的区域。

4. 保护和修复沿岸（支流至干流沿岸）农田

中剩余的自然栖息地。这需要对乡村土地利用和

耕作实践进行有效规划和控制（现有的规划和控

制环节非常薄弱），并需要对多个村庄的土地利

用进行协调（目前几乎不存在这种协调）。

5. 有效地流域级水资源管理，可以保护河流

的水文循环及其季节性脉冲。



附  件

72 通过生态网络和生态廊道保护连通性的指南

生态廊道示例

鲁伊帕生态廊道是野生动物在东部塞卢斯禁

猎区和西部 π 德尊格瓦山脉之间移动的纽带（附

图 2）。这个大型的哺乳动物廊道（宽 0.5 ～ 6 千

米，长 20 千米）穿过一系列栖息地，包括河边森

林、林地、灌木丛、退化的牧场和湿地等。廊道

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退化，但东部地区仍保留

有限的生态功能。大象和非洲水牛每年都使用该

廊道在保护区之间迁移，然而近年来它们的数量

已大大减少。 

曾 通 过 该 廊 道 迁 移 的 其 他 动 物 包 括 土 豚

（Orycteropus afer）、安哥拉黑白疣猴（Colobus 

angolensis）、羚 羊（Tragelaphus sylvaticus）、

非 洲 冕 豪 猪（Hystrix cristata）、 哈 氏 小 羚 羊

（Cephalophus harveyi）、河马（Hippopotamus 

amphibius）、豹子（Panthera pardus）、狮子、 

瓦氏赤羚、斑点鬣狗（Crocuta crocuta）、水 羚

（Kobus ellipsiprymnus）和 π 德尊格瓦山特有种

红 疣 猴（Procolobus gordonzungwa）。鲁 伊 帕

生态廊道和其他几条穿过基隆贝罗漫滩的廊道很

有保护意义，因为它们是坦桑尼亚西部和南部大

象种群仅有的迁移路径。

成果

该计划为景观管理和生态连通性恢复这些复

杂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在计划准备过程中

进行全面评估和其他工作，确定了几个优先行动事

项。该计划的实施需要建立一个制度机制。

非洲水牛。©Adobe Stock

1. 协调众多地方利益相关者，并确定土地和

水使用的优先次序；

2. 在政府土地管理、保护和水资源管理部门

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3. 协调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与有效的权力下放

和分权（主要通过国家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

框架，确保地方当局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最低限

度的预算拨款）之间的关系；

4.商定优先连通区域内的土地利用协调机制。

原则上，保护机构的长期愿景应支持长期适

应性管理过程，但尚无共同愿景、财政资源和机

构能力来实施该计划。该计划提出了一个关键的

近期目标：用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来调动财政资

源，以初步建立一个地方协调机制。评估显示，

这在财务上是可行的。第一步不需要外部支持（但

最终将需要外部支持），并能促进地方所有权人

和领导者对生态连通性景观的管理。

注 意： 图 片 由 KILOREWMP 项 目 提 供；

KILOREWMP 项目的赞助方为欧洲联盟和比利

时援助机构，实施方为坦桑尼亚自然资源和旅游

部（通过野生动物司和坦桑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

实施）、比利时开发署（伊纳贝尔）与基隆贝罗

乌兰加（Ulanga）各区、莫罗戈罗地区的马林伊

（Malinyi） 以及沿海地区的鲁菲吉（Ruf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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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连通性：亚洲

5. 秦岭景观区大熊猫聚集地生态廊道

万慧，前世界自然基金会成员

背景与挑战

108 国道（G108）始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

穿过中国中部的秦岭景观区。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条路的交通变得越来越拥挤（附图 1）。该路

把一片完整的森林分割开来，造成之前相互连接

的熊猫栖息地破碎化。同时，它也为当地人进入

森林提供了途径。而随之而来是野生资源的利用

造成的栖息地进一步恶化。大熊猫常住种群逐渐

被分为两个，即西部的兴隆岭亚群和东部的天花

山亚群。

方法

2000 年，政府修建了一条新的隧道，通过放

弃原有的道路并在隧道顶部的土地上重新建立栖

息地，重新连接了分散的熊猫群体。2003 年，根

据法律成立了陕西观音山省级自然保护区；2005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该保护区联手启

动了 G108 秦岭汽车隧道廊道恢复项目（附图 2）。

该生态廊道中的主要战略活动包括：

关键经验教训

修建地下隧道来减轻道路造成的碎片化是

恢复野生动物连通性的有效方法；而监测恢复

情况对记录结果非常重要。

• 进行基线调查和制图，以了解熊猫亚群的状

况、亚群之间的物理距离、当地社区的社会

经济状况、该保护地的管理能力以及该地区

的森林权属。

• 在间隙地块种植竹子来恢复栖息地、改善栖

息地的质量和提供栖息地的连通性，从而为

熊猫移动提供路径。

• 吸引当地社区参与，包括为当地家庭提供支

持、进行可持续性森林管理示范，以及提供

关于栖息地保护重要性的教育等。

• 交通管理部门执行禁止人和车辆使用废弃道

路的命令。

• 提升能力，以提高观音山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效率。

• 野生动物监测。

附图 9  秦岭景观中的熊猫亚群。108 国道为南北方向；黑色矩形表示生态廊道的位置。©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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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在生态廊道中，包括公路隧道顶部和核心区

周围，出现了大熊猫。

现在，亚群之间的生态位距离已经短于熊猫

的日常活动范围。在廊道区域发现的哺乳动物和

野鸡物种的数量从零增加到 15 种。

附图 2  生态廊道包括道路两侧（橙色）的非保护区。廊道连接了两个熊猫亚群的栖息地。©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

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Adobe Stock



附  件

75通过生态网络和生态廊道保护连通性的指南

6. 泰国在连接生态保护地方面的经验

Songtam Suksawang，泰国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和植物保护司国家公园办公室

背景与挑战

近年来，泰国的保护地系统有了显著扩展。

该国目前拥有 128 个陆地国家公园、26 个海洋国

家公园、60 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以及 63 个由国家

公园、野生动物和植物保护部（DNP）管理的非

狩猎区。这些保护地覆盖了泰国约 23% 的领土，

并给泰国人民带来了众多惠益。相邻或彼此靠近

的保护地可以作为生态保护网络进行管理，但许

多保护地是被公路、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分割的

较小区域。

泰国的保护地通常可以有效阻止人们对保护

地内森林的砍伐（但偷伐花梨木等珍贵木材的现

象特别严重），但许多保护地周围的森林砍伐和

改建工程正在使这些保护地成为农业海洋中的孤

岛。因为它们的面积太小，无法支持景观破碎前

在此生活的所有物种。

关键经验教训

指定廊道的监测和评估表明，一些廊道已

经在发挥作用；从长远来看，对这些廊道中允许

的活动进行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方法

为提高景观的连通性，DNP 采用了生态网络

的概念，并将该网络称为“森林综合体”。国家

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地在生态上相互连接，形

成一个更大的区域，以支持各种动植物物种的存

活，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当地的社会和经济

发展做出贡献。可以通过生态廊道将这些区域连

接起来，包括非狩猎区、缓冲区，以及由 DNP 以

外的政府机构管理的土地和私有土地。该方法要

求保护地高级工作人员将保护地作为更大景观的

一部分进行管理。

附图 1  东部森林综合体中的生态廊道。©Songtam Suksawang/ 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和植物保护部泰国国
家公园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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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西部森林综合体中的生态廊道。©Songtam Suksawang/ 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和植物保护部泰国国
家公园办公室

DNP 通过在两个综合体中，即东部森林综合

体（附图 1）和西部森林综合体（附图 2），选定

地点进行试点活动，了解生态系统综合体。

由约 50 名泰国有经验的保护地管理人员和其

他森林综合体专家共同出席的论坛，讨论了生态

廊道的作用，包括生态廊道如何通过连接保护地

来扩大保护地的有效规模，从而使动物更好地在

其中移动；如何在物理意义上连接栖息地；如何

有效地促进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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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野生动物保护区。©Adobe Stock

森林综合体方法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方法，

但 DNP 还需要考虑如何消减连通性所带来的潜

在负面生态影响。如果缺少适当的管理，生态廊

道可能会促进疾病传播、外来物种入侵、森林火

灾和其他自然灾害的蔓延。生态廊道也可能会给

游客管理带来一定的挑战。例如：要确保购买国

家公园门票的游客不会进入毗邻的、受严格保护

的、限制游客进入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Huay Kha 

Khaeng 野生动物保护区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

这点非常重要。

生态廊道示例

东部森林综合体包括八个保护地（附图 1）。

考查茅—考王（Khao Chamao—Khao Wong）国

家公园（84 平方千米）与考昂茹奈（Khao Ang 

Rue Nai）野生动物保护区（1078 平方千米）之

间有一定的距离，已经证明建立生态廊道的可行

性，具体取决于连接地的土地所有者是否可被

说服并与保护区合作。考西普哈占（Khao Sipha 

Chan）国家公园（118 平方千米）与考昂茹奈野

生动物保护区相邻，构成自然相连的生态系统的

一部分。同样，相对较小的考里奇库特（Khao 

Khitchakut）国家公园（58 平方千米）与考索岛

（Khao Soi Dao）野生动物保护区（744 平方千

米）相连，也构成一个自然单元。克隆克鲁瓦

围（Klong Krua Wai）野生动物保护区与南都高

龙丘（Namtok Khlong Kaew）国家公园相连，构

成一个狭长的自然单元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与柬

埔寨接壤，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推动下，DNP 正与

柬埔寨的萨姆劳特（Samlout）保护区相关者就建

立跨界保护区方面进行合作。

西部森林综合体内所有保护地都在生态上相

连，是泰国最大的连续森林生态系统综合体，面

积达 14  866 平方千米（附图 2）。西部森林综合

体内的一条公路和公路沿线的各种商业开发设施

把 3 个国家公园（Khao Laem 国家公园、Thong 

Pha Phum国家公园和Sai Yok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与其他区域分隔开来，构成了生态屏障，因此需

要建立交叉结构，如覆盖植被的宽阔立交桥等缓

解设施，使大型哺乳动物能够自由移动。

成果

有确凿证据表明，在西部森林综合体的华依·卡

昂（Huay Kha Khaeng）野生动物保护区中，受

到良好保护的老虎正在扩大种群，“新”老虎向

北 扩 散 至 湄 旺（Mae Wong）和 科 龙 兰（Klong 

Lan）国家公园，并已经在那里立足；许多其他物

种，包括重新引入的坡鹿，也有可能从华依·卡昂

迁入上述国家公园。这表明由于生态廊道的存在，

该保护区成为其他地区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来源地。

当地社区参与了湄旺国家公园边界的划定，并已

经从有生态廊道作用的多用途区域中受益。华依·卡

昂野生动物保护区周围的社区已经建立了社区开

发区，且此类开发区对实现保护区目标的贡献已

被正式认可。显然，当地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来

为推动和实施保护区综合体中的连通性保护，东

部和西部森林综合体已经显示出该方法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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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旨在改善塔斯马尼亚州东北部景观连通性的保护区。
© 东北生物区域网络

陆地连通性：澳大利亚

7. 塔斯马尼亚岛东海岸保护廊道

Todd Dudley，东北生物区域网络

背景与挑战

东海岸保护廊道（ECCC）是一个景观级生

态保护网络，从波特兰角（Cape Portland）向南

延伸 280 千米至皮勒角（Cape Pillar），涵盖塔

斯马尼亚岛东海岸和腹地 2 2
1
个纬度值。现有的保

护区系统和正在进行的保护项目为实现塔斯马尼

亚岛东北部连通景观保护的“WildCountry 愿景”

奠定了坚实基础（附图 1）。2012 年，著名的自

然遗产专家 Peter Hitchcock 表示：“东海岸连通

性廊道的整体评估表明，该廊道对国家遗产具有

重要意义，是澳大利亚较重要的在纬度上相连的

地方栖息地之一。”

关键经验教训

寻找多个实体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与各个合

作伙伴进行沟通，这有助于恢复生态连通性，

且可通过捐赠为长期项目（包括监测）提供资金。

尽管 ECCC 具有较高的景观连通性，但仍受

到了各种影响的威胁，包括农业集约化和大坝扩

建、林业（人工林和原生林）开发、沿海开发、

植物和野生动物的入侵等。所存在的挑战在于如

何扩展现有的保护区系统，以限制威胁的范围和

影响，并战略性恢复对连通性有重要影响的区域。

方法

ECCC 方法侧重于对跨权属保护土地进行全

面管理，重点在于扩大和改善当地植被和栖息地

的条件及景观连通性。ECCC 战略包括识别和解

决生态衰退的物理及道德原因和问题，如人口增

长和消费等，并为有限世界中的增长经济学提供

意识形态支持。

东北生物区域网络完全是一个自愿组织，与

约 45 个政府实体、社区、公司、私人组织和私人

土地所有者合作，以解决共同关切的问题。目前，

该组织正在建立一个捐赠基金，以长期保护和恢

复塔斯马尼亚岛东部独特的动植物与景观。

生态廊道示例

当前的地平线级（Skyline Tier）生态恢复项

目旨在将 2  000 公顷非原生辐射松人工林恢复为

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原生林（附图 2）。通过重建

原生生态系统，ECCC 将重新连接沿海和内陆保

护区域。土地虽然归政府所有，但已被出租给一

家私人公司，现在由该公司和东北生物区域网络

共同管理。

成果

2005 年以来开展的旨在改善 ECCC 地区景观

连通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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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地平线级（Skyline Tier）生态恢复项目（上）。在发生热生态燃烧后，建造了成熟的辐射松人工林（下）。6年后，
项目进行了大量的恢复工作，以帮助重建原生林。© 东北生物区域网络

• 根据私人土地上的“为野生动物保留土地

（Land-for-Wildlife）”计 划，制 定 了 30 个

永久性保护公约，并完成了 60 项注册。

• 在过去的 5 年中，东北生物区域网络的生态

修复项目，为 80 多人提供了就业和培训机

会。该项目具有重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

益，并有助于边远农村社区将保护工作视为

一项非常有益的活动。

• 布雷克·奥戴市政府禁止人们对距离海岸

一千米以内的土地进行新的划分，以保护海

岸和内陆之间的生态廊道。

• 建立了东北塔斯马尼亚岛土地信托基金会，

该非政府组织可购买私有土地，并接受私有

土地捐赠（可减税），以进行自然保护。

• 将 100  000 多公顷的公共原生林的管理权从

林业部转移至东北塔斯马尼亚岛国家公园和

野生动物保护区（附图 1）。

• 发布了布雷克·奥戴市政府的保护行动计划。

• 将连通性保护计划纳入市政土地规划。

• 制订明确的连通性保护计划，以保护野生动物

廊道和景观连通性免受不适当开发的影响；

该计划在市政规划方案中具有法律约束力。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

northeastbioregionalnetwork.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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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东部山脉：澳大利亚首个大陆级生态保护网络

Ian Pulsford，连通性保护和保护区顾问

Gary Howling，大东部山脉倡议

挑战

澳大利亚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拥有 6  794 种脊椎动物，包括 1  350 种地方陆

生脊椎动物（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及 22  000 种

植物。生物多样性集中在崎岖的东部山区和沿海

区域。该区域是保护国际组织“东澳森林”全球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域的

大部分位于镶嵌的保护区群岛中，该群岛包括 3 个

世界遗产区域以及农业、采矿、城市开发、基础

设施和林业用地。造成生态保护网络退化和破碎

化的主要威胁包括栖息地的清理和破碎化、土地

退化、外来动植物和病原体入侵、气候变化。

方法

大东部山脉（GER）倡议创建于 2007 年，旨

在保护、恢复和重新建立栖息地的连通性，以促

进自然和人类的蓬勃发展。该倡议包含自然土地，

这些土地沿着澳大利亚东部沿海地区的山脉延伸

3  600 多千米，从维多利亚州的格兰屏山脉，一路

穿过新南威尔士州（NSW）东部和澳大利亚首都

特区（ACT）直达昆士兰州最北端的约克角（附

图 1）。无数物种依靠大东部山脉进行迁徙和适

应极端气候。GER 倡议是一个生态保护网络，可

帮助人们在具有生态重要性的区域（如缺口和破

碎区域）恢复和重新连接自然。该项工作的愿景

是维持澳大利亚大东部山脉生态系统的健康和连

通性，以促进社区当地动植物、长期经济、社会、

文化和精神健康发展。

GER 倡议是政府发起的极少数全球连通性保

护倡议之一。该倡议于 2007 年启动，由新南威尔

士州提供资助，该州的环境、气候变化和水资源

部展示了基于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的保护方法。在

5 个优先连通区域，建立了 5 个“区域合作伙伴

关系”。合作伙伴包括非政府组织、土地保护团体、

原住民团体、学术机构、地方政府和其他政府机构。

2010 年，治理权被移交给由 5 个非政府主要合伙

人组成的公私伙伴关系小组。到 2016 年，小组数

量扩大到 10 个。2017 年，治理权被移交给大东

部山脉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董事会由 8 名独立董

事组成。

关键经验教训

保护、恢复和重新连接栖息地倡议的目的

是在气候条件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促进自然界和

人类世界的蓬勃发展。该倡议可吸引社会各界

的参与，并为此开展一系列地面保护活动。

附图 1  大东部山脉生态保护网络形成了一条由相互连接的自
然土地构成的长约 3  600 千米的弧线（从维多利亚的格兰屏
山脉一直延伸至昆士兰州北部的约克角）。© 大东部山脉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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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部山脉有限公司是一家非营利性实体，

作为全国区域合作伙伴网络中的平等一员，在维

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首都特区和昆

士兰州的 10 个合作伙伴区域开展工作。

生态廊道示例

区域伙伴关系小组由自愿参与地面保护活动

的公共和私人组织以及个人组成，成员之间相互

协作，共享资源和能力（附图 2）。一些连通性

伙伴关系区域从北向南沿着中部山脊延伸；一些

区域向东延伸至海岸，向西延伸至与山脉和内陆

相接的斜坡。例如：从斜坡至山顶（Slopes to 

Summit）和从扬戈纳拉至怀安加拉（Kanangra 

to Wyangala）是将高山和山地森林与内陆相连

的 生 态 网 络。Kosciuszko 2 Coast 生 态 网 络 将

阿尔卑斯山与东海岸相连。维多利亚州生物链

接（Biolinks）联盟，致力于连接维多利亚州中

部高地的高大森林景观，而边界山脉（Border 

Ranges）联盟则致力于维护和改善新南威尔士州

与昆士兰州边界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雨

林和高大桉树林之间的连通性。

成果

利用新南威尔士州和澳大利亚政府在过去十

多年提供的资金，GER 倡议和合作伙伴制定了一

系列工具来协调自愿性保护活动：签订《全牧场

恢复协议》、《自愿保护协议》和《野生动植物

用地协议》；发放在河岸建立围栏的补助；植树；

恢复栖息地；进行野生动物和杂草控制；通过社

区野外活动日进行社区教育；开发各种通信产品

包括视频和网站；开展生物学调查和研究项目。

附图 2  大东部山脉区域伙伴关系连通性保护区网络。© 大东部山脉有限公司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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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连通性：欧洲

9. 从 COREHABS 到 BearConnect：确保覆盖整个欧洲荒野

Ancuta Fedorca，特兰西瓦尼亚大学

背景与挑战

喀尔巴阡山脉的罗马尼亚段拥有欧洲最大的

连续森林生态系统和许多保存完好的自然栖息

地，并且是大型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的家园，包

括棕熊（Ursus arctos）、狼（Canis lupus）和猞

猁（Lynx lynx）（附图 1）。该山脉位于多个重

要生物地理区域的交叉口，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热

点区域。近年来土地所有权变化和基础设施（高

速公路、工业和人类定居点、旅游设施）的快速

发展对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脉基本完好的自然构

成了威胁。全国共有 30.2% 的土地被森林覆盖，

包括原始森林和古老的山毛榉森林。尽管有些森

林为公有财产，但由于在近几十年来森林归还给

个人，很大一部分森林属于私有财产。“Natura 

2000”网络中包含大量场地，总计占国家陆地领

土的 24.46%，但这些场地在空间上是分离的。

关键经验教训

罗马尼亚的法律要求通过建模来识别生态

廊道，帮助维护野生动物的基因多样性，并促

进野生动物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方法

2015 年，在一项名为 COREHABS（罗马尼

亚栖息地和物种生态廊道）的倡议中，六个实体

（两所公立大学、一所国家研究机构和三个非政

府组织）共同设计了一个国家生态网络，以保证

在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持栖息地的连通性。

COREHABS 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廊道建模这一决

策支持工具，使人们能够在开发基础设施的同时

考虑必要的生态措施，确保物种和栖息地的长期

发展能力。2017 年，COREHABS 与一家专注于

棕熊保护的组织 BearConnect（欧洲生态网络的

功能连通性和生态可持续性）结盟。

附图 1  喀尔巴阡山脉以弧形穿过罗马尼亚中部。该地图显示了预测的覆盖罗马尼亚保护区棕熊栖息地的功能连通性模拟值。
©Ancuta Fedo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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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需要连接的蓝色保护区（北部的Bucegi 自然保护区、Bucegi 自然公园和Bucegi 保护区，以及南部的Piatra Mare 保
护区和Postavaru 保护区）。绿色阴影显示了预测的连通性从最高（深绿）到最低（浅绿）的区域，以帮助确定优先开展保护活
动的位置。©Ancuta Fedorca

为实现生态廊道保护并促进特定的生态系统

过程，各组织正在调查现有生态网络（包括国家

保护区和“Natura 2000”网络）在确保景观的功

能连通性和各级别生态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并

为连通性保护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根据罗马尼亚关于生态廊道指定的法律要求，

应基于现场信息建模并根据经验实证来指定空间

明晰的生态廊道，实现连通性保护。生态廊道是

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的，森林和环境管理局

负责人在得到罗马尼亚科学院的批准后被指定。

保护地和生态廊道已被国家地籍和不动产广告局

纳入国家、区域、地方的农村和城市规划、地籍

规划及土地登记册，并在地块识别系统中被标出。

倡议实施合作伙伴包括负责自然资源保护和基础

设施建设的各部委和机构、特兰西瓦尼亚大学、

国家研究与发展研究所、地方和区域委员会、私

人森林所有者和非政府组织。

生态廊道示例

已经确定一个约 10  km×10  km 的区域，该

区域对为棕熊提供南部 Bucegi 保护区与 Piatra 

Mare 和 Postavaru 保护区之间的连通性至关重要

（附图 2）。这里的大部分土地归国家所有，少

数土地由社区和私人持有。

成果

COREHABS 开发了一种识别和评估生态廊道

的有效机制，并为当地专家提供国家生态保护态

网络的规划和实施服务。罗马尼亚目前正致力于

保护连贯的、包含保护区和生态廊道的生态网络，

以促进野生动物、植物种群杂交，并提高它们的

长期遗传活性和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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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城市环境中的生态连通性：荷兰乌特勒支

Rob H.G. Jongman，独立科学家

Chris Klemann, 乌特勒支省

背景与挑战

在荷兰这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自然界正面

临着城市扩张、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集约化和休

闲业发展带来的压力。乌特勒支丘陵（Utrechtse 

Heuvelrug）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包括多个重要的

自然保护区和一个国家公园。因该区域被多条高

速公路和铁路线切割，动物几乎无法在该景观中

穿行。但该区域是荷兰自然网络的一部分。因此，

乌特勒支省和相关自然管理机构——乌特勒支

“Landschap”（https://www.utrechtslandschap.

nl/）和“Goois Natuurreservaat”（ https://www.

gnr.nl/）被授权恢复野生动物区域的连通性。

“谁污染谁付费”是荷兰环境政策中的一项

基本原则。根据该原则，由运输基础设施的所有

者和管理者来负责资助和实施所有生态通道（绿

色桥梁和涵洞）项目，资金并不来自自然保护预

算。这也是生态通道未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实施

的主要原因。地方要求恢复连通性，而国家道路

部门缺乏行动（有实施预算），这造成了紧张局势。

针对省道采取必要的连通措施以实现最佳投资回

报，需要在国家和省政府之间进行协调。

关键经验教训

荷兰采用“谁污染谁付费”模式，该模式

有助于为连通性提供资金，如建立马路安全通

道，并支持在廊道中开展与连通性目标兼容的

活动（如娱乐活动）。

方法

为了通过荷兰自然网络（包括保护区和保护

区之间的连接）和国家碎片整理计划（提供额外

资金）加快景观碎片整理过程，人们做出了新的

努力。这两项计划都在 2004—2018 年实施。

生态廊道示例

对于乌特勒支省，国家已计划对乌特勒支丘

陵优先采取措施，以促进野生动物跨国家高速公

路和铁路线的移动。该省将对其负责的道路实施

碎片整理措施，以推动计划的实施。

因此，该省制定了关于乌特勒支丘陵（http:// 

www.hartvandeheuvelrug.nl/projecten/ecologische- 

verbindingen/） 的 计 划 和 行 动。“Hart van de 

Heuvelrug”项目由两个主要的生态廊道组成，这

两个廊道在北部合二为一（附图 1）。

附图 1  乌特勒支丘陵西部和东部生态廊道。数字表示高速公路（红底）和连接道路（黄底）；蓝色表示
建筑区域，紫色表示欧石南灌丛，绿色表示森林。 ©Provincie Ut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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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穿越乌特勒支—阿默斯福特铁路线的Ecoduct Op Hees。休闲自行车道位于桥的前侧。©ProRail

该项目区的西部是一个森林廊道，东部是一

个欧石南灌丛廊道。这两个廊道均包含多个空间

穿越的小型隧道（如该省东南部的 N225 公路隧

道）。为实现连通性，在这两个生态廊道中还另

外建造了五个生态通道，包括Ecoduct Op Hees（附

图 2），该通道于 2013 年完工，穿过阿默斯福特

和乌得勒支之间一条繁忙的铁路线。

除促进野生动物的移动外，该通道还可以用

作一个休闲廊道。为此，对该通道进行了拓宽，

供人们骑自行车和步行。

成果

这两个生态廊道既是哺乳动物的移动路线，

如 西 方 狍（Capreolus capreolus）， 獾（Meles 

meles） 和松貂（Martes martes），又是小型哺

乳动物的临时生活和繁殖区。通过这些生态廊道，

动物可以从西北的 Gooimeer（Gooi 湖）扩散到

东南的 Veluwe 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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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西班牙牧道国家网络（Vías Pecuarias）

Marcos Pradas，独立森林工程师

背景与挑战

西班牙 Vías Pecuarias 国家网络是一个由牧

道（传统上用于将牲畜从一个地方步行驱赶到另

一个地方的道路，如到市场或夏季牧场的道路）

以及用于季节性迁移放牧和较小规模的牲畜移动

的其他元素构成的网络（附图 1）。西班牙境内

这些纵横交错的道路全长约 125  000 千米，占地

400  000 公顷，连接着各种受保护或不受保护的区

域和市区。它们的历史可回溯到西班牙史前时代，

最早有记录的是在罗马时代，并受到公元 654 年、

1273 年和 1995 年颁布的法令的保护。地中海地

区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在这里，人类是

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农村人口外流和土地

传统用途的消失被视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主

要生态威胁。

牧道不仅是坑洼和尘土飞扬的小道，还是开

阔或树木繁茂的牧场中的小径。道路上通常有树

木、树篱、干石墙、池塘、水井和水坑。

关键经验教训

最初建立的用于驱赶牲畜的交通网络可以

提供保护区之间的生态连通性，特别是在该网

络恢复这种功能之后。

这些道路的生物多样性有可能比周围环境高

出许多倍。此外，它们对保护许多古老的农场动

物物种也很重要，其中许多物种已濒临灭绝。牧

道以不同的方式充当生态廊道。牛和羊沿着这些

道路散播生物或其他物料。据估计，每天有 1  000

头绵羊或 100 头牛从这些道路经过，它们会散布

300 万至 500 万粒种子和 3 吨粪便，这将促进物

种分布区的转变以及提高物种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性（Manzano et al.，2006）。牧道横穿包括城市

地区在内的所有保护地、养护区和不受保护的区

域，所以它们对连接“Natura 2000”保护区网络

至关重要。

附图 1  西班牙牧道场景
（左上角）标准标志（由 JuanDíazHidalgo 提供）。
（右上）萨拉曼卡牧道，展示了其多功能性和作为生态廊道的价值。©Federico Sanz 
（左下）马德里 Fiesta de la Transhumancia（由 Diario de Madrid 提供）。
（右下）此条道路对本地四种家畜比赛非常重要：白色和黑色的梅里纳绵羊、维拉塔山羊和安达卢西亚驴，其中安达卢西亚驴是
欧洲最古老的驴品种，现已被列为濒临灭绝物种。©AgustínPérez，la Siberia Extremeña 生物圈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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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道对于促进偏远草原之间的功能连接特别

重要。由于它们是景观中的线性结构，鸟类等迁

徙物种会沿着它们迁徙，并利用它们来休息、喝

水和觅食。

如今，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牧道的生态意

义，包括其作为生态廊道的作用，以及根据《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 8 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必要性。 牧

道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大规模畜牧业和季节性迁移

放牧的减少。其他威胁包括缺乏真正的保护战略、

政府不愿保护 Vías Pecuarias、非法定居点的增加、

垃圾倾倒、乱设围栏、资源开采、乱使用杀虫剂

和水井封顶等。现在，许多牧道被占领，已失去

或正在失去它们作为公有土地的地位。

方法

国家法律“关于牲畜路线的 1995 年 3 月 23

日第 3 号法令”“Ley 3/1995, de 23 de marzo, de 

Vías Pecuarias”明确规定，牧道属于公有土地，

不可隔离、不可分割且不可侵犯。法律对重要生

态廊道进行保护，并责成政府为其划定边界。许

多个人、机构、协会、大学、非政府组织和工作

组正在探索如何保护、恢复和培育牧道并吸引社

会的广泛关注。他们致力于恢复和促进大型畜牧

业的发展、吸引年轻人从事季节性迁移放牧和养

牛业工作，并推动牧道的划分。其他行动包括敦

促政府执行法律；充分利用 Vías Pecuarias 的多

功能性（牲畜运输、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娱乐等）；寻求社会各界的支持。

生态廊道示例

在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的牧道网络最密集

（附图 2）。目前正在对其采取许多保护措施。

例如，雷普索尔（Repsol）基金会和雷弗雷斯塔

（Reforesta）协会正通过采用本地物种来重新造

林、为濒临灭绝的植物建立围栏、恢复和建立新

池塘、为不同的动物物种建立残遗种保护区并设

立围栏、改善昆虫的栖息地以及加强环境教育和

监测等来改善皇家塞戈维亚牧道的生态功能。

附图 2  马德里自治区的 Vías Pecuarias 与保护区重叠。注
意它们是如何与农村、城市、保护区和未保护区相连的；黄
色为 CañadaReal Segoviana；没有显示自治区以外的牧道。
©Marcos Pradas，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和马德里自治区；
基本数据由 Google Earth 提供

成果

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持矛盾心理。一方面，

在共计 125  000 千米的牧道中，可能已经失去了

40  000 千米牧道。政府通常允许改变这些道路的

用途。当这些道路失去了对牛的实用性时，政府

会颁布允许改变土地用途的法令，使它们不再成

为公有土地。马德里自治区也不例外，在过去 20

年中，它可能失去了约 38% 的牧道。马德里卡尼

亚德（Cañadade Madrid）是其中一个示例：这

是一座沿着 14.2 千米的加利亚纳（Galiana）皇家

牧道（Royal Droveway）非法建造的线型城市。

另一方面，政府正在划定牧道范围、对公众进行

教育，并在野外采取行动来保护牧道，最大限度

地利用牧道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当今世界，

迫切需要减少肉类消费对环境的影响，而新一代

季节性迁移放牧从业者为负责任的消费者提供了

食用具有积极生态足迹的动物产品的机会。保护

西班牙牧道将为这一市场提供支持，此外，还可

以使这些生态廊道继续提供西班牙所急需的生态

系统服务。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pastos.es/ 

https://www.viaspecuariasdemadrid.org/ 

http://www.transhumancia.cat/es/inicio/ 

http://www.trashumanciadehoy.emiweb.

es/paginas/cartografia-y-conocimiento-de-los-

camin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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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CONET：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地区的生态网络

Alexander V. Khoroshev，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

背景与挑战

近期在俄罗斯的科斯特罗马景观中发生的令

人不快的变化表明了建立一个强大的生态保护网

络的必要性。该地区是里海和白海之间的分水岭。

在这里，西伯利亚物种逐渐向欧洲物种过渡，而

针叶林被阔叶林取代。处于山间洼地的冰期后湖

泊、沼泽，以及对水径流有控制作用并可确保价

值的湿地栖息地的老龄和次生森林，具有最丰富

的景观多样性。由于近几十年来的采伐，森林面

积大幅减少。采伐扩大到了偏远的集水区，导致

径流量减少、航行机会减少和鱼类资源退化，给

当地人民带来了明显的负面经济后果。因此，有

必要在生态网络中对剩余的原始南部针叶林进行

保护。

方法

科斯特罗马 ECONET 项目于 2003 年在地方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启动，旨在保护和连接最具生

态价值的景观，并促进当地人民重新获得失去的

传统经济机会。

关键经验教训

包含河岸和森林廊道的生态廊道可以带来

多项惠益，如减少侵蚀和改善水质等。

科斯特罗马 ECONET 项目这一理念——建立

景观连通性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保护网络的核心区域由以下四种类型的

景观组成：①代表欧洲南部针叶林的完整景观，

如有云杉和冷杉林的冰碛平原（如 Kologriv 森林

自然保护区）；②有松树林和泥沼的冰水阶地；

③稀有的独特景观（如沙质梯田上的落叶松林）；

④有候鸟和哺乳动物重要栖息地的景观（如野

鹅在春季从西欧迁移到西伯利亚北部时所用的漫

滩）。该网络包括完整的典型河间和河谷景观（附

图 1），保护区集中在流域的上游，在上游靠近分

水岭的位置有大量泥沼。ECONET 的法律制度禁

止在关键位置进行砍伐，以确保在河间地形成径

流，并保证既定流域内一定比例的森林。在保护

区规划过程中与当地利益相关者进行了深入磋商。

附图 1  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地区的生态保护网络。蓝线：自然保护区的边界；黄线：流域的边界。©Alexander Khoros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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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斯特罗马针叶林。©Adobe Stock

生态廊道示例

保护区由河岸森林或采伐区中的带状针叶林

组成的生态廊道连接起来。该生态网络认可区域

景观对较大流域——伏尔加河流域发挥其功能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该河流上游的三大支流

均来自科斯特罗马地区。生态廊道包括沿河谷斜

坡、梯田和漫滩的重要水文区。因此，除连接核

心保护区外，生态廊道还减少了侵蚀、水体富营

养化和不良地表径流。

成果

地方当局于 2008 年通过了一项生态保护网络

开发计划。

目前正在建立 59 个保护地，对采伐、人类开

发以及土地利用计划中的狩猎和捕鱼活动（在必

要时）进行合理限制。目前，该计划是地方领土

规划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Kologriv 森林自然保护区的经验表明，小范

围禁止狩猎可能导致猎物种群数量增加，并向邻

近非保护景观扩展，进而导致猎物资源的增加。

一些保护区已成功地将自然保护、休闲和生态旅

游结合在一起。这对于收入来源不足的 Kostroma

偏远地区的社区来说尤其重要。

科斯特罗马项目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

国家当局迟迟未指定保护区的边界，这导致了项

目与木材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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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连通性：北美和南美

13. 维持阿巴拉契亚山脉北部的森林景观连接：保持连通倡议

Jessica Levine，大自然保护区协会

背景与挑战

北部阿巴拉契亚一阿卡迪亚州生态区的面积

达 3  200 万公顷，其中包括美国五个州的部分地

区和加拿大的三个省，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温带

阔叶林。该区域内的保护区包括国家森林、州 /

省级公园、国家公园和地役权保护区。但这些保

护区被农村开发设施和人类用地包围。该地区距

离纽约、波士顿和蒙特利尔等几个主要城市中心

仅有半天的车程，且面临着日益增加的道路和其

他人类开发带来的碎片化风险。2009 年，来自

两国的公共机构和私人组织发起了保持连通倡议

（SCI），以应对这一挑战。

方法

SCI 是一个合作伙伴组织，有超过 55 名成员，

包括来自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的自然资源和运

输部门、保护组织、大学等。

关键经验教训

在美国，地役权保护是一个永久性确保连

通性的重要工具。

各合作伙伴积极协作，维护、增强和恢复该

区域的景观连通性。实地工作的重点是确保今后

发生气候变化时，在九个最优先的连接区域内实

现景观渗透（附图 1）。认识到单一的策略是不

足够的，且合作伙伴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和专业领

域，因此采用多种策略来保持连通性。主要策略：

• 战略性保护优先地块的连通性，如森林中的

小路和河岸廊道；

附图 1  保持连通倡议区域和连接区域。© 自然保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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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土地利用规划，使开发活动远离关键的

连通区域；

• 与社区联系并鼓励其参与，加强私人土地所

有者的认识和了解，并鼓励私人进行土地管

理以保持景观的渗透性；

• 在湿地和路边地块等关键地点恢复栖息地；

• 改进桥梁、涵洞、指示牌和围栏，以促进野

生动物在道路下方移动。

在区域范围内，合作伙伴通过网络研讨会等

会议和书面方式交流分享最佳实践经验和教训。

生态廊道示例

北 部 青 山 山 脉（Green Mountain） 连 接 区

的面积为 2  923 平方千米，以青山的山脊为中

心。 连接区从曼斯菲尔德山州立森林（Mountain 

Mansfield State Forest）开始延伸，包含魁北克

Mont Orford 国家公园以北的佛蒙特州的最高峰。

该地区的大部分土地被森林覆盖。在许多被山

脊隔断的山谷中，分布有农田、小城镇和乡村。

在连接区内，杰克逊山谷（Jackson Valley）是

美加边界沿线的一个重要生态廊道（附图 2）。

2010 年对这一地块（面积为 379 公顷）的研究

发现，它是许多动物的一个主要跨境生态廊道。

杰克逊山谷将南部受保护的阿特拉斯林区（Atlas 

Timberlands）与东部的杰伊州立森林（Jay State 

Forest）和北部受加拿大自然保护区保护的魁北

克 652 公顷的保护区相连。2012 年，在美国森林

遗产计划的资助下，公共土地信托基金会（Trust 

for Public Land）完成了多年来对杰克逊山谷的保

护工作。佛蒙特州所拥有的保护地役权可阻止对

生态廊道进行的开发和廊道细分，并要求对野生

动物、木材、公共休闲活动和土壤保护进行可持

续管理。廊道对远足者和滑雪者以及其他非机动

娱乐活动开放。

在将该地块作为生态廊道保护的过程中，边

界两侧的 SCI 合作伙伴都做了许多工作。此类工

作包括保护连接区内的其他土地（迄今保护面积

已超过 12  140 公顷）；为市政当局提供土地使用

规划的技术援助，以引导开发活动远离关键的生

态廊道；沿主要道路进行科学研究以找出潜在的

执行野生动物缓解措施的场地；使可持续森林管

理者与私人土地所有者进行联系。

附图 2  北部青山山脉连接区的杰克逊山谷生态廊道。© 公共
土地信托

成果

自 2009 年以来，SCI 政府和土地信托合作伙

伴已在九个连接区取得了对约 222  500 公顷土地

的永久保护权。在连接区内，至少有 30 个土地利

用计划以及五个州的《野生动物行动计划》都明

确纳入野生动物连通性。来自 SCI 的合作伙伴帮

助制定并推进通过新英格兰州长与加拿大东部各

省省长 2016 年生态连通性决议。目前，SCI 政府

机构合作伙伴正带头实施该决议。

该决议承认从气候适应的角度来看，生态连

通性非常重要，并呼吁 11 个辖区内的相关机构通

力合作，以通过交通改善、土地保护、森林管理

和其他努力等来改善连通性。

关于 SCI 和该决议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

http:// stayingconnectedinitiative.org/

h t tps : / /www.coneg .o rg /wp-conten t /

uploads/2019/01/40-3-Ecological-Connectivity- 

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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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北美 Y2Y地区在过去 20年中增加的保护区。©Y2Y

14. 黄石—育空（Y2Y）：连接和保护最完整的山区生态系统之一

Jodi Hilty，黄石—育空保护行动

背景与挑战

人类活动的增加有可能会导致北美西部地区

3  200 千米长的 Y2Y 山区的破碎化（附图 1），从

而影响自然过程、野外区域和野生动物，包括北

美灰熊（Ursus arctos horribilis）、高山驯鹿（Rangifer 

tarandus caribou）、阿里奥尼蛞蝓（Hemphillia 

dromedarius）和候鸟等。

关键经验教训

如需建立更大的生态网络，就需要采取科

学的实地行动，并监测协同保护工作的影响，

以评估是否最终实现了连通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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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有多个司法管辖区，包括多个土著领

地。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已经将约 80% 的 Y2Y 土

地划为公共土地，并将剩下的 20% 划为私人或部

落保留地。

方法

自 1993 年以来，通过加拿大和美国的非营利

性联合组织——“黄石—育空保护行动”，各合

作伙伴密切合作，以实现连接和保护该地区的愿

景，从而使人与自然能够在生态保护网络中蓬勃

发展。目前已有 400 多个实体参与或正在参与协

作保护，以促进实现该生态网络的愿景。这些实

体包括保护组织、当地土地所有者、土著实体、

企业、政府机构、出资者、捐助者以及科学家。

在 Y2Y 地区保护方面取得的进展是以上各方共同

努力的结果。工作重点：保护对生物多样性具有

重要意义的区域；恢复和维护保护区之间的区域

以维持生态连通性；引导开发活动远离具有重要

生态意义的区域；促进人类和野生动物在区域内

的和谐相处。保护区包括国家、州和省级公园以

及荒野区域等。在 Y2Y 地区，可以通过划定大型

且位置合理的保护区、私人土地保护区或指定进

行长期连通性管理的其他土地来增强连通性。

生态廊道示例

在 Y2Y 景观中，各小组正与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跨境地区进行合作，以

寻找并重新连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东南部加美边

境孤立的、规模较小的灰熊种群。在利用遗传学

发现曾经连续的灰熊种群出现分散后，科学家们

确定了最佳残余种群通道（附图 2）。各个小组

致力于实施连通性友好管理（如保护私有土地和

提供共存工具）。最终有望在 10 年后看到灰熊在

先前零散的生态系统之间移动和繁殖（Proctor et 

al.，2018）。

成果

在保护区域生态网络方面取得了进展。在整

个 Y2Y 区域中，保护区的数量增加了 50% 以上，

且已经确定、恢复和（或）维护了连接保护区的

多个生态廊道和其他保持连通性的区域。同样，

整个地区内保护项目的数量成倍增加，大大减少

了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虽然一些动物数

量和分布区数量有所增加，如美国本土 48 个州中

的灰熊和狼，但仍需进行大量的保护工作，因为

该地区内其他动物（如高山驯鹿）的数量仍在持

续下降。

附图 2  Y2Y 跨界区域包括主要的灰熊分布区和连接区。三个箭头指向三个不同的连
接区，即鸭湖、基德河和雅克河，获得的私有土地可以为灰熊建立生态廊道。 ©Y2Y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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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从红色沙漠至霍巴克的黑尾鹿廊道。该廊道位于美国怀俄明州西南部，长度约为 240 千米，跨越一个多用途景观。图
中给出了影响廊道连续性的十大潜在障碍。地图来自《野生动物迁徙：怀俄明州有蹄动物地图集》，俄勒冈州立大学出版社。
©2018 怀俄明大学和俄勒冈大学，图片由怀俄明州迁徙倡议提供（http://www.migrationinitiative.org）

15. 保护长距离迁移：从红色沙漠至美国怀俄明州霍巴克（Hoback）的黑尾鹿廊道

Matthew J. Kauffman，怀俄明州鱼类与野生动物合作研究组

Holly Copeland，怀俄明州鱼类与野生动物合作研究组

Hall Sawyer，西方生态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背景与挑战

在由人类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不断增长的情

况下，有效保护迁徙物种景观被认为是一项全球

保护挑战。 

关键经验教训

在此项工作中，根据科学研究记录了野生

动物的迁徙廊道，并据此购买了原本可用作开

发的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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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弗里蒙特湖（Fremont Lake）“瓶颈”所在地现已成为卢克·林奇野生动物栖息地管理区。地图来自野生动物迁徙《怀
俄明州有蹄动物地图集》，俄勒冈州立大学出版社。©2018 怀俄明大学和俄勒冈大学，图片由怀俄明州迁徙倡议提供（http://
www.migrationinitiative.org）

进行长距离迁移的有蹄动物必须穿过多个管

辖区和栖息地（已被改变或退化）以及道路、围

栏、住房和能源开发设施等人为障碍。在全球范

围内，由于这些挑战，长距离陆地迁移物种的数

量持续下降，美国西部的有蹄动物也不例外。黑

尾鹿（Odocoileus hemionus）是美国西部的标志

性迁徙物种。在美国本土 48 个州中，怀俄明州的

黑尾鹿迁徙路线最长、最完整。位于怀俄明州西

部的格林河的上游流域是北美最大的黑尾鹿种群

栖息地。现已绘制了黑尾鹿、加拿大马鹿（Cervus 

canadensis）和叉角羚（Antilocapra americana）

在怀俄明州的山脉和平原上走过的数十条长途迁

移路线。随着世界范围内人为影响的增加和迁徙

类有蹄动物数量的不断减少，需要重视景观的连

通性，并把冬季和夏季分布区以外的迁徙路线作

为关键栖息地进行保护。

方法

在识别威胁和实施长期保护措施时，首先要

根据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测研究得到的关于

有蹄动物移动的新数据，绘制详细的迁移路线图。

可以根据新地图来评估沿途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威

胁，从而决定要采取的保护行动。

生态廊道示例

2014 年，科学家发现了一条长 240 千米的黑

尾鹿迁徙路线，该路线从怀俄明州西南部的沙漠

盆地一直延伸至周围的山脉。它被称为红色沙漠

至霍巴克廊道（附图 1）。据估计，约有 1  000 头

黑尾鹿从红色沙漠出发，单程跋涉 240 千米至霍

巴克盆地和周围的山脉，加入在风河山山麓过冬

的 4  000 ～ 5  000 只其他鹿群。 

然后，它们沿着山脉底部的狭窄廊道，跋涉

96 千米，到达格林河盆地的上游。

研究人员绘制了详细的生态廊道地图，然后

发表了一份评估，对每个区域的土地利用模式和

威胁进行分析（Sawyer et al.，2014）。评估确定

了廊道沿线的十大威胁，并向保护组织提供了相

关信息，以将稀缺资金用于最需要的地点，如特

定的“瓶颈”、道路交叉口或未受保护的私有土

地。所列出的十大威胁之首是弗里蒙特湖（Fremont 

Lake）“瓶颈”，这条宽 400 米的收缩带位于该

湖和不断扩大的派恩代尔（Pinedale）镇之间，

每年有 4  000 ～ 5  000 头鹿从此处穿过两次。这些

鹿需要从湖中游过，或在结冰时从冰面走过，或

从该湖的出口处涉水而过，但此处设有 2.5 米高

的编织铁丝网。

成果

弗里蒙特湖“瓶颈”区域是一片 145 公顷的

私人土地，根据计划，将对这些土地进行细分并

建造湖边小屋，如此将会阻止鹿的迁徙。根据评

估中提供的信息，一个国家非营利性保护组织——

保护基金会，确定并购买了该地块。该地块被分

配给怀俄明州狩猎和渔业部，该部门随后将其指

定为卢克·林奇（Luke Lynch）野生动物栖息地

管理区并对其进行保护，从而在这个关键窄点保

持了生态廊道的连通性（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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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生活廊道：改善巴西的生计和森林连通性

Laury Cullen，巴西生态研究所

背景与挑战

巴西内陆中最大的大西洋残余森林位于圣保

罗州西部的 Pontal do Paranapanema 地区。虽然

最初指定了一个 124  000 公顷的公共森林保护区，

但在 1960—1990 年，该区域逐渐被大规模的牧场

和甘蔗种植用地蚕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由于无地农民运动（MST）和其他团体所提出的

土地重新分配的压力，许多此类森林先被 MST 成

员家庭占用，后被征作公共土地改革定居点，这

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居住密度。许多无地家庭在

此定居后，土地重新分配的速度放慢了，国家开

始出台政策来巩固现有定居点。迫切需要在进一

步的压力出现之前，保护这一生产性景观中剩余

的零散森林，同时提高定居者的收入。尽管土地

改革定居点和大型土地所有者对生物多样性保护

构成了一系列障碍，但它们也为大规模的景观林

恢复工程提供了重要且可复制的机会。

关键经验教训

与农业社区合作时，要侧重于恢复生态廊

道带来的多种惠益，如改善生计和获得碳汇资

金，这点非常重要。

方法

生活廊道项目的重点：①鼓励采用“有利于

生物多样性”的土地利用方案；②促进农村分散

景观中各种规模的农民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并

促进土地上可持续农业和农林业方式的采用；③

改善农民的生计；④以高质量的碳补偿形式为投

资者提供回报。所选择的战略性农林业和恢复区

将通过生态廊道提高“核心”森林碎片之间的连

通性，以确保物种基因交换，从而提高栖息地的

生存能力。 

附图 1  IPÊ 为 Pontal do Paranapanema 绘制的“梦想地图”。该图使用了生态和财产数据，以确定最佳造林方法；红色多边形
为大西洋森林中恢复的最大生态廊道（面积为1  200公顷），该廊道连接了Morro do Diabo国家公园和Black Lion Tamarin生态站。
© 巴西生态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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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IPÊ 的生态廊道。该廊道占地约为 1  200 公顷，约有 240 万棵树，连接了巴西境内两个最大的大西洋森林带。 © 巴西生
态研究所

无法建立廊道的地方，将通过“跳板”来实

现交换。建造和恢复农林还有助于减少具有重要

生态意义的地标（包括 Morro do Diabo 国家公园，

该公园主要保护关键和濒危物种）周围区域的退

化。扩大并最终将森林碎片连接起来是该造林项

目的两个主要目标。从生态角度来看，这对维持

动物种群的生存以及减轻有害的边缘效应（如暴

露于光和风、疾病和入侵物种）至关重要。生态

研究所 （IPÊ）为所在的圣保罗市最西部自治市

Pontal do Paranapanema制定了一份“梦想地图”。

该项大规模的大西洋森林造林计划基于当地财产、

公共保护区的距离以及现有森林碎片的信息，调

定了开展造林工作的最佳位置（附图 1）。

主要项目合作伙伴包括州和联邦农业推广机

构、对碳中和市场感兴趣的私人公司、乙醇和糖生

产 / 销售公司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电力控股公司。

生态廊道示例

使用概念图来指导巴西最大的造林廊道的创

建（附图 2）。经过 10 年的努力，该廊道连接了

Pontal do Paranapanema 地区两个大型的大西洋

森林带。

该生态廊道长约 7 千米，平均宽度为 400 米，

完全是在私有土地上恢复的。该廊道受到 2012 年

通过的《原生植被保护法》的保护。根据该法律，

巴西国民大会修订了旧森林法，此前，发布了该

部法律的上一期版本。2012 年的法律重申私有土

地所有者有义务保护或恢复其财产上的永久保护

区和法定保护区。

成果

迄今为止，已经在 Pontal do Paranapanema

地区恢复了约 1  800 公顷的森林，其中包括大型

生态廊道 200 公顷，五个较小的廊道 600 公顷，

以及农业土地中的 90 个农林业“跳板”。项目采

用了为巴西土地改革运动社区提供可持续替代生

计的战略，并复制了在创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的良好做法和政策。在政策层面，IPÊ 与该地

区的其他民间组织对土地使用和保护方面的政策

产生了影响。通过使用科学证据并与新的定居者、

大型土地所有者以及州和联邦机构合作，该计划

正在实施一项土地使用框架，以长期促进可持续

农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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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包含Paso de las Lapas生态廊道的Garabito州的拟议土地用途。©哥斯达黎加大学可持续城市发展研究计划（ProDUS）

17. 哥斯达黎加土地使用规划中的连通性、生态系统服务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Félix Zumbado Morales、Jonathan Agüero ValverdeFélixZumbado Morales、

JonathanAgüeroValverde，哥斯达黎加大学可持续城市发展研究计划

背景与挑战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面积约为 51  000 平方千米

的国家，其生物多样性占全球生物多样性的 5%。

进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管理是该国工作的一个主

要内容。保护区作为该国的主要保护战略，在保

护生态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哥斯达黎加

第二个重要的保护策略是生态廊道计划。该计划

由通过当地生态廊道委员会与社区合作的哥斯达

黎加政府管理。市政土地管理计划已成为补充保

护区和生态廊道的第三个工具。基于对区域综合

利用的考虑，这些管理计划为在维持可持续景观

的同时进行人类开发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指导方针。

保护区和生态廊道已被纳入土地管理计划；作为

决策工具的生态系统服务原则和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也被纳入该计划。

关键经验教训

哥斯达黎加在土地保护方面采取了三管齐

下的方法：保护区、生态廊道和对环境的可持

续管理。允许人类使用的土地将根据保护级别

而定。

方法

市政土地管理计划是地方政府用来制定关于

补充保护区和生态廊道计划法规的工具。这三种

土地管理工具相互补充，且必须以综合的方式进

行开发，以实现系统的规划。管理计划通过以下

工具来实施生态廊道项目：建立特定的焦点物种

保护区；对充当生态廊道、保护廊道和可持续旅

游廊道的农业地区进行保护；在保护区周围建立

缓冲区；对含水层补给区进行分区，以保护当地

和区域种群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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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卡拉拉国家公园。©Adobe Stock

已通过哥斯达黎加大学可持续城市发展研究

计划（UCR-ProDUS 是西班牙语首字母缩写）为

十几个城市制订了土地管理计划，其中包括保护

区 Corcovado 国家公园、Piedras Blancas 国家公

园、Ballena Marine National 公 园、Juan Castro 

Blanco Water 国家公园和卡拉拉（Carara）国家

公园。

生态廊道示例

UCR-ProDUS 为 Garabito 州制定了一项土地

管理计划，其中包括 Paso de las Lapas 生态廊道

（附图 1）。该生态廊道占地 56  200 公顷，将山

区的保护地（La Cangraja 国家公园、Cerros de 

Turrubares 保护区和可拉拉国家公园）与沿海地

区连接起来。Paso de las Lapas 生态廊道是根据

行政命令于 2007 年成立的。在哥斯达黎加，生态

廊道不是国家保护区，而是国家保护区系统通过

国家生态廊道计划提倡的另一种保护策略。生态

廊道可连接保护区、保护水资源并保护生物多样

性。土地计划制定了相关规定，以确保对该地区

进行可持续管理。计划考虑了保护区的位置、生

态系统服务的惠益，如碳捕获、含水层补给区保

护和洪水调节，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如国

家公园缓冲区、流域管理和农业土地保护）的价值。 

土地管理计划加强了生态廊道的功能，并通

过地方政府的投入来加大对生态廊道的控制。缓

冲区和拟建野生动物通道是廊道管理和实施的重

要元素。在 Garabito 州的土地管理计划中，保护

Paso de las Lapas生态廊道的措施包括对保护区、

低强度农业和生态旅游区进行分区。

成果

土地管理可与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进行，

它可以通过加强连接保护区的生态廊道来提高生

态连通性。目前，Paso de las Lapas 土地管理计

划处于批准程序的最后阶段。土地管理计划中的

规定可以帮助：

• 减少土地所有者与市政当局之间的冲突；

• 保护生态连通性；

• 促进生态旅游和其他低强度活动；

• 支持生态廊道的保护目标；

• 限制密集型土地使用，如住宅和工业开发以

及其他不相容的土地使用；

• 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如湿地和山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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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洲虎廊道倡议：一个范围广泛的物种保护策略

Kathy Zeller，马萨诸塞州鱼类与野生动物合作研究部

背景与挑战

物种保护工作通常是针对离散种群进行的，

且设想的种群规模通常较小。思考如何在一个物

种的整个分布区对该物种进行保护，帮助我们拓

宽视野，并了解跨越政治和管辖边界的物种需

求，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威胁和大规模的人为开

发模式。

1999 年，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墨西哥国立

自 治 大 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óma de 

México）召开了美洲虎专家大会，要求为该物种

制订一个范围广泛的研究和保护计划。此项工作

确定了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 51 个美洲虎种群中心

（Sanderson et al.，2002）。在制订该计划后不久，

一项基因研究提供了美洲虎在分布区内基因广泛

流动的证据（Eizirik et al.，2001），表明这些种

群仍保持彼此相连，且几乎无证据表明地理障碍

对基因流动造成了影响。 

关键经验教训

一些大型的多国生态网络的愿景是重点关注

广泛分布的伞护种，如美洲虎等。这些网络中的

生态廊道可能涵盖多种土地用途和不同的土地所

有权人，包括联邦实体和个人土地所有者等。

所以艾伦·拉比诺维茨（Alan Rabinowitz）博士

构想了“美洲虎廊道倡议”，以保护美洲虎分布

区内的连通性和基因流。

方法

为建立连通性模型，首先对 1999 年分布区内

的种群数据进行了更新，并确定了整个物种分布

区（面积为 190 万平方千米）内 90 个重要的美洲

虎种群。

附图 1  美洲虎种群及分布区之间的廊道。根据生态重要性、网络完整性和脆弱性对种群和生态廊道进行了优先级排序；对它们
进行组合，我们确定了各个美洲虎分布区内的所有优先区域。 ©Kathy Z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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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豹。©Adobe Stock

然后我们邀请 15 名美洲虎专家向已知的影

响美洲虎活动情况的 6 个地理信息系统（GIS）

层分配成本或阻力值。我们将赋值的各层组合

成一个单一阻力表面，并对 90 个种群之间成

本最低的廊道进行了建模（Rabinowitz et al.，

2010）。由此产生了 182 条廊道，面积为 260 万

平方千米，保护网络的总面积为 450 万平方千米

（附图 1）。通过对比世界保护区数据库发现，

有 67% 的美洲虎种群和 46% 的生态廊道处于某

种形式的保护之下。

为了针对这个庞大的网络开展研究和保护工

作，我们使用了三个标准，生态重要性、网络重

要性和廊道脆弱性，对美洲虎种群和生态廊道进

行优先排序（附图 1）（Zeller et al.，2013）。我

们的野外保护工作集中于这些优先领域。

生态廊道是通过粗略的 GIS 数据和专家得

出的结论确定的，所以我们希望在进行实地保护

活动前对廊道进行验证。但这是一项挑战，因为

廊道通常很大，且涉及许多土地所有者。因此，

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访谈的快速评估方法，该方

法使我们能够估算美洲虎及其主要猎物物种在廊

道中的占有率（Petracca et al.，2017；Zeller et 

al.，2011）。现已完成对中美洲所有廊道的验证

和调整，目前正在南美洲进行验证工作。美洲虎

廊道倡议的保护工作主要由非营利组织 Panthera

（http://www.panthera.org）领导。

生态廊道示例

Barbilla-Destierro 美洲虎廊道位于哥斯达黎

加，连接南部的塔拉曼卡山脉和北部的中央火山

山脉。 

廊道包含各种用途的土地，包括私人、市政

和联邦土地。已经实施针对各级土地所有者（从

联邦到个人土地所有者）的保护战略。示例：

• 将廊道纳入哥斯达黎加的《国家生态廊道计

划》；

• 建立地方廊道委员会，每月召集一次土地所

有者会议，讨论和应对面临的威胁和机遇；

• 与水力发电公司合作，将环境缓解和修复项

目引向增强整个廊道连通性的区域；

• 培训和建立野生猫科动物冲突响应小组，调

查对牲畜的掠夺行为并实施反掠夺者战略；

• 为开发项目提供基于科学的建议，以保持整

个廊道的连通性。

成果

美洲虎廊道倡议提供了该物种整个地理分布

区的保护蓝图。Panthera 目前正在美洲虎生活

的 18 个国家中的 11 个国家带头进行与 Barbilla-

Destierro 美洲虎廊道类似的保护工作。正在对整

个生态网络中的美洲虎进行研究，而且正在制订

廊道监测计划。在政府、土地所有者、企业和科

学家的支持下，该倡议在整个美洲虎分布区获得

的支持稳步增长。随着支持方的不断增长，建立

连通的从墨西哥至阿根廷的美洲虎生态保护网络

的愿景有望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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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连通性：亚洲

19. 基层保护区对萨尔温江流域的河流生态系统极有益处

Aaron A. Koning，康奈尔大学

背景与挑战

在许多低收入国家，为获得日常所需的营

养，人们高度依赖内陆渔业，所以他们通常会枉

顾法律的规定来获取这一资源。即使在人口众多

的保护区，狩猎禁令也很少在实践中涉及渔业。

尽管泰国制定了国家渔业法规和指南，但在 Mae 

Ngao 河等边远地区执法非常困难。由于河流的线

性特性以及许多行业对河流及水域的依赖，要建

立覆盖整个流域甚至单独河流的生态廊道是一项

挑战。

方法

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由于人们开始意识到鱼

类种群的减少和对持续资源安全的担忧以及外来

者使用非法渔具进行捕渔（如电击），当地社区

在河流上建立了小面积的禁渔区，此类禁渔区也

可能由非政府组织建立或由国家政府强制建立。

这些小面积的保护区是针对密集型捕捞的唯一管

理行动。在泰国西北部的萨尔温江支流中，小型

河流保护区生态网络的数量不断增长，尤其是在

普遍存在过度捕捞的以渔业为生的社区中。

生态廊道示例

其中一个生态网络位于泰国西北部的 Mae 

Ngao 河流域。该流域占地 1  000 平方千米，有 70 多

个村庄和 8  000 多位村民（附图 1）。第一个由社

区建立的保护区出现在 25 年前，当时有一家当地

非政府组织建议社区划定小面积的禁渔区来对鱼

类进行保护。最初只有一个社区建立了保护区，

但该做法慢慢被传播开来，后来有 50 多个其他

社区也建立了保护区，但大部分社区是单独行动

的，没有政府或其他外部实体的支持。社区会单

独确定保护区的地点、规模和违规罚款金额（15～

300 美元）。在保护区内，禁止所有捕捞活动，

包括对蜗牛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捕捞，这些

动物通常是人们的食用对象，特别是在漫长的干

旱季节（11 月—次年 5 月）。保护区外可采用多

种方法（如刺网、鱼线、捕捉器、手矛等）进行

大量的捕捞活动。捕捞范围通常从保护区的边界

开始，一直向上游和下游延伸数百米，布置有网

钩，以捕捞从保护区中游出的鱼。几个邻近的社

区针对保护区之外的区域制定了额外法规，特别

禁止在捕捞蜗牛和用鱼叉捕鱼时使用潜水面罩。

关键经验教训

当地社区对河流保护区的认定和执行有利

于保护当地渔业和改善河流系统的健康状况，

是加强泰国 Mae Ngao 河内河道连通性最重要的

第一步。

鱼叉捕鱼，特别是在干旱季节（此时河水温

暖，水质清澈且当地学校放假），对各种规模的

鱼类种群都有很大的影响。

成果

社区之间没有就保护区的建立制订更广泛的

战略计划。实际上，即使是社区成员，也普遍对

Mae Ngao 河流域现有保护区的数量缺乏认识。

尽管如此，目前在全流域范围内已有 52 个保护区，

覆盖了 2% 的常年流动河流，并在较大的河流网

络内形成了保护区网络。该网络完全是由社区单

独创建和实施的。

附图1  泰国西北部Mae Ngao河流域内的禁渔区生态网络。
©Aaron A. K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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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可以从河岸看到禁渔区内的大量鱼群。 ©Aaron A. Koning

大量的捕捞作业对保护区内和保护区之间的

连通性形成了很大的障碍。但从更局部的尺度来

看，单个保护区的长度通常会很长，可以连接河

流网络内的栖息地，包括在干旱季节对许多物种

至关重要的避难所。在雨季，当河流水位从干旱

季节的低点上涨高达 5 米时，捕捞作业会减少，

同时，系统范围内的连通性会加强，从而使鱼类

有机会进行洄游繁殖。

保护区和其他区域之间的捕捞工作截然不同，

即使在河岸也可以看到保护行动的效果。保护区

内的大量鱼群成为吸引当地游客和旅行者的一个

风景点（附图 2）。

将 23 个小型保护区与邻近的捕渔区进行了

比较，结果表明保护区在鱼类物种丰富度、密度

和生物量方面的增益与海洋保护区的增益相当

（Koning，2018，2019）。具体而言，相对于捕

渔区，保护区内的鱼类丰富度增加了 27%，密度

增加了 124%，生物量平均增加了 23 倍。尽管通

常在建立保护区后 3 ～ 5 年就能观察到收益，但

增益会长久持续下去。

社区成员经常可以在保护区以外的区域捕捞

到大鱼，他们认为这些鱼来自保护区。尚不清楚

保护区的面积是否足以长期维持种群的增长，以

及保护区之间是否存在有规律的、可促进潜在孤

立亚种群之间关键遗传多样性转移的迁移。但考

虑到河流的季节性波动，鱼类洄游有可能发生在

雨季。

鉴于社区大多单独行动而没有采取更广泛的

协调行动，这些小规模保护区对当地鱼类种群的

保护作用更显而易见。下一步，该保护区网络将

根据先期调查结果以及为海洋系统开发的保护区

设计理论体系，与社区开展合作，单独 / 共同优

化保护区，从而实现最大的保护和渔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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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连通性：欧洲

20. 穆拉—德拉瓦—多瑙河生态廊道和未来五国生物圈保护区

Arno Mohl，世界自然基金会 - 奥地利

vana Korn Varga, 世界自然基金会 - 阿德里亚

Emöke Györfi，世界自然基金会 - 奥地利

背景与挑战

长期以来，欧洲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大部

分河道景观基本未受人类严重侵占行为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欧盟向东扩张，这些曾被遗

忘的河流“天堂”被推进另一个时代。突然之间，

它们成为人类获取经济利益的区域。一方面，这

种压力有可能不可逆转地破坏了最后一个完整的

地区。另一方面，在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出现了新的合作机会。跨界生物圈保护区（TBR）

是解决大规模跨界河流保护、管理和恢复的适当

工具。在德拉瓦河和穆拉河的下游以及奥地利、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之间

的多瑙河中游的相邻漫滩都有 TBR（Mohl et al.，

2009）。

方法

由于国家之间的边界不是生态边界，因此生

态系统通常会跨越国界，并且可能会受到不同甚

至相互冲突的管理和土地使用方式的影响。TBR

提供了一个通用管理工具。TBR 在国际级别得到

了联合国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认定，

该组织的政治意愿是通过共同管理、共享生态系

统实现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合作（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2017）。奥地利、克罗地亚、塞尔

维亚、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之间的五国生物圈保

护区穆拉—德拉瓦—多瑙河倡议始于 1993 年。

该倡议旨在应对水电大坝项目带来的新威胁，并

在一个国际管理框架下连接和更好地保护廊道中

所有国家的河流区域（Schneider-Jacoby et al.， 

2012）。

抵制对河流区域构成威胁的大规模水管理和

水电大坝项目是保护这一宝贵生态系统的重要手

段。该运动提高了公众和政界的意识、对政府施

加了压力，并促成了 13 个主要保护区的建立，包

括克罗地亚 88  000 公顷的 Drava-Mur 公园。这些

保护区大部分属于“Natura 2000”网络，并被划

分为多个类别。建立生态保护网络为未来在生物

圈保护区穆拉—德拉瓦—多瑙河内进行跨界协调

保护、综合管理和恢复合作奠定了基础。

关键经验教训

可以划定一系列保护区，禁止会损害河流

系统长期连通性的水坝和其他建设项目，并促

进与连通性兼容的利益，保护河流的连通性。

自 1993 年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欧洲自

然基金会和当地非政府组织一直致力于保护五

国 TBR 内三条河流的独特景观（附图 1）。政

府与非政府组织也加强了合作力度，以逐步实现

TBR。他们正在进行创新性跨部门合作以及协调

的、支持跨境一致的可持续区域开发，以建立欧

洲最大的河流保护廊道（长为 700 千米，面积为

1  000  000 公 顷）（WWF，2013）。一 旦 完 全 建

立起来，该生物圈保护区将形成一个生态保护网

络，其中包括缓冲区和过渡区、核心区。

生态廊道示例

德拉瓦河和穆拉河的下游河段和多瑙河的相

关河段横跨奥地利、克罗地亚、匈牙利、塞尔维

亚和斯洛文尼亚，是欧洲最具生态重要性的河流

地区之一，被称为“欧洲亚马孙河区域”。尽管

过去发生了许多人为变化，但该区域仍拥有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稀有自然栖息地热点地

区，如大型针叶林、湿草甸、河岛、碎石和沙坝、

陡峭的河岸，侧支流和 U 形弯道等（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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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区域内生活着欧洲大陆上大部分白尾雕

（Haliaeetus albicilla）和其他珍惜物种，如黑鹳

（Ciconia nigra）、海 狸（Castor fiber）、水 獭

（Lutra lutra）和濒临灭绝的裸腹鲟（Acipenser 

nudiventris）。许多物种是天然河道的指示种，

如小燕鸥（Sternula albifrons）等。每年，约有

25 万只迁徙水禽来此休息和觅食。在克罗地亚、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交汇

处有世界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漫滩和森林。该

跨界区域的大部分被划分为 TBR 的核心区域。除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外，河流和漫滩对当地社区也

至关重要。当地渔民靠捕鱼为生。大片的漫滩降低了

洪灾风险，确保了良好的地下水条件，并提供了

水自净条件，这对饮用水、森林和农业至关重要。

人们还可以沿湖进行娱乐活动，如散步、游泳、

钓鱼和划独木舟等（WWF Austria，2014）。

成果

在建立五国 TBR 这一愿景的推动下，过去

30 年中，在改善河流廊道的保护和管理方面取得

了以下重大进展：

• 五个国家政府已经沿着德拉瓦河、穆拉河和

多瑙河建立了 13 个主要保护区，这些保护

区构成了 TBR 的骨干。

• 迄今为止，已经成功保护 270 千米的天然河

段免受大型水管理和水电大坝项目的破坏。

• 2009 年，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签署了建立 TBR

的联合声明，随后在 2011 年发布了五国部长

声明。2012 年，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内的沿河

区域被赋予生物圈保护区的地位，接着是塞

尔维亚（2017 年）、斯洛文尼亚（2018 年）

和奥地利（2019 年）内的沿河区域。

附图 1  未来五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穆拉—德拉瓦—多瑙河生物圈保护区。©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附图 2  克罗地亚境内的多瑙河漫滩。©Mario Romulic（左）；克罗地亚境内的德拉瓦河。©Arno Mohl（右）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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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鹳。©Adobe Stock

受严格保护的核心区和缓冲区由 13 个主要保

护区组成，总面积为 280  000 公顷，周围是面积

为 65 万公顷的过渡带。

• 在 TBR 的推动下，已经在该地区的五个国家

中实施了由欧盟资助的多个项目，以促进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自 2017 年以来，穆拉—

德拉瓦—多瑙河地区的保护区主管部门一直

就该倡议通力合作，以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

和跨界自然保护措施的实施。“作为穆拉—

德拉瓦—多瑙河生物圈保护区中生态廊道的

弹性河岸森林”项目于 2019 年 6 月启动，

旨在实现对 TBR 中漫滩森林的保护和可持续

管理，同时启动了“欧洲亚马孙自行车道”

生态旅游项目。此外，正在进行的河流修复，

以创建新的自然栖息地和休闲区，使人们真

正体验沿河的壮丽景观。

同样在 2019 年，制定了五国 TBR 命名文件，

以将该地区内所有现有生物圈保护区统一到一个

国际命名之下。下一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最

终确定和批准命名。在被正式命名后，五国 TBR

应该采取措施，来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要求

的功能完备的生物圈保护区，包括建立联合管理

结构，以及实施联合行动计划和项目。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amazon-of-europe.com/ 

https://www.interreg-danube.eu/approved-

projects/coop-mdd 

https://www.interreg-danube.eu/approved-

projects/refocus 

https://www.interreg-danube.eu/approved-

projects/amazon-of-europe-bike-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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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连通性：北美和南美

21. 太平洋鲑鱼流域：恢复失去的连通性

Lauren Law、Jonathan Moore，西蒙弗雷泽大学

背景与挑战

与北太平洋相连的沿海流域为具有重要文化

和经济意义的洄游鲑鱼种群提供了支持。太平洋

鲑鱼在淡水环境出生并初步发育，然后迁移至开

阔的海洋，在那里觅食和生长，之后回到出生地

的淡水中产卵。在北美和亚洲，至少有 8% 的与

北太平洋相连的高价值集水区受到了保护，这些

集水区主要集中在海拔较高且远离海洋的地区

（Pinsky et al.，2009）。部分集水区得到了保护，

但大坝导致了许多鲑鱼系统碎片化。用于水力发

电的大坝，可能会阻止或阻碍鲑鱼洄游、改变水

文状况，并改变下游河流中的栖息地。 

关键经验教训

即使在受到保护的流域，水坝也会损害上

游水源与海洋的连通性；拆除大坝可以恢复生

物和非生物过程，美国 Elwha 河的项目就表明

了这点（附图 1）。

因为许多鲑鱼种群濒临灭绝或已经彻底灭绝

（Gustafson et al.，2007），所以当地在鲑鱼保

护和恢复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方法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保护鲑鱼和其他洄游鱼

类进行了大量的大坝拆除和减量工作。至 2017 年，

美国各地已拆除 1  200 多个水坝（Bellmore et al.，

2017）。通常通过一个分权决策过程来决定大坝

的拆除。该过程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团体，包括

联邦机构、州政府机构和私人大坝所有者。虽然

有些大坝是自愿拆除的，但也有许多是根据具有

监管权限的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对法律诉讼作出

的判决结果进行的。最初主要拆除一些较旧的水

坝结构，因为这些结构的维护成本太高，且不符

合现代安全标准。但近年来，人们拆除大坝的主

要原因是为保护环境和恢复栖息地。在美国，《野

生与风景河流法案》（1968 年）是一项旨在保护

处于自由流动状态的、具有特殊自然、文化和娱

乐价值的河流的法案。

附图 1  美国华盛顿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内的 Elwha 河流域。
Elwha 水坝和Glines 峡谷水坝的拆除恢复了流域上部和下部之
间的连通性。 © Jonathan M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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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努克鲑（Oncorhynchus tshawytscha）。©Adobe Stock

生态廊道示例

在美国，拆除了埃尔瓦河（Elwha River）上

的水坝，这是为恢复鲑鱼流域连通性所拆除的最

大的水坝之一。埃尔瓦河全长 72 千米，大部分

位于华盛顿州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内。埃尔瓦河

曾是太平洋西北地区鲑鱼产量最高的河流之一。

在 20 世纪初，在该河上修建了两个水坝，阻断

了流域内受保护的上游区域与洄游鲑鱼赖以生存

的海洋景观之间的连通性。鲑鱼的洄游受阻，且

沉积物和木屑的移动被中断。这些大型水坝的建

设造成鱼类种群减少了 90% 以及栖息地连通性的

丧失，并降低了栖息地的复杂性（Pess et al.，

2008）。

1992 年，《埃尔瓦河生态系统和渔业恢复法

案》授权拆除大坝，以恢复河流的生态系统。美

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分阶段对水坝进行拆除：2011

年，拆除了较小的大坝，并最终在 2014 年完成对

较大的水坝的拆除。

成果

在埃尔瓦河水坝拆除后，被困在水库中近一

个世纪的河水沉积物和下游大型木质残体得以重

新流动。约有 3  000 万吨沉积物被释放，这导致

河流三角洲的面积增长了约 60 公顷（Ritchie et 

al.，2018）。河流系统中的沉积物和大型木质残

体使河道形态恢复了以前的复杂性，并导致了更

多的河道分叉、砂坝沉积物和池填塞的增加。

上游保护栖息地与埃尔瓦河流域中的海洋景

观重新建立连通性，促进了多个鲑鱼物种［奇

努 克 鲑（Oncorhynchus tshawytscha）， 银 鲑

（Oncorhynchus kisutch），狗鲑（Oncorhynchus 

keta），红 鲑（Oncorhynchus nerka），粉 红 鲑

（Oncorhynchus gorbuscha）］以及溯河产卵的

鳟鱼［如硬头鳟（Oncorhynchus mykiss）和强壮

红点鳟（Salvelinus confluentus）］的回归。科学

家已经观察到返回埃尔瓦河的奇努克鲑的数量创

历史新高，返回的其他物种的预估数量也很高。

据预计，每年将返回约 30  000 条奇努克鲑和银鲑

以及 270  000 条粉红鲑。鲑鱼的回归最终将推动

当地和区域渔业。

埃尔瓦河流域是许多沿海流域之一。该流域

在上游保护鲑鱼栖息地，但与海洋景观的连通性

被切断了，如埃尔瓦项目所示，水坝的拆除和河

流自由流动状态的恢复可以有效地将受保护的源

头与鲑鱼等洄游鱼类所依赖的海洋景观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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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国俄勒冈州流域河岸保护的碎片化

Rebecca Flitcroft，美国农业部林务局

Brett Boisjolie，马萨诸塞州保护和休闲部门

Mary Santelmann，俄勒冈州立大学地球、海洋与大气科学学院

附图 1  西北太平洋的河流系统曾与各种淡水和湿地栖息地连接。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发活动减少了河流的复杂性，同时随着人
类用地（如用于农业、采伐或住宅开发等）的不断增加，景观越来越破碎化。数据来自Penaluna 等（2017 年）的研究。

背景与挑战

激流和静止水环境为漫滩和河岸生态系统提

供了横向连通性。它们是水生生物往返源头区域

和海洋环境的通道，并且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

重要组成部分（Butman & Raymond，2011 年）。

河岸环境还通过过滤养分、保留沉积物和贡献生

物材料（在淡水食物网中构成重要的食物来源），

为靠近水边的人类用地提供重要的缓冲区。

在许多地方，对淡水及栖息地的保护涉及河

流和湖泊两侧的河岸地区，而河岸保护通常涉及

沿河（从上游源头至大海）不同的土地所有权。

这种保护方法会导致沿河保护区破碎化。

关键经验教训

维护功能性栖息地可能需要政策保护和自

愿恢复行动（这两项都需要科学指导）；而监

测和评估对于确保这些行动确实达到预期效果

至关重要。

在美国俄勒冈州沿海地区，高梯度的源头水

流往往位于茂密的花旗松森林中，这里的土地主

要用于采伐。下游是低梯度的低平区域，现已被

转变为农业、住宅和城市开发用地（附图 1）。

从历史上看，这些溪流曾生活着大量的溯河产卵

的鲑科种群，它们用于产卵和养育的栖息地遍布

相互连通的河网廊道中。



附  件

110 通过生态网络和生态廊道保护连通性的指南

附图 2  科奎尔河流域的银鲑一直生活在低梯度漫滩区。在现代社会，这些区域通常都与农业用地有关。 ©Rebecca L. Flitcroft

广阔的科奎尔河漫滩是一个银鲑高产区域。

但与其他平坦的漫滩一样，该区域很快被欧洲定

居者占据，并被开发为农业用地。

近几十年来，溯河洄游产卵的鲑科种群，包

括银鲑，已被《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法》列为“濒危”

或“濒临灭绝的”物种，所以保护鲑科种群成为

恢复和保护栖息地的关键驱动力。虽然为改善该

鲑鱼栖息地和扩大其生存种群的规模，已经花费

了数百万美元的公共资金用于恢复工作，但目前

鱼类的丰度仍低于历史水平。

方法

在俄勒冈州沿海地区，采用了多种河岸保护

措施，包括自愿最佳管理实践和立法等（Boisjolie 

et al.，2017）。通常，对采伐或采矿等自然资源

利用项目采取最严格的保护措施，而对农业用地

采取较宽松的保护措施。政策方法包括制定相关

规定，如对河岸地区提出具体要求和明确限制某

些管理措施等，来消除对河道的污染。农业用地

采用了基于结果的政策方法，以最大程度地减少

水污染。该方法允许土地所有者在不对水质标准

造成负面影响的前提下自由管理土地。这些方法

的效果可能很难在流域级别进行评估。规定性方

法可能会限制动态生态系统达到理想的目标状态，

而基于结果的政策以及对自愿性工作的依赖可能

会造成保护工作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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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银鲑。©Adobe Stock

保护措施会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栖息地的状况

产生影响。因此，保护工作的多样性对保护河岸

生态廊道具有重大影响。可采用以下方法克服河

岸保护的碎片化：

• 加强立法；

• 给予恢复激励；

• 开展协作性修复项目；

• 为保护区命名；

• 提供技术援助；

• 组建合作治理机构以解决栖息地和（或）生

态系统的退化问题。

了解各项保护工作的进展情况有助于多家机

构对物种恢复或保护重点制定政策，而了解各

项保护工作构成则有助于识别和量化保护工作

的不足。

生态廊道示例

对于科奎尔河流系统来说，河岸政策保护地

图覆盖了银鲑的分布区以及对银鲑具有极高内在

支持潜力的区域（附图 40）。

地图显示，银鲑分布区内的大部分河岸区域

为受管理的农业区域，其次为采伐区域。对银鲑

具有极高内在支持潜力的大部分区域位于农业区

域。这表明银鲑河岸保护（根据土地所有权决定）

与适用于这些高度洄游鱼类不同生命阶段的栖息

地位置（根据河流的水文地理环境决定）不匹配。

成果

旨在保护河岸区域和银鲑的政策在不太可能

存在银鲑的区域更加具体和更具执行性（Boisjolie 

et al.，2019）。由于存在保护工作的不足，相关

方制定了自愿行动激励措施，以促进溪流恢复以

及对科奎尔盆地中农地的管理。通过绘制保护

图，可识别沿整个河流网络的保护破碎情况，从

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恢复或额外保护工作。自愿河

岸保护、规定的保护措施、自愿河流恢复行动和

协作景观管理效果的追踪对评估整个河流网络中

淡水恢复工作是否成功至关重要。如果要保护须

穿过整个河流系统，保护栖息地的高度洄游鱼类，

则必须在更广的范围内识别和量化保护的碎片化

及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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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护自由流动的比塔（Bita）河

Jose Saulo Usma 和 Cesar Suarez，世界自然基金会 - 哥伦比亚

Fernando Trujillo，奥马查基金会

Michele Thieme，世界自然基金会 - 美国

背景与挑战

哥伦比亚内的比塔河长 520 千米，流域面积

约为 822  000 公顷（附图 1、附图 2）。这条河

起源于拉诺斯草原（草地和季节性泛洪平原）中

部一条由泉水形成的小溪流。河流在这个重要且

独特的生态系统中蜿蜒前行，形成深深的潟湖和

美丽的海滩，最终流入奥里诺科河。自由流动

的比塔河一路为各种生物提供支持：淡水鱼、

乌 龟（Podonecmis spp.） 和 鳄 鱼（Crocodylus 

spp.）、亚马孙河豚（Inia geoffrensis）、美洲豹、

低地貘（Tapirus terrestris）、水獭和许多其他哺

乳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

尽管哥伦比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产，但研究

表明，拉诺斯草原是该国受保护程度最低的生态

系统之一。该国的生态系统正承受不断增长的来

自采矿、畜牧、大型木材种植和城市化的压力。

此外，比塔河的连通性还支持淡水鱼的洄游和海

豚的季节性迁移，这对维护当地生计（包括可持

续旅游业、鸟类观光和游钓）至关重要。

关键经验教训

《拉姆萨尔公约》对通过管理流域中的活

动（如游钓和农业活动）来维持淡水和陆地物

种的连通性至关重要。

方法

比塔河联盟成立于 2014 年，成员包括奥马查

基金会、亚历山大·冯·洪堡生物资源研究所、

Corporinoquia、维查达政府、哥伦比亚亚海军、

哥伦比亚国家公园、帕尔马里托基金会、奥里诺

科基金会、La Pedregoza 公司和世界自然基金

会。此后，联盟、渔民、旅游业代表、社会和环

境组织、科学家以及当地人一起加入了保护比塔

河的行动。

附图 1  哥伦比亚境内的比塔河拉姆萨尔湿地。© 奥马查基金会，由Fernando Trujillo 提供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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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比塔河景观鸟瞰图。© 奥马查基金会，由Fernando Trujillo 提供

为推进合法保护比塔河的对话，该联盟与当

地利益相关者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以了解各项

活动（如农业和可持续旅游业）与保护之间的关

联。在深入了解各个部门开展活动的因果关系后，

该小组制定了一个决策框架，以使用定量数据来

论证某些行动产生的影响。该框架可帮助政府、

联盟和其他合作伙伴选择最佳行动来保护比塔河，

同时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生态廊道示例

自由流动的比塔河支持许多物种的移动和

迁移。

• 河豚：靠近为海豚提供食物（鱼类）和主要

栖息地的梅塔河和奥里诺科河，比塔河是拥

有河豚数量最多的河流之一。

• 洄游鱼类：不同类型的水质，如比塔河（黑

水）、梅塔河（白水）和奥里诺科河（混合水）

及湿地之间的纵向和横向连通性有利于多种

迁徙物种的繁殖。

• 貘、美洲虎和美洲狮（Puma concolor）：

由于比塔河流域森林和湿地的生态完整性，

有 600 ～ 700 只 貘，60 ～ 70 只 美 洲 虎 和

100 ～ 120 只美洲狮在此生活。

• 其他种类：河流廊道将支持其他物种的保

护，如孔雀鲈（Cichla spp.）、淡水黄貂鱼

（Potamotrygon spp.）、 巨 獭（Pteronura 

brasiliensis）和河龟等。

成果

2018 年 6 月 23 日，比塔河被列入《拉姆萨

尔公约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它是哥伦比亚最大

的拉姆萨尔湿地，也是对自由流动的整条河流及

流域（822  600 公顷）进行保护的第一个湿地。在

名录公布后，奥马查基金会、奥里诺科基金会、

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和 RESNATUR（私有自然保护

区网络）为拉姆萨尔湿地制订了管理计划。

该管理计划详细说明了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比塔河渔业需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条河是哥伦比

亚的游钓中心，且对观赏鱼贸易也很重要。此外，

还达成了一项关于在拉姆萨尔湿地内建立一条生

态廊道（228  000 公顷）的协议，该廊道将连接比

塔河的上游和中游，并为 34 种中型和大型哺乳动

物，包括貘、美洲虎、美洲狮、河豚、水獭和洄

游鱼类等，提供通行空间。该协议是哥伦比亚环

境部、奥马查基金会、项目设计开发商——佛格

斯公司、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IUCN 

SCC）貘科专家小组和哥伦比亚地方林业部与位

于拉姆萨尔湿地生态廊道内的农民一同签署的。

各缔约方承诺在廊道内进行可持续性农业作业和

畜牧生产、林业以及负责任的水果生产，并支持

重要野生动物种群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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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连通性：澳大利亚

24. 大堡礁：在无连通数据的情况下系统地保护连通性

Michael Bode，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Jon C. Day，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 ARC 珊瑚礁研究卓越中心

背景与挑战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GBR）是世界上最大

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也是本国最重要的生态和经

济资产之一。大部分大堡礁位于大堡礁海洋公园

（GBRMP）内，该公园是一个多功能海洋公园，

包括八个不同的使用区域（附图 1），其中 1/3 为

禁渔区。澳大利亚政府（主要通过大堡礁海洋公

园管理局）负责与其他联邦和昆士兰州机构、传

统所有者以及其他各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展管理

工作。

尽管建立大堡礁海洋公园的初衷是为了保护

珊瑚礁免于采矿勘探的破坏，但目前珊瑚礁主要

受到了反复发生的漂白、旋风和棘冠海星暴发的

威胁。近年来，大片珊瑚礁，特别是沿海和北部

的珊瑚礁，丧失了大部分活珊瑚。

附图 1  大堡礁海洋公园当前的分区（根据 2003 年的分区计
划，该计划自 2004 年 7 月 1 日生效）。地图由大堡礁海洋
公园管理局空间数据中心提供。©澳大利亚联邦（GBRMPA）

关键经验教训

在大堡礁系统中建立保护区并对缓冲区中

的活动进行管理可以促进“跳板”的连通性，

从而支持幼体从沿岸向近海栖息地的移动和迁

移，以及成年底栖生物和浮游生物的移动。

次要威胁包括不利的水质、不可持续的捕鱼、

疏浚和沿海开发。尽管存在这些压力，但与世界

其他地区的许多珊瑚礁生态系统相比，大堡礁的

状况还是不错的。

方法

保护大堡礁的珊瑚栖息地需要对三种类型的

连通性进行保护。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类型

是为幼体提供的连通性：因为礁石上的大多数生

物具有专性中上层幼体分散相，所以必须为此类

群体提供连通性。洋流在时间和空间上造成了驱

动大堡礁上种群动态的幼体连通性模式的复杂化。

虽然这些连通性模式与陆地生态廊道相似，但因

为扩散的生物体不会在扩散过程中受到威胁，所

以不需要对海洋生态廊道进行保护。相反，可通

过建立交换大量幼体的海洋保护区网络来增强保

护效果，并可通过禁渔区与捕渔区的相连来提高

渔业产出。第二种类型的连通性为个体发育过程

中的迁移提供途径，物种通常在河口或近海栖息

地度过其早期生命阶段，在成年后迁移至海洋（附

图 2）。第三种类型为成年物种小规模的觅食或繁

殖移动提供途径。大多数珊瑚虫物种为底栖生物，

所以这些移动发生在珊瑚礁内。但中上层成年物

种可以在礁石之间进行更长距离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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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系统规划原则，在 2003 年对大堡礁海

洋公园进行了重新分区和扩展。制定了 11 项生

物物理运行原则（BOP）（GBRMPA，2002），

保护大堡礁中每一个有代表性的生物区（共 70

个，30 个珊瑚礁栖息地，40 个非珊瑚礁栖息地）

（Fernandes et al.，2005）。保持连通性也是大

堡礁海洋公园的一个明确目标——该目标既考虑

了各个禁渔海洋保护区的总体规模，又考虑了各

自的位置。作为一个总体目标，BOP 9 建议采用

禁渔区来保持大堡礁的连通性。但在重新分区时，

关于连通性的数据很少，因此设计了一些 BOP 原

则，为每种形式的连通性确定潜在替代指标的优

先级。BOP 1 和 BOP 2 旨在保护幼体的连通性，

尤其是种群的自我增长。 

例如：BOP 2 建议禁渔区的面积应尽可能大，

因为模型显示，种群的自我增长会随着保护区规

模的增大而增大。BOP 4 建议禁渔区应尽可能包

括整个礁石，为觅食和迁徙的成年生物提供连通

性保护。

成果

因为可用于 2003 年重新分区的连通性的信

息很少，所以使用替代指标来设计禁渔区，以确

保它们之间的幼体交换以及幼体至捕渔区的输

出。近期的实证研究和生物物理建模显示，该方

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幼体扩散区在不同

程度上与禁渔区相连：小至局部的自我增长区

（Harrison et al.，2012），大至连续 250 多千米

的双向交换区（Bode et al.，2019；Williamson et 

al.，2016）。

禁渔区网络是在缺少明确连通性数据的情况

下设计的，但仍能实现连通性，可能有以下三个

原因。第一，大堡礁海洋公园包含了一个有效禁

渔区的大部分区域（占整个区域的 33%）。通常，

保护级越高，连通性越好。第二，明确的连通性

替代指标是多个 BOP 的基础，所以相比简单的空

预期，这会产生更好的连通性效果。第三个原因

不太明显。大堡礁海洋公园是全球范围内经系统

规划的网络的典范。多个 BOP（特别是 BOP5 和

7）旨在建立一个“代表性”网络，所以在各个生

物区域、纬度和跨陆架位置都有禁渔区。尽管这

些目标并未提及连通性，但有证据表明，这种代

表性可使禁渔区网络有效保护以前未知的生物多

样性特征，如中光度礁（Bridge et al.，2016）。

代表性原则也需要对大堡礁中的连通性进行保护。

附图 2  “穿越蓝色高速公路”：川纹笛鲷（Lutjanus sebae）在大堡礁中的不同栖息地度过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Russell 
Kelley/ 澳大利亚珊瑚礁协会 http://www.russellkelley.info/print/the-blue-hig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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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连通性：北美

25. 北海峡群岛：跨海洋保护区网络的连通性对种群和生态系统产生积极影响

Jennifer Caselle，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海洋科学研究所

Mark Carr，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系

J. Wilson White， 俄勒冈州立大学俄勒冈州沿海海洋实验站

背景与挑战

温带沿海海洋生态系统可提供多种生态系统

服务，包括对具有重要休闲和商业价值的渔业的

支持，以及对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生态旅游和其

他文化价值的支持。海藻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温

带海洋生态系统，它们可为地球上一些物种最丰

富、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提供支持，但受到了

人类的严重影响，特别是来自渔业、入侵物种以

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方法

1998 年，美国南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群渔民、

管理人员和其他公民对资源（如近岸生态系统的

鲍鱼、龙虾和岩鱼等）以及藻林的减少表示担心。

他们与加利福尼亚州渔业和狩猎委员会联系，提

出了在北部海峡群岛中划定保护区的建议，该群

岛由洛杉矶西北部的四个岛屿组成，与大陆之间

隔着圣巴巴拉海峡。2003 年，继多年公开程序之

后，加利福尼亚州与海峡群岛国家公园（CINP）

联手在州和国家公园水域内建立了 13 个海洋保护

区（MPA）。

关键经验教训

建立海洋生态保护区网络有助于恢复物种、

增强连通性，并提高网络对抗入侵物种的能力。

2007 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将其中

的 8 个海洋保护区扩展至海峡群岛国家海洋保护

区（CINMS）水域（附图 1）。因此，海洋保护

区涵盖州和联邦管理的水域。海洋保护区的目标

是通过保护海洋生物和栖息地来帮助恢复生物多

样性、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渔业物种。海洋保护区

从潮间带一直延伸至 1  400 米的深度，涵盖了各

种生态系统。可根据海底类型（岩石与沙子）和

深度对它们进行区分。

如今，海峡群岛海洋保护区网络包含大量彼

此重叠的代理机构辖区。11 个联邦、州和地方机

构在规划区域内有管辖权。尽管 CINMS 和 CINP

在北海峡群岛周围有重叠，但未有对商业性或休

闲性捕鱼活动进行监管的机构。 

附图 1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沿海北部海峡群岛中海洋保护区的分布。地图显示了州和联邦机构的管辖范围以及两种类型的保护
区（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 沿海海洋跨学科研究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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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林。©Adobe Stock

加利福尼亚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负责对

州水域（沿岸 5.6 千米之内）范围内的所有渔业

进行管理，而加利福尼亚州鱼类和狩猎委员会（被

指定机构）有权制定所有州渔业法规，包括建立

海洋保护区。

生态廊道示例

尽管生态廊道最初并不是被设计成通过稚体

（即鱼和无脊椎动物幼体）扩散而相互连接的海

洋保护区网络，但对海洋流和幼体扩散模式的分

析表明，海洋保护区中产生的稚体很可能作为种

群和群落的补充资源被转移至其他海洋保护区，

从而形成事实上的网络。进行生态廊道分析的主

要方法是采用描述区域内洋流的海洋环流数值模

型来模拟幼体的移动。例如，Watson 等（2010）

模 拟 了 两 个 重 要 的 鱼 种 幼 体——云 纹 石 斑 鱼

（Paralabrax clathratus）和墨绿平鲉（Sebastes 

atrovirens）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各区域（包括海

峡群岛海洋保护区）之间的移动。该模拟计算了

幼体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位置的可能性，然后将

得到的概率乘以每个位置产卵生物量的估计值，

以预测沿每个潜在生态廊道移动的幼体数量。分

析表明，圣克鲁斯和安娜卡帕群岛海洋保护区内

的云纹石斑鱼幼体以及圣米格尔岛（San Miguel 

Island）海洋保护区中的墨绿平鲉幼体很可能扩散

至网络中的其他海洋保护区和捕渔区（附图 2）。

因此，海洋保护区是通过生态廊道相连的，但不

同的物种使用不同的廊道，具体视栖息地而定。

在此情况下，云纹石斑鱼较喜欢东部岛屿温暖的

海水，而墨绿平鲉较喜欢西部岛屿较凉的海水。

附图 2  使用南加利福尼亚州湾的海洋环流模型预测云纹石斑
鱼幼体的扩散（Watson et al.，2010）。每个彩色圆圈对应
于模型中的一个空间节点（场地），模拟幼体可以离开该空
间节点，也可以在此定居。在此示例中，显示了场地 83（与
圣克鲁斯岛上的Scorpion 州海洋保护区重叠）的连通性。每
个点的颜色表示沿着连接Scorpion 和其他场地的海洋廊道移
动的幼体的相对数量（数值为离开所有模拟场地的幼体比例）。
因此，海峡群岛中的其他海洋保护区以及非海洋保护区场地
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成果

海峡群岛区域内的海洋保护区生态网络占 11

个州海洋保护区（不允许商业或休闲捕鱼）和 2

个保护区（允许某些类型的捕鱼）内 CINMS 水域

的 21%。对海峡群岛海洋保护区中的近海海藻林

的监测显示，在经过 10 年的保护努力后，海洋保

护区内目标鱼类的生物量相对于捕渔区有所增加。

虽然生物量并未显著增加，但由于潜在捕捞量的

转移和压缩，也未发生某些模型所预测的急剧下

降的情况。近期的实践证明，得到时间较长充分

保护的区域内的高级捕食者可以防止非本地大型

藻类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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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di Hilty，博士，黄石—育空保护行动的总裁兼首席科学家。Jodi 是一名野生动物廊

道生态学家和保护主义者，在管理大型保护项目方面拥有 20 多年的经验。她喜欢在应对复

杂的保护挑战时采用基于科学的解决方案，并致力于推进基于社区的合作。她是四本新书的

共同主编或首席作者，包括《廊道生态：将景观连接起来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适应气候》

（2019 年）。在加入 Y2Y 之前，Jodi Hilty 博士曾担任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北美计划的执行主任。

她目前是史密斯博士后奖学金董事会的成员，且是 IUCN WCPA 连通性保护专家小组的副组

长。她在落基山脉出生、长大，并喜欢与家人一起探索该地区。

Graeme L. Worboys，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芬纳环境与社会学院的（名誉）副教授。

他是 2015 年纲要教科书《保护区的治理与管理》的主编，该书受到 IUCN WCPA 的高度赞誉。

至 2020 年 3 月，该书已被 87 个国家 / 地区的 100  000 多名用户下载。他也是《连通性保护

管理全球指南》（2010 年由 Earthscan 出版）的主编。因在促进保护区目标方面为社会做出

的杰出贡献，Graeme 于 2016 年被授予 IUCN WCPA 弗雷德·帕卡德（Fred M. Packard）奖，

并因对保护和社区做出的重要贡献，于 2020 年 1 月获得澳大利亚员佐勋章。

Annika Keeley，博士，野生动物生态学家，在生态连通性科学领域拥有专业知识。她

发表了多篇关于生态廊道、生态系统科学和动物行为的科学研究论文。她是加利福尼亚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后学者。在论文中，她系统地回顾了关于连通性和气候变化的科学文献，

并探讨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及世界范围内实现连通性的挑战和机遇。她目前是加利福尼亚州三

角洲管理委员会的科学家，负责促进基于科学的适应性管理和综合治理，以及向政策制定者

和决策者传达相关科学信息，包括河口连通性信息等。

Stephen Woodley，博士，在环境保护领域曾先后担任过野外生物学家、研究员、顾

问、大学研究中心主任和加拿大公园管理局的首任首席科学家。2011 年，Stephen 开始担任

IUCN 全球保护区计划的高级顾问，并继续担任 IUCN 世界保护区科学与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副主席。他的工作重点是了解保护区在解决当前全球保护挑战方面的作用。

Barbara Lausche，法学博士，国际环境法律和政策顾问，在国家和国际保护法律和

政策方面有 30 多年的工作经验。自 2010 年以来，她一直担任佛罗里达州莫特海洋实验室

（Mote Marine Laboratory）海洋政策研究所（MPI）的主任。她是 IUCN 世界环境法委员会

和 WCPA 的积极成员。在作为 Graeme L. Worboys 团队的成员时，她就开始进行项目研究，

专注于治理、法律、政策和海洋内容。她发表的项目论文包括《IUCN 保护区立法指南》（2011
年）和《连通性保护的法律方面：概念性文件》（合著者，2013 年）。2019 年，她被任命

为 IUCN WCPA-CCSG 海洋连通性工作组组长，该工作组由全球约 80 名海洋专业人士组成。

她曾是世界银行和 WWF- 美国的高级职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法律起草顾问。

Harvey Locke，法学博士，保护主义者、作家和摄影师，也是一位在公园、荒野和大

型景观保护领域（以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为基地）公认的全球领导者。他是黄石—育空保护

行动和全球“自然需要一半”运动的共同创始人，且是 IUCN 世界自然保护区委员会超越爱

知目标工作组的组长。他还是首个大陆级连通性促进项目——“野地项目”的负责人，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参与 IUCN WCPA 发起的连通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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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Carr，博士，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CSC）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海

洋生态学的教授。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共同研究沿海海洋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基础和应用生态

学。他的研究成果为海洋渔业的管理和保护（包括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海洋保护区的设计

和评估以及气候变化）提供了所需的信息。Mark 博士是加利福尼亚州海洋保护区网络的《加

利福尼亚州海洋生物保护法案》科学咨询小组的联合组长。他对网络的保护效果进行了研究。

他曾是美国海洋保护区联邦咨询委员会的科学顾问，并曾是加利福尼亚州海洋保护委员会科

学咨询小组的成员和联合组长。他是 UCSC 沿海科学与政策研究生课程的创始教员。

Ian Pulsford，理科硕士，大东部山脉有限公司的创始董事。Ian 在自然和文化遗产保

护方面（包括对保护区的评估、选择、设计和管理）有超过 37 年的工作经验。2006 年，他

和 Graeme L. Worboys 一起向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提议建立大东部山脉连通廊道，这是澳大利

亚第一个大陆级保护廊道。2007—2010 年，他是廊道倡议的创始经理。他是 IUCN WCPA 连

通性保护专家组的成员，并曾在多个政府咨询委员会任职，包括一个专家科学小组，该小组

就所拟订的澳大利亚国家野生动物廊道计划向澳大利亚政府提供建议。Ian 是以下两本书的

共同主编或首席合著作者：《连接澳大利亚景观》（2013 年）和《保护区治理与管理》（2015
年）。

James Pittock，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芬纳环境与社会学院的教授。1989—2007 年，

James 在澳大利亚和国际环境组织工作，2001—2007 年，担任 WWF 全球淡水计划的负责人。

自 2007 年开始，James 更专注于研究如何更好地管理水资源、能源和粮食供应等相关问题，

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James 为非洲的灌溉、湄公河地区的水力发电和粮食生

产以及默里 - 达令盆地（Murray-Darling Basin）内的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研究项目提供指导。

他是温特沃斯忧思科学家小组的成员，也是澳大利亚跨国公司和 WWF 的科学顾问。

J. Wilson White，博士，俄勒冈州立大学俄勒冈州海岸海洋实验站近岸渔业海洋学助

理教授。在研究中，Wilson 将统计模型和动态模型与经验数据集联系起来，以识别噪声数据

中的细微模式。他的研究主题涉及海洋幼体的远洋扩散、海洋保护区的规划和适应性管理、

行为生态学和种群动态。他的专家证词已被用于美国最高法院所处理的诉讼案件中。他已为

美国多个州和加拿大的渔业管理和保护区规划流程提供了相关建议。Wilson 合著了 80 多篇

体经同行评审的期刊论文及书籍——《种群动态保护》等，他还是《实验海洋生物学与生态学》

杂志的主编。他取得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生态、进化和海洋生物学博士学位。

David Theobald，博士，保护规划技术部门探索计划的负责人。他是一位景观生态学

家和地理学家，有近 30 年的工作经验，负责评估全球乃至地方级社会生态系统中出现的土

地利用模式和趋势。David 利用其经验和专业知识来帮助进行连通性和渗透性建模、制定保

护规划，并就基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和景观脆弱性评估提出政策变更。他利用可视化的景

观动态来引起决策者、土地管理人和公众对土地和水域保护的重视。通过开展协作、创建工

具并将网络科学应用于地理环境，David 构想了一个具有渗透性和可再生的景观世界。

Jessica Levine，硕士，自然保护协会加拿大分支机构——自然联合（Nature United）
土地与水保护战略的负责人，也是“保持连通倡议”的协调人，该倡议关注两国间公私合作

伙伴关系，致力于维护美国阿巴拉契亚北部—阿卡迪亚地区和加拿大的景观连通性。她是景

观保护网络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实现加拿大连通性目标 1 工作组的成员。在加入自然联

合之前，Jessica 负责管理北美的地方和国际环境合作伙伴关系，协调魁北克大学的生物多

样性研究，监督加利福尼亚的青年环境教育项目，以及指导拉丁美洲的志愿者项目。Jessica
拥有斯坦福大学的人类生物学学士学位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能源和资源硕士学位以及

城市和区域规划硕士学位（M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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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y Reuling，理科硕士，3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连接多个大陆上的主要保护景观。

她是一位野生动物生态学家，最初在东非从事大象保护工作，并研究如何建立廊道，以连接

坦桑尼亚北部的标志性保护区。在坦桑尼亚工作了 25 年后，她移居美国蒙大拿州的博兹曼市，

现在是大型景观保护中心的项目副总裁。在对保护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非政府、荒野教

育和旅游等）进行长期研究后，Melly 坚信，进行景观连接的关键在于是否成功地将不同类

型的居民和社区连接起来。

James Watson，博士，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sland）保护科学教授，兼生物

多样性与保护科学中心主任。他是绿色火焰科学（Green Fire Science）研究小组的组长，负

责进行与保护实践直接相关的应用研究，并且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学与研究项目的主任。

他已发表了 200 多篇经同行评审的关于保护问题的论文，内容包括对气候变化对物种影响的

评估，以及建立保护区的有效性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之间的联系等。他热衷于观察鸟

类，并与许多学生一起致力于保护澳大利亚一些稀有鸟类。

Rob Ament，理科硕士，大型景观保护中心的资深保护主义者和蒙大拿州立大学西部

交通学院道路生态项目的经理。Rob 还是 CCSG 运输工作组（TWG）的联席主席。Rob 在

植物生态学、自然资源管理、环境政策和组织发展方面拥有 30 多年的工作经验。他的第一

个项目开始于 1993 年，旨在识别和保护美国北部落基山脉区域的野生动物廊道。他是黄石—

育空保护行动的创始董事和前荒野网络的董事，并在过去 30 年中带头制定新的法律、战略

和政策，来避免和减轻在北美乃至全球范围内，线性运输路线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Gary M. Tabor，环境研究硕士和兽医学博士，IUCN WCPA 连通性保护专家组的主席。

Gary 是一名生态学家和野生动物兽医，也是大型景观保护中心的主席。该中心支持连通性

保护科学、政策和实践的发展。Gary 已经代表大型景观保护中心在国际上工作了 35 年，曾

作为美国慈善界道奇（Dodge）和肯德尔（Kendall）基金会的领导人，并曾是威尔伯福斯基

金会（Wilburforce Foundation）黄石—育空项目的总监。Gary 在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

在乌干达建立了基巴莱（Kibale）国家公园；设计了世界银行 Mgahinga/Bwindi 山地大猩

猩保护基金；共同创立了黄石—育空保护行动；开拓了保护医学 / 生态健康领域；并共同

创立了巴塔哥尼亚公司的“自由漫游野生动物廊道”运动。Gary 是“澳大利亚富布莱特气

候变化学者奖”的获得者。








